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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日本古代的历史，与研究其他时代相比，有哪些困难之处？
首先就是史料的稀少，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日本存留的6世纪以前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因此，我们不得不依赖8世纪初编撰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然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有关5世纪以前的记述也充满了传说故事性的内容，并不能简单地把这些记载看成真实的历史事件。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们不得不借助中国的史料。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记载历史的习惯，而且其史书也包含了有关中国周边区域的内容，日本列岛亦非例外。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7世纪以前的日本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作“倭”或“倭国”。
当然，并不是中国每一个时代的历史书都记载了倭国的情况。只有在倭国向中国派遣了外交使节，或者中国王朝由于各种政治因素意识到其存在时，倭国才会成为历史记录的对象。即便如此，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些记录也是珍贵的史料。在这当中尤为重要的是在倭国本身尚未有文字记录流传于世的时代收集了关于倭国信息的两则史料，其中之一是3世纪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人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魏志·倭人传》，另一则史料是5世纪的《宋书·夷蛮传》倭国条（下文称之为《宋书·倭国传》）。
《宋书·倭国传》关于5世纪日本列岛的历史提到了五位向中国派出外交使节的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倭五王——赞、珍、济、兴、武。
至今为止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是，赞是第16代仁德天皇，珍是第18代反正天皇，济是第19代允恭天皇，兴是第20代安康天皇，武是第21代雄略天皇（这里列出的代数参照现行皇统谱）。赞和珍的身份仍有争议，而济、兴、武的身份基本上没有疑问。但由于史料稀少，很难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深入的。
在现行的日本高中教科书中，有关倭五王的段落描述了他们在5世纪初以后的一个世纪间派遣了外交使节。然而，赞最早一次遣使是在421年，武最后一次遣使是在478年，两者之间仅仅相差57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多一点。由此可见，即便对于如此基础的事实，教科书里都存在着误导性的信息。
关于倭五王，一直以来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分别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记载的历代天皇中的哪几位（需要注意的是，天皇这一称号直到7世纪下半叶才产生）。过去的研究也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与中国的《宋书·倭国传》里记载的倭五王进行了比较。
最近的研究显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并不完全是后世编造出来的故事，其背后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研究工作也以此为前提展开。因此，有关倭五王的研究也是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中心，《宋书·倭国传》只不过在史料价值上加以补充而已。然而，这两者的可信度，也就是史料的价值，到底孰优孰劣呢？
《宋书》的作者沈约曾出仕于南朝宋（刘宋）、齐、梁三个朝代。该书最终写成于6世纪早期，也就是梁朝的时候。但沈约在487年，也就是刘宋灭亡的479年的八年后得到了编撰史书的敕令，在次年，也就是488年就完成了本纪（记录每个皇帝的事迹）和列传（记录人臣的传记）。本纪和列传共70卷，沈约仅用一年时间就写完了。
然而，沈约在《宋书》的自序中提到，他写作《宋书》的时候参考了刘宋留下来的史书。由此看来，《宋书·倭国传》的内容，尤其是前半部分，很可能是在刘宋时就已经写好了。
另一方面，《古事记》成书于712年。太安万侣在序文里提到了该书编撰的经过，他说自己在天武天皇在位的时期，由于担心当时的帝纪、本辞等各氏族收藏的记录存在诸多错误，因此着手编撰此书，后来天武天皇去世，工作一度中断，之后他在元明天皇的时代继续并完成了编撰。《日本书纪》则没有序文残留，因此该书的编撰过程存在许多我们不清楚的地方，不过大体上可以认为681年颁布编撰史书的诏书就标志着《日本书纪》编撰工作的开始。该书的编撰经过了将近40年，到720年才终于完成。
在研究5世纪的倭国历史时到底应该以《宋书·倭国传》还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重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占据中心位置的应该是《宋书·倭国传》，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则应该被看作辅助性材料。当然，此前的研究获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现代日本人的潜意识里到底还是倾向于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理解历史的主轴。
本书正是希望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外的史料着手，理解倭五王乃至5世纪倭国历史的真相。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权、国家的组织方式、文化等层面上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所编造的印象相差甚远的东亚历史的真实面貌。我还希望，本书能够让大家注意到只用日本的立场看待日本历史的弊端。
*
以下将介绍本书的组成部分。
序章将探讨倭五王登场前夕的事情。4世纪下半叶，中国正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些割据政权与倭国、百济等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国家。我们将会探讨这些国家的概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1章将从5世纪初的东亚局势说起，继而描述倭五王的第一位——赞。421年，赞发起了与中国的外交活动，结束了此前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断绝状态。我们将探讨他如此做的原因以及他的做法给日本列岛的统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在第2章，我们将关注从珍到兴之间的时代倭国的动向以及东亚的局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东亚政治的动向与中国的各割据政权间的斗争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另外，我们还会探讨五王的继承在倭国内部的真实情形。
第3章将关注五王中最后的一位——武。我们将以武呈上的上表文为线索，讨论与之相关的权力和文化问题，这可能会成为颠覆现代人对5世纪的固有观念的契机。
第4章将会把倭五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天皇进行对比，研究其一致之处。过去的研究已经多次探讨这一问题，然而本书希望能对这些论点所包含的问题进行批判，从而整理出五王真实的形象。
在终章里，我们将把目光放在倭五王以外，转而关注大和政权在倭五王之后翻开的新篇章。
本书正文里提到学者名字时将省略其尊称。为方便读者，书中提及天皇的时候将附上其代数，需要注意的是，天皇代数以现在通行的皇统谱为准，并不代表历史事实。
希望读者能耐心读完本书。








序章 4世纪后期的东亚
——倭国的“空白”时代
我们从东亚的角度考察倭五王的时候，不得不关注两个问题：他们的行为背后依据的是怎样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为此，我们必须回溯倭五王登上东亚历史舞台之前的历史。
在日本古代史界，倭五王登场前的公元4世纪往往被称为“空白的4世纪”，这是因为同时代的文献史料里几乎完全没有记载倭国的事情。因此，我想要通过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史料来描述倭五王登场前的东亚总体局势，从而了解当时倭国的动向。
1.与百济的军事同盟——七支刀告诉我们什么
刻在七支刀上的“倭王”
倭五王指的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五位以倭王（或倭国王）的头衔出现的倭国国王。然而，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位被称作倭王的人，关于他的记载出现在一把刀上的铭文里，这把刀名为七支刀（图0-1）。

图0-1 七支刀
七支刀是石上神宫（今奈良县天理市）传世至今的神宝，以形状奇异著称。刀身两边都刻有文字，铭文里镶嵌黄金。铭文有数处由于黄金脱落而难以辨认，学者对此也有争议，但主流的解读是这样的：
正面铭文：
泰□四年□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炼铁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供侯王。□□□□作。

解读：
泰□四年□月十六日丙午，在正午时刻，用精制铁材打造七支刀。（如佩带此刀则）能避免刀兵之灾，适合礼仪端正之侯王佩带。□□□□制作。
背面铭文：
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奇生圣音，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解读：
这种刀前所未有，百济王世子奇受保佑降生，故为倭王旨制作（这把刀），希望（将百济与倭国的关系）展示于后世。
正面的铭文主要是与七支刀的效力相关的祝福语，背面则记载了七支刀制作的经过。从背面铭文的内容可以看出，七支刀是百济送给倭国的礼物，百济方面希望用流传后世的七支刀来祝愿两国关系能够延续。
再来考察铭文中的关键字眼。首先是开头的“泰□四年”，指的是东晋太和四年（369）。“太和”与“泰和”虽然用了不同的字，但在《隋书·经籍志》中，东晋太和年间的记录被记作“晋泰和起居注”，由此可见“泰”“太”二字是相通的。
其后提到了百济王的世子（世继），这位名字叫作奇的王子为倭王制作了七支刀，正是在这里出现了倭王的字眼。针对“倭王旨”的“旨”字有几种解释：有人认为“旨”是“旨意”，意为倭王的意愿（山尾幸久）；有人认为是“尝”（嘗）字的省略写法（宫崎市定）；有人认为是“高超”之义（吉田晶）；还有人认为是人名（川口胜康、铃木靖民等），至今未有定说。
学者还通过赠予七支刀一事对百济与倭国的关系进行推断，形成了四种主要的说法。第一种说法为七支刀是东晋授予倭国的物品，百济只不过是中间人（栗原朋信）。第二种说法为七支刀是百济进贡给倭国之物（福山敏男、榧本杜人）。第三种说法为七支刀是百济赏赐给倭国之物（金锡亨）。第四种说法为，七支刀是对等关系的两个国家间的礼物（吉田晶、铃木靖民）。
虽然围绕七支刀的铭文尚有诸多疑问，但可以确定的是，七支刀是百济在369年打造的，目的是祈愿与倭国的关系能永远延续下去。
为何七支刀会来到倭国？而铭文中出现的倭王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得追溯一下之前的历史。
高句丽出兵百济及其背景
首先让我们关注东晋太和四年（369）这个年份。这年九月，高句丽的故国原王发兵两万南下百济，百济的近肖古王在雉壤迎战并将其击退。高句丽在两年后的371年又发动了一次攻击，同样被百济击退了。
高句丽之所以频繁试图南下，其实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局势有关。中原自公元4世纪初以来陷入分裂，辽东地区被鲜卑族建立的前燕王朝割据，而高句丽则长期以来受到前燕的侵扰。
333年，奠定了前燕立国基础的慕容廆去世，其子慕容皝与慕容仁争位，最终慕容皝胜出，在336年杀害慕容仁，并于次年即位，前燕正式建国。在这一过程中，慕容仁的家臣逃亡到了高句丽，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冬寿的人。
冬寿逃亡到高句丽，后死于357年。发掘于1949年的安岳三号墓就是冬寿的坟墓，墓壁上的墓志记载了当时事情的经过（冈崎敬）。
永和十三年十月戊子朔廿六日癸丑，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相、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幽州辽东平郭都乡敬上里，冬寿，字□安，年六十九，薨官。

由此可见，冬寿在逃亡高句丽之后还保留了前燕官职，并且拥有很大的势力。对于前燕来说，高句丽收留了前燕的敌对势力，可能对其构成威胁，因此前燕对高句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事实上，公元4～5世纪，出于政治原因逃亡到高句丽的人不在少数。
感受到威胁的前燕采取了军事行动。342年，前燕进攻高句丽，占领了王都丸都城，故国原王被迫单人匹马逃走。丸都沦陷后，前燕军队挖开了前代的美川王的坟墓并夺走了遗骨，又抓走了故国原王的母亲和妃子，在抢掠了一番财宝和人口之后便撤退了。
这一事件对高句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次年，故国原王向前燕称臣，以此换回了美川王的遗骨。然而他的母亲作为人质继续留在前燕，她三番五次提出回高句丽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最终在355年才得以返回。
由此可见，前燕给高句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而对前燕而言，高句丽也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邻居。
局势在东晋太和四年（369）发生了改变。当年四月，东晋桓温决心出兵攻打前燕，辽东一带顿时变得不安起来。正是在前燕动弹不得的情况下，高句丽发动了对百济的战争。
东晋在369年进攻前燕的军队被击退，而在这场战争中立下战功的慕容垂与当权的慕容评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慕容垂逃亡到前秦。370年，前秦入侵前燕，失去了名将的前燕不堪一击，最终皇帝慕容暐被擒，前燕灭亡。
高句丽正是在前燕灭亡、西边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于371年再度攻打百济的。由此可见，东晋、前燕等各政权间的争斗与百济等国的局势有着直接的联动关系。
百济的外交政策——派遣到东晋与倭国的使节
面对高句丽的南下，百济近肖古王在371年的冬天发起反击，出兵围攻高句丽的平壤城。故国原王在防守战中中流矢而死，战争以百济的胜利告终。战后，百济将都城迁往汉城，其国势到达了第一次高峰。由此，百济实施了两项外交政策，其一是开始向东晋朝贡，其二是建立与倭国的外交关系。
先看看向东晋的朝贡。向东晋遣使跟百济迁都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城位于朝鲜半岛西岸的中部，在今天的首尔附近。如果要前往中国的话，从汉城只需要稍向北走，之后渡过黄海，就能到达山东半岛。由于前燕灭亡，当时山东半岛正处于东晋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百济能够安全地向东晋朝贡。自此以后，东晋与百济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外交关系将在以后发挥能够决定东亚局势的重要作用。
东晋咸安二年（372）正月，百济向东晋朝贡。东晋方面立即做出了反应：同年六月，东晋向百济派遣册封使，任命近肖古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百济在次年（373）再次派遣使节，此举明显是要迅速强化与东晋的关系。
另外一项外交政策则是建立与倭国的外交关系。倭国与百济外交关系的建立在《日本书纪》中也有记载。在《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前纪》仲哀天皇九年十月辛丑条中，百济第一次登场。书中记载，神功皇后降服了新罗，得知此消息的百济与高句丽则向她提出了投降的请求。这就是所谓的神功皇后“征讨新罗”与降服三韩的故事，我们当然不能将其看作真实的历史事件。说到底，这一记载反映了《日本书纪》成书的年代，也就是8世纪的时候，律令国家为了使自身的统治合理化而构筑的历史观。
日本律令国家单方面认为朝鲜半岛的诸国都是应该向日本朝贡的臣下之国（蕃国），其中包括当时已经灭亡的百济。为此，他们有必要解释这种朝贡关系的由来。因此，在编撰《日本书纪》的时候在神功皇后功绩（这段记载本身也是编造的）里又强行加入了百济臣服的虚构内容。
赠送于372年的七支刀
然而，我们不能一概认为《日本书纪》里所载的内容都是8世纪的人捏造的。比如说《神功皇后纪》中有一条关于倭国与百济间外交关系的记录：
（百济）久氐等从千熊长彦诣之，则献七枝刀一口、七子镜一面，及种种重宝，仍启曰：“臣国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铁山，其邈七日行之不及，当饮是水，便取是山铁，以永奉圣朝。”（摄政五十二年九月丙子条）

在这里出现了“七枝刀”。神功皇后摄政五十二年简单换算为公元纪年的话是252年，但是《日本书纪》明显把原本的记录往前调了120年，这件事实际上发生在372年。这么说，七支刀应该是制作于369年，并于372年送到了倭国。
那么，在倭国与百济之间七支刀的授受背后有着怎样的外交实情？
我们应该注意到，高句丽在369年南下但暂时被击退，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百济正是为了解决与高句丽的问题而展开了和倭国的外交活动，这就是倭国与百济结成的反高句丽同盟。
百济虽然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还杀死了故国原王，但他们可能并不认为高句丽以后不会再次来袭。为此，百济着手强化对外关系，在372年建立了与东晋以及倭国的外交关系。七支刀正是其象征。
倭国与百济的对等同盟
从这种对外关系的角度观察，七支刀授受背后的意图就变得很明显了。
我们先看中间人说。百济于372年与东晋建立外交关系，而制作七支刀则是在369年。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来看，认为百济扮演了东晋授予倭国七支刀的中间人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因此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七支刀与东晋并无关系，必须将其放在倭国与百济间关系的脉络下加以解读。
东晋说的论据之一是七支刀上出现了东晋的年号。这一点我将在第1章讨论。
倭国与百济的关系是应对高句丽南下的军事同盟。那么两国分别要对高句丽采取怎样的行动呢？简单而言就是百济与高句丽直接对决，倭国则向百济派出援军。这么说来，百济是请求援助的一方，倭国在同盟中应该处于有利位置。然而，在371年，百济以一己之力击退了高句丽的入侵，倭国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发挥作用。这么说来，百济就完全没有向倭国臣服的必要。也就是说百济进贡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反过来说，百济赏赐给倭国的说法又如何呢？实际上，当时朝鲜半岛生产一种倭国依赖的重要资源，那就是铁。日本列岛当时并不产铁，因此保证铁的供应就是倭国的重要课题。上文引用的《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五十二年条中也提到了铁的赠送。然而，倭国的铁主要来自朝鲜半岛南部的加耶区域（铃木靖民），很难想象倭国会仅仅因为失去了百济的供应就陷入困境。因此倭国并没有从属于百济的必要，赏赐说也是不成立的。
这么一来，我们就应该把两国看成对等的关系。当时确实出现了高句丽南下这么一个问题，但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出于一致的共同利益才建立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倭国与百济间深厚的关系开始建立。
倭王的真正面貌
那么，在当时与百济订立军事同盟的“倭王”是谁呢？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弄清楚当时日本列岛的社会状况。
4世纪后期是日本的古坟时代。关于如何解释古坟时代，考古学家们尚有许多细节上的争议，但大体而言，古坟在当时的社会里起到了宣示政治统一的作用。
一般认为，古坟时代始于3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6世纪末。过去学者们把古坟时代分为前后两期，而现在则更倾向于划分成三期。另外，学界普遍认为7世纪是古坟时代的终结。
在各种古坟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前方后圆坟。这种坟只有各地的首领才能建造，是权力的象征。而在后来被称作畿内的地方又集中出现了200米以上的巨型前方后圆坟。这些古坟中有不少是需要拥有极大权力才能建造出来的，很有可能是当时倭国王权持有者的坟墓。
畿内的巨大前方后圆坟集中出现在五个区域，而且可以看出，每个区域里分别有一个势力相继建造了该区域的古坟群。这五个古坟群是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柳本古坟群、北部的佐纪古坟群、西部的马见古坟群、大阪河内地区的古市古坟群以及和泉地区的百舌鸟古坟群。
这些古坟群被认为是当时当地大王辈出的标志，它们的消长顺序是这样的：最初出现的是大和-柳本古坟群，之后佐纪古坟群在4世纪崛起，古市古坟群在4世纪末取而代之，马见古坟群在5世纪初达到顶峰，但它的势力比不上古市古坟群，而在5世纪中叶，百舌鸟古坟群似乎取代了古市古坟群。另外，随着时代的推移，前方后圆坟发展得越来越大，百舌鸟古坟群之中的大山古坟是最大的一个，这点也是广为人知的。

图0-2 古坟群图（3世纪中叶～6世纪）
不难看到，从巨大前方后圆坟变迁的意义上说，倭国与百济建立军事同盟并正式参与朝鲜半岛事务的4世纪后期，正是权力从佐纪古坟群向古市古坟群转移的时期。
佐纪古坟群位于奈良盆地，而古市古坟群与之不同，坐落于大阪。如果要通往朝鲜半岛的话，濑户内海是必经之路。七支刀上提及的“倭王”既然采取了强化与百济关系的政策，那么保持联系通道自然是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此看来，可以认为他为了这一目的而建造古坟，从而使该区域成为据点。
然而，我们并不能草率地认为大阪地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佐纪古坟群与古市古坟群都处于大和川及其支流的流域范围内，从交通层面看两者位于同一通道上，我们不应该武断地认为两者间是断绝的关系。尤其是当时的大阪平原上存在一个巨大的湖泊，名叫河内湖（『新修 大阪市史』）。撇除交通便利的因素，它作为国内政治中心的地理条件其实并不好。古市更可能是作为交通要冲而发展起来的第二据点。话虽如此，我们依然不应该小看“倭王”离开佐纪而在古市建造古坟的意义。
“倭王”一改前王的做法，重视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以河内地区为据点建立了与百济的外交关系。可以说他是一位使当时的外交政策为之一新的领袖人物。这正好为即将到来的倭五王时代的国际竞争拉开了帷幕。
高句丽与新罗
另一方面，后来与高句丽、百济形成鼎立之势的新罗在当时采取了何种立场呢？
新罗原本是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所建立的斯卢国。跟百济一样，新罗在4世纪中叶崛起。在这一时期可以确认的是新罗于366年和368年与百济进行了外交活动。然而在373年，两国围绕如何处理从百济往新罗逃散之人的问题产生对立，可见双方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新罗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从地理位置看，它与前秦等政权之间的交通并不方便，必须经过百济等国的势力范围。在这种状况下，新罗于377年第一次向前秦派遣了使者。当时，新罗的使者伴随高句丽使者向前秦朝贡，高句丽的遣使起到了媒介的作用。由此我们也能看到，当时高句丽应该介入了新罗的外交事务。
这种对他国外交的介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高句丽而言，充当新罗向前秦朝贡的媒介在政治上有两层意义。其一，通过把以前从未朝贡的新罗使者带到前秦，以此赞颂前秦皇帝（苻坚）的仁德，高句丽给前秦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以便以后顺利地发展双边关系。前秦在370年攻灭前燕，从而扩大了势力范围。这时候高句丽成了前秦的警惕对象，而高句丽在是否应该与前秦为敌的问题上相当谨慎。
其二，高句丽通过这种方法向前秦展示新罗从属于高句丽，从而凸显自身的实力。这一点与高句丽主张的对外立场也有联系。新罗在4世纪后期登上国际舞台的时候，曾受到高句丽对外活动的强烈限制。
距离中原王朝较远的国家通过交通通道上的某一媒介进行朝贡，这种做法叫作重译。这是因为从中华思想来看，与中原不接壤的外族通过邻近中原的地区来朝，在过程中需要“多次翻译”。在古代，中原附近的很多国家利用这种思想带着其周边国家一起向中原王朝朝贡，我们可以把这种外交方式称为“重译外交”。
新罗于383年再次向前秦遣使，但这次却没有记载说他们跟随高句丽的使者而来。然而，从交通道路与高句丽和前秦关系等因素来看，这次遣使很有可能是在高句丽的监督下进行的。
新罗虽然在4世纪60年代与百济通使，但到了70年代后却加入了高句丽的阵营。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的背后有高句丽的影响。高句丽面对371年故国原王战死带来的冲击，暂时停止南下进攻百济所在的半岛西岸，为了恢复失地，转而加强了在半岛东岸的力量。373年新罗与百济的外交对立可能也是受到了高句丽的影响。
2.高句丽的飞跃，倭国渡海——广开土王碑的真相
淝水之战——前秦与东晋的决战
随着371年百济对高句丽取得大胜，以百济为中心的新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前秦也逐渐在中国北方获得了压倒性的力量。
前秦在370年灭了前燕，376年灭了汉族政权前凉，又迫使鲜卑族的代国从属于自己，至此统一了华北地区。现在离统一天下就只剩下南边的东晋了。为此，苻坚于383年率领号称总数一百万的军队南下，意图灭亡东晋。东晋派遣军队迎击前秦军，双方在建康西北方向、淮河的支流淝水对峙，这是一场决定天下大势的大战。
双方兵力存在压倒性的差距。然而，在交战刚开始的时候，东晋军成功挫败了具有人数优势的前秦先锋部队。苻坚对此采取了过分谨慎的态度。他命令军队向后退，打算等东晋军渡过淝水的时候发动攻击，然而这却是致命的错误。前秦的大军一开始后退就难以停止，这时又有汉人将领倒戈，东晋军趁势追击，前秦军瞬间大败。据说在这一场战役里前秦损失了七八成将士。
东晋军队获胜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建康。宰相谢安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跟客人下棋，客人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句“小儿辈大破贼”。然而等客人辞别之后，他高兴得在房间里手舞足蹈起来，连折断了屐齿都不知道（《世说新语》）。此次战役的胜利使东晋的统治得以延长了半个世纪。
战败后的苻坚很快失去了斗志，而那些在前秦统一华北期间归降的五胡势力，如鲜卑族的后燕、西燕，羌族的后秦，氐族的后凉等相继反叛。最终苻坚在失意中被杀，强盛一时的前秦也迅速衰落，在394年就灭亡了。
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淝水之战的影响同样波及东亚其他地区。在战役发生的次年，即384年，百济向东晋遣使。在这一年，百济近仇首王去世，枕流王即位，这次遣使的目的应该是报告王位的更迭，但很可能还包括祝贺东晋的胜利。枕流王仅仅在位两年，在385年去世，继位的辰斯王则于386年获得东晋的册封。史书上并没有记录外交活动，但王位更替之际百济应该是有派遣使者向东晋报告的。百济每次王位更替时都获得了东晋的册封，双方的关系不断获得强化。
另一方面，随着前秦政权的瓦解，辽东地区的局势趋于混乱。东晋太元十年（385）六月，高句丽出兵攻陷辽东郡和玄菟郡。后燕对此做出反击，并在十一月夺回两郡。因为双方的交战，辽东出现大量流民，其中不少经由幽州、冀州进入了高句丽。
这一时期在位的高句丽王是小兽林王（371～384年在位）和故国壤王（384～391年在位）。据说小兽林王在373年颁布了“律令”。这里的“律令”不一定是中原式的成文法典，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对统治制度的进一步整理。故国原王在371年战死后，高句丽接收了许多从辽东地区迁出或逃离辽东地区的人。这些人进入高句丽或许会引起一些摩擦，成为社会不安的因素，但同时，流入人口的增加也可以成为任用人才的好机会，从而让高句丽迅速恢复实力。
377年，高句丽带着新罗使者一同出使前秦，这是它当时已经恢复到能在朝鲜半岛东南部施加影响力的证明。东晋太元十七年（392）正月，新罗又向高句丽派遣了质子。
高句丽力量的恢复同样意味着对百济战争的重新开启。早在淝水之战前后的376～377年以及386年，高句丽便多次南下攻击百济。百济也做出了围攻平壤城等反击。双方的角力陷入了胶着，朝鲜半岛西南部也因此延续着紧张的态势。
广开土王的登场与飞跃
在这种局势下，391年高句丽出现了一位新的王，这就是广开土王。广开土王名叫谈德，在史书中则记作“安”。他的谥号是“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谥号是他死后获得的称号，意义是开疆拓土、让社会得以安宁的伟大的王。所谓“广开土王”和“好太王”都是这个谥号的略称。他生前则被称作永乐太王。他统治高句丽22年，其间高句丽的实力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广开土王在位期间连年征战，广开土王碑记载了他的军事活动。广开土王碑位于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由414年广开土王之子长寿王所立，上面记载着广开土王生前的事迹以及管理他陵墓的守墓人的信息。碑文内容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载了从神话时代直至广开土王去世期间高句丽的历史；第二部分记载广开土王的功绩，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了他开拓的土地；第三部分则是管理、守卫广开土王陵墓的守墓人的列表。
对广开土王功绩的记述以395年亲征稗丽（契丹）为序幕，依次记载了396年亲征百济，398年讨伐肃慎，399年击退倭人，400年进攻倭、安罗，404年与倭进行海战，407年与百济交战（但没有记录国名），以及410年亲征东扶余。终其一生，广开土王马不停蹄地扩张了高句丽的范围。在所有交战对象之中，倭国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国家，由此可见广开土王应该是以倭国作为他最大的敌人的。

图0-3 广开土王碑拓本（正面）
在广开土王碑中出现的民族或国家除了上述的几个以外还有韩和秽（濊），广开土王攻击并掠夺了它们。韩是朝鲜半岛南部诸小国的总称，高句丽把韩和濊纳入势力范围，并在碑文中高调宣告了这些事情。从这些国家与民族的名称也可以看出《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的众多民族在当时依然存在。广开土王对周边采取的长期军事行动破坏了原有的民族势力平衡，一些国家或民族在此以后消失了。
编撰于11世纪的《三国史记》也记载了高句丽连年出兵百济和后燕。然而《三国史记》中关于广开土王的记载存在年代错误，为此有必要借助碑文的内容加以修正（武田幸男）。
虽然在碑文上没有记载，但当时高句丽同样加强了对新罗的压迫。392年，高句丽接收了新罗的质子。401年，质子实圣回国并于次年即位，但新罗在412年再次向高句丽派遣了质子。
当时的地缘政治对新罗并不有利：北方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高句丽，西方则是与高句丽对立的百济。如果想要与东晋等王朝交往，新罗就必须通过高句丽或百济，但国内的制度整合也一直没有进展。此外，新罗的南方还有倭国的势力。倭国一直通过与加耶的巩固关系对这一地区进行干涉。
关于新罗与倭国关系的记载，有364年的倭兵入侵并被击退，以及393年，倭人围攻金城但没有攻陷而退兵，途中遭到新罗的奈勿尼师今追击。看来4世纪后期倭国与新罗之间主要处于敌对和冲突的状态。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新罗受到高句丽的掣肘，被要求与百济的同盟国倭国进行代理战争。
倭国渡海——辛卯年条的真相
广开土王碑中关于高句丽与倭国关系有怎样的记载呢？
碑文中有一句最为有名又最具争议的话：
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每破百残，□□新罗，以为臣民。

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百残（百济）和新罗本来从属于高句丽，但在辛卯年（391）遭到倭国袭击，两国成了倭国的臣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段碑文被看作日本统治朝鲜半岛南部的证据，从而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提供了支持。战后有学者认为，广开土王碑遭到日本军参谋本部用石灰涂改，碑文被篡改成有利于日本的内容（李进熙），碑文的可信性从而受到了质疑。但现在已经明确，石碑上的石灰是制作拓本的时候匠人为了使字迹清晰而涂上去的，而且围绕更早制作的拓本所进行的研究也陆续展开了。
近代以来围绕碑文的内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一种观点批判了二战前的倭国统治论，认为“渡海”的主语并非倭国而是高句丽，说的是高句丽迫使百济与新罗臣服的事情。
然而正如武田幸男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句话的作用是为后文高句丽击败倭国一事提供背景，因此改变主语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倭国确实于391年在朝鲜半岛展开了军事活动。
那么我们要解答的问题就是，百济与新罗真的在391年以前是高句丽的附属国，在那以后又成了倭国的附属国吗？
我们首先再次确认一下新罗与高句丽和日本的关系。按照碑文的内容，高句丽在391年应对倭国的侵略，在396年攻击了百济。碑文没有提到新罗，应该是默认新罗此时是倭国的臣属。
然而，高句丽却在392年接收了新罗的质子。正如上文所说，高句丽在391年以前已经可以对新罗施加强大的影响力，而广开土王即位后，又以质子的方式加强了对新罗的制约。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所谓新罗臣服于倭国的说法并非事实。
百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根据碑文记载，在上述391年的事件之后，广开土王在396年攻打百济并迫使其臣服。这时候高句丽并不是跟百济的宗主国倭国交战，而是与百济交战，理应是宗主国的倭国则完全没有出现。说到底，391年以前百济曾经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降服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两国之间更像是势均力敌的对立关系，故国原王的战死就是其证据。
再者，碑文中公然把百济称作“百残”。“残”是个贬义的用字，这强烈地表现出高句丽对杀害了故国原王的百济的憎恶。由此可见百济向来是高句丽的敌人，而且并不从属于倭国。
简而言之，百济和新罗在391年成为倭国附属国的说法并不成立，百济在此以前也不从属于高句丽。那么碑上的这句话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考虑414年高句丽立碑时的处境。
从高句丽的立场出发，广开土王在位年间正是他们加强对半岛南部施压的时代。具体而言，高句丽的目的是迫使新罗、百济等国臣服。为了正当化这一目的，最好的办法是主张两国本来就从属于高句丽。描述倭国迫使两国臣服，而广开土王夺回了两国的故事正是要为高句丽统治南部提供正当的理由（武田幸男、李成市）。
在广开土王向南扩张势力的同时，倭国不得不登上半岛的政治舞台。倭国建立了与百济的外交关系，加强了与加耶地区的联系，还对新罗施加压力。然而对大海对面的人来说，倭国是一个实体不明且不友好的存在。
广开土王碑中对倭国的记载反映了高句丽的动向。高句丽对半岛南部的军事攻势越是强劲，倭国在当地反而越有存在感。
来自骑兵的冲击——与高句丽的战争
倭国与高句丽的战争有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是陆战。据记载，倭国军队在400年入侵新罗的时候，高句丽派遣步骑兵五万迎击。倭军一开始试图退却，但遭到高句丽军追击而溃散。倭军从来没有与具备冲击力和破坏力的骑兵战斗过，在可怕的骑兵面前束手无策。
与高句丽发生的军事冲突让倭国发现了一种新的事物，那就是马。马原本并不存在于日本列岛。《魏志·倭人传》记载倭国“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马起源于欧亚大草原，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驯养成功，之后逐渐向各地推广。
碑文高调记录了广开土王的胜利。倭军惨败这件事当然存在赞扬广开土王的意图，但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件事是可信的。毕竟倭军面对的是马这种当时的高级武器，惨败也是必然的结果。
战斗的另一种模式是海战。按照碑文的描述，倭军在404年入侵了带方郡附近海域。他们的行军路线应该是沿着百济的海岸北上，双方之间的战斗则在船上进行。倭军可能是因为害怕高句丽的骑兵而选择了乘船进攻。
与骑兵的遭遇战也促使倭国引入马匹。现在可以确认，日本东部在5世纪已经有养殖马匹的迹象。长野县饭田的宫垣外遗迹发现了马的全身骨骼，群马县甘乐郡的西大山遗迹一号坟则出土了马具。甘乐郡这一地名起源于加罗，是渡来人聚居的地方。此外，6世纪的群马县涩川市白井遗迹群也发现了马蹄的遗迹，当地应该有在养马。另外还发现了用马殉葬的情况，这种做法在日本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大概是渡来人带来的习俗。
马并不只是作为一种动物传入了日本。野马的性格非常刚烈，驯养马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伴随马一起传入的还有把马培育成家畜这种重要的技术。另外骑马需要各种马具，包括马鞍、马镫、笼头、辔头、蹄铁、马衔等。
在倭五王的时代，马的确已经传入了倭国。倭国也具备了与马配套的养殖技术与马具，形成了稳固的先进技术。把这些东西带到倭国的是渡来人，而此事发生的契机则是倭国与高句丽的战争。无论在哪个年代，战争都是促进技术革新的催化剂。

图0-4 攻城图（三室塚）
之后在东晋义熙八年（412）十月，广开土王去世，享年三十九。这在当时的标准看来都算英年早逝了。这位高句丽王的影响波及东亚，极大地改变了这个原本存在诸多民族的地区。在他死后，高句丽、百济、倭国三足鼎立的政治局势形成了。这正是倭五王登场前发生的事情。



第1章 赞派遣使节
——重启中断150年与中国的外交
在倭五王的时代，倭国通过与中原王朝的外交活动积极地参与东亚的国际关系。在那之前，倭国最后一次向中原王朝派遣使节是在266年，当时还是西晋时期，遣使的是邪马台国，之后双方的关系就断绝了。倭国的身影在整个4世纪都没有在中原王朝出现。
而到了5世纪，倭五王再次向刘宋遣使。这种外交活动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呢？本章将探寻遣使的经过，由此刻画出当时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1.高句丽派遣的倭国伪使——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高句丽、倭国的使节派遣
413年，继广开土王之后巨连成为新的高句丽王。他去世于491年，在位达79年之久，死后被称作长寿王。长寿王继位的那一年，东亚局势出现了一次剧变。
高句丽在那一年向东晋派遣了使节。高句丽上一次向东晋遣使是在343年，中间隔了70年。既然这件事情如此不寻常，我们就有必要探讨事件背后的含义了。在那以后，东亚其他国家的局势还将进一步把中国卷入其中。
还有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在同一年，倭国也向东晋派遣了外交使节。倭国上一次向中国遣使已经是将近150年前了。倭国在4世纪一直没有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这次的遣使却打破了之前长久的沉默。
如果这两个事件都是真实的话，在那一年前后，东亚的局势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尤其需要考虑的是，高句丽与倭国在同一年都向东晋遣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理解方式会影响整个事件的性质。
两国的朝贡在《晋书·安帝本纪》义熙九年条是这样记述的：
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单从这句话来看，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只有高句丽、倭国等在东晋义熙九年（413）带着贡品来朝。不过，我们还有另一则史料《义熙起居注》作为补充。
起居注专门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包含了政务相关的内容。这些记录是编撰史书时使用的原始材料，到皇帝去世的时候要编撰记录他在位时事迹的实录。王朝灭亡之后，史家利用实录和其他资料编成完整的史书，这是史书编撰的主要程序。史书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本纪和列传，本纪是以在位皇帝划分的编年史，列传则记载人物、外国等的事迹。因此，外国使者朝贡的记录有时候记录在本纪，有时候记录在列传，也可能两边都有记录。
《义熙起居注》中的“义熙”是晋安帝（397～419年在位）的年号（405～419）。这本书是义熙年间的起居注，应该是编撰《晋书》时使用的史料。
《义熙起居注》中有这样一条记录：
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

《义熙起居注》本身已经散佚，成书于10世纪的《太平御览》引用了书中的一些逸文。上述的句子就是逸文的一部分。
按照这一描述，倭国向东晋进贡了貂皮和人参。貂的栖息地遍布北海道、朝鲜半岛北部、西伯利亚和今俄罗斯其他地方。在貂之中黑貂的皮毛价值最高，是十分珍贵的物品。这里的人参指的是药用价值很高的高丽参，其出产地包括朝鲜半岛和现俄罗斯的沿海各州。这两种产品都不太可能产自日本列岛，而更像是高句丽的产物。
与倭国进贡相关的三种说法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倭五王的登场是从《宋书·倭国传》记载的421年赞[1]的遣使开始的。然而随着倭五王研究的推进，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梁书》所说的赞在413年遣使。倭五王在5世纪积极地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他们最初在东亚外交舞台中登场是在什么时候呢？这虽然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但当代史学界依然有较大分歧。
《义熙起居注》中记载的倭国朝贡看起来与高句丽有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呢？
至今为止的研究主要分成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高句丽的使节带着倭国使节一同朝贡，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入贡说。《义熙起居注》中提到东晋把细笙（一种管乐器）赐给了倭国。细笙的别名是“和”，“和”与“倭”是谐音，东晋可能因此选择把它下赐给倭国（池田温）。
另外《日本书纪》中也能找到支持共同入贡说的内容。应神天皇时期有这么一个故事，说阿知使主和都加使主前往“吴”的时候在高句丽问路，在高句丽人的指引下抵达了“吴”。“吴”指的是江南地区，这个故事说的是倭国与江南的交通往来以高句丽作为中介，倭国使节跟高句丽使节一同前往当地。这一则记录很可能反映了413年倭国与高句丽共同遣使。
第二种说法是，所谓的倭国遣使是高句丽人安排的，倭国并没有真的派遣使者。这个倭国使者是高句丽在战争中捕获的战俘，高句丽把他假扮成使者的样子，让他带着高句丽的物产朝贡。这种说法可以叫作倭人俘虏说。这一说法是对上文讨论过的倭国使者献上貂皮和人参这两种物品的解释（坂元义种）。
第三种说法为东晋赏赐的细笙和麝香是佛教仪式中使用的物品。当时佛教已经传入了高句丽，但尚未传入倭国。这一派认为东晋赏赐的这些物品是给高句丽的，所谓赐给倭国是记录错误。我们把这一观点叫作史料误引说（石井正敏）。这一派还认为，倭国使者根本没有在413年来到东晋，当时朝贡的只有高句丽的使者。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呢？
共同入贡说认为倭国与中国的外交活动始于413年，而倭人俘虏说与史料误引说都认为413年的派遣是高句丽所为，当时倭国并未与东晋建立关系。倭国是在怎样的国际局势之中参与东亚的对外交往的呢？上述两种结果的差异将导致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
《梁书·倭传》中的“赞”
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先关注另一则跟413年倭国遣使相关的史料，那就是《梁书·倭传》。该书记载了邪马台国的台与派遣使节以后的经过：
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

《梁书》中“赞”登场于晋安帝的时代。晋安帝时倭国使节来朝只有413年的这一次，也就是说《梁书》把413年的遣使看成倭五王外交活动之始。《梁书》的这段记载直接影响到倭五王的问题。
那么《梁书》的记载到底是否可信呢？
明确表明413年倭国朝贡是赞派遣使者的史料有《梁书·倭传》和综合记述南朝历史的《南史·倭国传》。然而《南史》的记录基本上就是《梁书》的复制，因此认为是赞遣使的实际上就只有《梁书》而已。这里我们就要考虑《梁书》的可信度问题。
《梁书》成书于629年，作者姚思廉是唐代官员，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了这部史书。该书的特征是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美文（一种注重形式的文体），而是用古文写成。也就是说，姚思廉在编撰《梁书》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引用原始史料，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很多记述乍看起来是独立的记事，但实际上可能是姚思廉综合了好几处原始史料改写而成。
简单而言，我认为《梁书》中晋安帝时赞派遣使者的记述源于《宋书》中421年赞遣使的记录。413年遣使的主体并不明确，姚思廉便把两次遣使的王当作同一个人，因此才出现了这种记录。
因此，我们不可以按照《梁书》的说法，断定413年派遣使者的就是倭五王的第一位——赞。
413年派遣伪使的目的与影响
言归正传。高句丽与东晋交往的目的是，在广开土王这位一代英主死后、长寿王刚刚即位的情况下，建立一种一改从前风格的对外关系，对内显示自身的权威。不过，当时高句丽对外政策的背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辽西的割据政权北燕的动向。
北燕本来是高句丽人的后代高云在407年建立的政权，但高云在409年因臣下叛乱而被杀，之后汉人冯跋镇压叛乱后掌权。北燕本来是高句丽人的政权，理应是一个比较容易拉拢的对象，但现在政权更迭，这有可能会让高句丽变得紧张起来。长寿王跟东晋建立关系或许就是面临与北燕陷入对立的一种对策。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413年的倭国使者呢？
倭国既然跟长寿王之父广开土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它应该没有动机派使者与高句丽一同到东晋朝贡。因此共同入贡说很难让人信服。也就是说，关于413年倭国使者的身份，应该是认为他并非真正使者的倭人俘虏说或史料误引说更加合理。
这里我想再提一下序章中提到的高句丽进行的“重译外交”。高句丽与前秦交往的时候带上了新罗使者，通过这种做法，一方面构筑起巧妙的对外关系，另一方面也树立了高句丽的威信。
高句丽在时隔七十年后于413年再次向东晋遣使，这应该是包含向东晋示好，以及通过带着过去与高句丽敌对的倭国使者一同进贡来展示它在东亚强大地位的意图。因此，高句丽准备了专门的贡品，伪造了倭国使者，并且获得了细笙和麝香这两种赏赐物。这么看来，赏赐的物品也有可能是高句丽向东晋要求的。
高句丽也确实达到了它的目的。这次朝贡的成果之一是，长寿王获得了东晋的官爵，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对于东晋来说，华北的诸王朝或许在将来与自己敌对，而与高句丽建立关系将有利于东晋应对这种局面。长寿王正是预测到了这一意图而遣使的，这也反映出高句丽王手腕之高超，这正是在复杂的形势中练就的。
但是，413年派遣伪使还有更深层次的影响，那就是让东晋通过高句丽再次认识到倭国的存在。早在倭国自身还没有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它就已经通过高句丽出现在东亚国际社会之中。这一点在史料上也有所反映。
中国历代王朝都认为倭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后汉书·倭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魏志·倭人传》和《晋书·倭人传》都说“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而《宋书·倭国传》关于倭国位置的记载是“在高骊东南大海中”，这表明刘宋对倭国位置的认识是以高句丽为基础的，这种地理观正是受到了413年高句丽为重译外交而设计的伪使的影响。
百济向东晋进贡
高句丽在东亚采取了新的行动，与此同时高句丽的敌国百济处于怎样的境况中？下文将关注百济的动态。
自372年近肖古王建立百济与东晋的外交关系后，又有好几次可以确认的百济遣使。379年，近肖古王之子近仇首王派遣的使节因为狂风没能够抵达，之后百济在384年（枕流王元年）、386年（辰斯王二年）、406年（腆支王二年）都派遣了使者。这些遣使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百济每一代新王即位之际，都会迅速向东晋派遣使者。这是为了向东晋汇报本国的王位更替，并希望获得对方的承认和册封。东晋既然是百济的外交对象，告知对方本国君主的身份自然是很基本的事情。另外，双方既然存在册封关系，那作为获得册封一方的百济向东晋报告王位的继承也是一种义务。
同时，百济与倭国的关系也相当亲密。按照广开土王碑的记载，广开土王在396年入侵百济，百济大败。百济国王阿莘王的弟弟和大臣共十人被掳至高句丽。这对百济而言自然是极大的屈辱。
在这种情况下，阿莘王采取的策略是强化与倭国的同盟。他把王子腆支送到倭国当质子。对此，倭国也表现出愿意积极提供军事援助的姿态。对广开土王而言，百济与倭国的关系阻碍了他的南下。

图1-1 《梁职贡图》中的百济国使者
质子——在古代东亚的价值
根据记载，在高句丽南下期间，不仅百济，连新罗也向倭国派遣了质子。说起质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强国为了避免小国背叛而强迫小国交出的。上文提到的新罗向高句丽派遣的质子就很符合这一印象。然而，古代东亚的质子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性质。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异人，他是中国战国时代秦国的一名王族。他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却被派往赵国当质子。当时秦国不仅是战国七雄之一，而且已经经历了成功的政治改革，其国力正开始超越其他六国。异人被派往赵国的理由之一是其母身份低贱，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秦比赵弱。质子的派遣确实与国力强弱有关，但说到底其实是一种外交礼仪。异人在其父安国君即位后改名为子楚，之后在公元前250年继承王位，史称庄襄王，他就是秦始皇的父亲。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稍晚一点，发生在7世纪。647年，新罗向倭国派遣了一名王族成员，名叫金春秋。《日本书纪》中把他称作“质”，但是他的活动却并不符合我们所说的质子。
金春秋在前往倭国之前，首先在642年去了高句丽，提议与对方夹击百济，高句丽的权臣泉盖苏文拒绝了他的提议。他的下一步就是作为“质”前往倭国进行外交活动。然而到了第二年，即648年，他却出现在唐，从唐太宗那里得到了攻打百济的许可。从他的活动来看，金春秋更像是一名外交官，而不是小国为了表示臣属于大国而派出的那种行动遭到约束的质子。
从这些例子来看，古代东亚的质子并不一定是在有强弱之分的两国之间，小国向大国交出的那种质子。反之，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派遣质子往往是为了使之成为两国间沟通的通道。反过来说，担当质子的人处在一个重视两国关系的立场上。腆支正符合这种情况。
腆支王与倭国、高句丽的外交
405年，百济阿莘王去世。他在位的时期基本上与广开土王重合，他几乎一辈子都在苦于应对广开土王的入侵。远在倭国的长子腆支也得知了阿莘王去世的消息，在腆支回到国内前，其二弟训解代为理政。然而他们最小的弟弟碟礼却发动了政变，杀害了训解并自立为王。倭国派遣了一支一千人的部队，护卫腆支回到百济。腆支故意在回国前在海岛上停留，最终反对碟礼的人果然把碟礼杀死，腆支得以回到国内。
从腆支的角度来看，继承王位时倭国帮助过自己，而他长期在倭国活动，也建立起了深厚的人脉关系。实际上，广开土王碑文剥落的部分虽然难以断定，但应该记录了高句丽在407年与某个国家交战，而不少学者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是百济。腆支王即位以后，与高句丽的对决必然是他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为了与让先王痛苦不已的广开土王对决，与倭国的合作将是不可缺少的。
百济与倭国的关系应该相当良好，409年倭国把夜明珠赠予百济，418年百济把白锦赠予倭国，这些记录就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夜明珠是一种可以储存光亮、在黑暗中发光的稀有石头，现代称之为萤石。萤石在中国的云南有少量出产，在日本则从未被发现。倭国自邪马台国时代就以出产珍珠而出名，卑弥呼死后，台与就向魏朝赠予白珠（即珍珠）5000颗。倭国送给百济的夜明珠大概是珍珠的误写。
百济送给倭国的白锦是把蚕茧煮熟后抽丝而得，这与养蚕技术有关。养蚕是古坟时代的技术革新之一，而绢的制作方法在弥生时代就已经传到了日本，因此绝不是腆支把该技术传入了日本。但无论如何，百济把这种高级制品送给倭国，大概也能说明当时倭国对养蚕、织绢这些技术的重视。
其实腆支王的外交活动并不仅限于与倭国建立友好关系。416年，他从东晋获得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的官爵。值得注意的是，他获得的官爵与372年以来百济外交的风格有所不同，尤其特殊的是官爵的除授并不是发生在新王刚刚即位的时候。百济王向来都是在继承王位之后很快获得册封，而腆支王在即位后不久的406年也有派遣使者，但那时候却没有获得册封，其原因不明。
东晋在416年终于派来了册封腆支王的使者。当时腆支王并没有向东晋派使者，这是东晋一方的主动行为。《梁书》记载余映（腆支王）在义熙年间上贡了生口（奴隶），但那应该指的是刚即位的406年。413年，高句丽向东晋朝贡，东晋应该由此确认了包含朝鲜半岛在内的对华北包围圈的有效性。5世纪初的东亚眼看就要进入由东晋主导的国际秩序了。
东晋的灭亡与刘宋的建立
然而，这时候的东晋王朝早已是风烛残年。403年，东晋曾因权臣桓玄的逼宫而一度亡国，但将军刘裕发动政变杀死桓玄，东晋得以复国。刘裕是个很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他在410年攻灭了山东半岛的南燕政权。从外人看来这好像是东晋疆域的扩张，高句丽之所以与东晋交好也与这种形势有关。然而事实却是刘裕掌握了东晋的实权。
417年，刘裕灭后秦并夺回了长安。这时候，东晋贵族心中最为向往的还都洛阳的愿望变得可能，他们对刘裕抱有很高的期望，而刘裕也明确表明了自己对帝位的觊觎。他杀害了晋安帝，扶立东晋最后的皇帝恭帝，并在420年接受了恭帝的禅让。这就是东晋的灭亡和刘宋的建立。
刘裕在历史上被称为宋武帝，他在即位的第二个月进行了人事调度，这与百济等国也有关系。征东将军高句丽王高琏（即长寿王）升任征东大将军，镇东将军百济王余映（即腆支王）升任镇东大将军。
跟这些将军升迁一起进行的还有徐州（山东半岛）和雍州（长安一带）等刺史的任命，事实上反映了刘宋的势力范围。这个范围同样包含了高句丽与百济。
此前的研究几乎都采用了坂元义种的说法，即认为高句丽王与百济王的升迁主要是为了庆贺新王朝的建立以及催促他们前来朝贡。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从整体人事部署来看，刘宋将其看成刘宋将军的同列。这意味着刘宋其实希望高句丽和百济可以在军事上发挥作用。
在东晋灭亡的420年，百济腆支王也去世了。他的去世仿佛有一种与东晋共存亡的感觉。
2.421年，赞开启与刘宋的外交
倭国的到来——刘宋的欢迎及其背景
倭国采取行动的时机似乎就是为了配合刘宋建国这件事一般。在这种背景之下，倭王赞总算登上了东亚国际关系的舞台。421年，宋武帝对倭国发布了诏书，诏书中写道：
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宋书·倭国传》）

从诏书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倭国的使者确实抵达了刘宋，他们的王名叫赞，使者带来了贡品，刘宋皇帝因此把官爵赠予倭王。按照中华思想，外国使者远道而来，那是皇帝的德泽远布国外的明证。从刘宋的角度出发，新王朝刚刚成立，以前一直没有遣使朝贡的国家就来朝了，这正好证明了武帝取代东晋建立刘宋的正当性。
实际上，刘宋皇帝刘氏一族也有其弱点。武帝刘裕虽然从将军当上了皇帝，但他的父亲只是一名低级官吏，因此他并非出身于贵族阶层。西晋王朝灭亡于316年，当时很多西晋贵族逃亡到东晋，他们在东晋依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因此说东晋是一个门阀社会。刘裕虽然凭借优秀的军事才能当上了皇帝，但门阀士族们非常看不上他出身于寒门和行伍。双方间存在不少芥蒂。
《宋书·蔡廓传》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宋文帝对他的宠臣说：“如果你想要当士人（贵族），你就要到名门贵族家里，说是皇帝的命令，要你坐下。”（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这位宠臣到了贵族家里，贵族举起扇子，说这不是你该坐的地方，拒绝让他坐下。（球举扇曰：“若不得尔。”）他把此事报告给皇帝，皇帝说：“那我也没办法了。”（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这件事就此作罢。
武帝称帝之初也是不得不向贵族的特权意识妥协。他提升了高句丽王和百济王的官爵，一方面是希望两国在军事上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应该也希望他们快点遣使朝贡，借此稳固他的皇帝之位。就在这个关头，倭国的使者来到了刘宋。不难想象，宋武帝应该很能感受到此事对于他巩固帝位的重要性。
赞为何要在421年遣使
那么，赞向刘宋遣使的目的是什么呢？
倭国派遣使者的421年是宋武帝接受禅让既而立国的第二年，可以说倭五王的登场跟刘宋的建立是同时发生的。赞为何突然就参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之中了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时东亚的局势。421年，高句丽王是长寿王。在百济，坚持亲倭国政策的腆支王在前一年亡故，其子久尔辛王（420～427年在位）刚刚即位。久尔辛王在位八年，其间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新罗在广开土王在位的时候从属于高句丽，417年，讷祇麻立干杀死了实圣尼师今后即位，但他依然难以摆脱高句丽强大的影响力，他的外交政策也十分重视高句丽。
赞遣使的时候倭国与朝鲜半岛各国的关系并没有太大改变。既然如此，赞参与东亚局势的主要原因就应该是刘宋的动向了。刘宋强化了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关系，这种对外政策刺激了倭国采取新的策略，这种假说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朝鲜半岛的铁是倭国不可或缺的资源，因此倭国长期关注朝鲜半岛，尤其是高句丽和百济的动态。高句丽和百济从东晋获得官爵，并在刘宋建国之际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此倭国难以袖手旁观。随着高句丽、百济与刘宋的关系越发加深，赞对于倭国没有趁刘宋建立这一国际局势变动的机会采取行动而感到焦急。
百济王与高句丽王的名字
赞与刘宋进行外交活动时有考虑到百济等国，这从他所用的名字中也可见一斑。倭国和百济与中国王朝的外交是通过文书进行的，而文书中就写着当时各国王的名字。我们可以从他们取名的方式解读当时的外交关系。
421年刘宋发给赞的诏敕中把他称作“倭赞”。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这里的“倭”并不是国名而是姓氏，“赞”则是名字。赞为什么要以“倭”为姓，并为自己取“赞”这个一字名呢？
取一字名是因为受到了百济的影响。中国一方记录的百济王的名字，最初是册封近肖古王时用的“余句”。表1-1列举了其后历代百济王的册封名，不难看出，他们在中国都是以一字名被称呼的。从他们的名字来看，自372年百济建立与东晋的外交关系以来，他们一直都在使用一字名。
表1-1 百济王的名字

那么实际上百济王的真名是怎样的呢？《日本书纪》中把即位前的阿莘王记作“王子阿花”，即位后记作“阿花王”。腆支王也是类似，即位前记作“王子直支”，即位后记作“直支王”。从这两个例子来看，百济王似乎是即位后直接在本名之后加上“王”字，叫作“某某王”。
近肖古王的本名其实是肖古，之所以加上“近”字是因为在他七代以前就有过另一位肖古王，因此在他名字上加上“近”字以便区分。《古事记》中把他记作“照古王”，《日本书纪》中记作“肖古王”，由此可见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近”字应该是后人的做法。中国史料中所用的“句”这个名字大概是来自肖古的“古”。
近仇首王的“近”和近肖古王一样是后世添加的称呼。仇首又记作贵须，他的名字就是贵须。中国把他称作“须”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辰斯王的“晖”这个名字的来源。
这种一字名并不是中国方面对百济王的称呼，而是百济向中国自称的。最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近仇首王。《三国史记》中记录了“须”这个一字名，我们可以猜测这应该是打算在向东晋遣使的时候使用“余须”作为王名。然而这次向东晋遣使却以失败告终，东晋一方没有得知他的名字，中国史料中也没有关于“须”的记载。另外，腆支王在中国史料中叫作“映”，但这很有可能是“腆”的误写。本来腆支王应该是把名字中的“腆”字作为一字名，向东晋进行朝贡。由此看来，百济的传统是取名字中的一个字作为向中国朝贡时使用的名字，其中又以使用第二个字居多。
高句丽又是怎样的呢？表1-2整理了4世纪中叶到5世纪高句丽王的名字。高句丽在314年攻占了带方郡，当地是自后汉（东汉）末期以来，魏晋等历代王朝掌控朝鲜半岛的据点。因此历代王朝一直关注高句丽的动向，也留下了高句丽王名字的记录。
表1-2 高句丽王的名字

攻占带方郡的美川王名叫乙弗利，这并不是一字名。然而他下一代的故国原王除了斯由这个本名以外还有钊这个一字名。故国原王败给了前燕，343年高句丽臣服于前燕并得到册封，故国原王应该就是在那时取了一字名。小兽林王和故国壤王的一字名都很不幸地没有留下记录。可以确认的是广开土王的一字名是安（本名是谈德），长寿王的一字名是琏（本名是巨连）。
对“中华”的憧憬
我们来看看姓氏有什么讲究。百济国王姓“余”，这是因为他们标榜自己出身于扶余族。扶余是曾经居住在高句丽北方的民族，高句丽本身也是来自扶余。广开土王碑中关于高句丽王族的出身有明确记载：“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
百济国起源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个马韩国家，原本叫伯济国，跟高句丽相比，百济是否出身扶余族是有疑问的。但我们可以把这件事放在与高句丽对抗的立场上看。高句丽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建立，而百济则建立于4世纪中叶，是个后发国家。4世纪中叶正是高句丽南下的时代，百济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建立的，对于百济而言，高句丽是一道必须跨越的阻碍。因此百济人有一种与高句丽对立的意识，继而把自己的出身说成跟高句丽是一样的。百济把扶余的一个字当作自己进行外交活动的姓氏，也体现了这种与高句丽对立的意识。
高句丽王的“高”姓直接取自国名。高句丽王在4世纪中叶开始在对外交往中使用一字名，这与加入中华册封体系有很大关系。为了与高句丽对抗，百济同样使用了姓氏与名字各一个字的做法。一字名是中华当时的通常用法，百济等国的做法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这种想法在中原王朝有其先例。王莽灭亡前汉（西汉）建立新朝的时候就以二字名不符合中华特色为理由将其禁绝。他的复古政策一直影响到后世，到了4～5世纪的时候才逐渐消退，二字名的中原人又多了起来。虽说如此，二字名并非中华特色这一观念依然存在，对中华文明怀有憧憬的高句丽、百济、倭国都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它们的王在对外活动中使用一字名，以此标榜自己接受了中华文化，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也容易接受这些名字，在册封的时候直接使用这些一字名。
“倭赞”之名的意义
赞使用的一字名仿效了高句丽与百济的取名方法。
高句丽用国名的一字，而百济使用了先祖扶余族的一字作为姓氏。赞参考了他们的做法，使用“倭”作为自己的姓氏。王的名字也是参考了与中国交往时使用一字名的做法，把自己的本名变化为一个字的汉字，取了“赞”这个名字。
从汉字的挑选也能看出，“倭赞”这个名字是倭国一方取的。“赞”这个字有“褒奖”“赞美”的意思，显然是个好字。古代中国把周边国家称作夷狄，有蔑视对方的传统，翻译对方的国名、人名的时候往往不使用好字。“邪马台国”的“邪”和“卑弥呼”的“卑”都是我们熟知的例子。反过来说，如果使用了“赞”这种好字的话，我们可以推测应该是倭国方面取的名字。
既然百济、倭国等国的王都使用了一字名，这或许会让人认为，中原王朝周边的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看5世纪上半叶中原王朝的其他周边国家是使用怎样的名字与中原王朝进行外交的。比如说在435年，阇婆婆达国的国王向刘宋朝贡，在相关的记录中他的名字是“师黎婆达陁阿罗跋摩”。阇婆是一个位于马六角海峡东方的港口城市，阇婆婆达国是一个东南亚小国。他们把国王名字的发音直接翻译成汉字，因此他的名字非常长。
东亚也有类似的例子。479年，朝鲜半岛加耶地区的加罗国向刘宋之后的南齐遣使，当时的王名被记作“荷知”。成书于13世纪后期的朝鲜史书《三国遗事》中记载大伽耶有过一个“嘉悉王”，我们现在认为他就是荷知。“荷知”就是“嘉悉”，可见王的名字并不是一个字。
通过比较这些例子，我们发现在4世纪下半叶到5世纪期间，故意把王的名字改成一字名的只有百济和倭国等，这是它们特殊的取名方法。它们对中华有更强烈的意识，在同一套规则下相互竞争，这就是5世纪发生的事情。倭国是最晚加入这种国际竞争的，因此尤其重视这件事。
赞得到了什么
通过421年的遣使，赞作为倭国王的地位获得了刘宋的认可，并且得到了册封与官爵。然而，史料没有记载他具体得到的官爵。《宋书·倭国传》只记载了“可赐除授”，不过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他获得的官爵。首先刘宋肯定认可他为正统的倭国的王，也就是说赞获得了“倭国王”的爵位。
另外，高句丽王和百济王在420年获得晋升的是将军号。赞既然是因为他们的晋升才派遣了使者，那他应该也强烈要求获得将军号。我们从他425年第二次遣使时的使者司马曹达这个人身上也能看出这一点。
本书后文还将详细讨论司马曹达这个人，简单而言他名叫曹达，司马是他的官职。司马这个职位是将军幕僚的一员，既然存在司马这种官，那么赞就必然获得了将军号。从赞以后的倭国王获得的将军号来看，赞获得的应当是安东将军。安东将军是守护中国东方的将军之一。
参考百济和高句丽的例子，赞应该还获得了使持节、都督某诸军事的头衔。这是跟将军号匹配的、表示权限的头衔，并不是独立的官职（山口正晃）。
上文提到，百济腆支王从东晋得到的官爵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字面意思是作为镇东将军保管节杖，监督百济地区的军队。赞应该知道高句丽和百济是从东晋获得官职的，他有与这两个国家竞争的意识，不难推测，他应该也要求获得同样的官爵。
不过，我们找不到赞本人要求的证据。赞的继承者珍等人要求获得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头衔。关于这个官职，我们将在第2章详细叙述。
倭王与倭国王——与卑弥呼的区别
刘宋把赞册封为倭国王，这距离卑弥呼在239年获得的“亲魏倭王”已经过去182年。卑弥呼的时候是“倭王”，而到了赞的时候则变成了“倭国王”。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两者之间其实存在巨大的差异。
现在我们已经辨明，“王”的封号一般赐予地理上离中国比较近、关系比较密切的周边国家，在5世纪南北朝对立的时候往往赐予中国希望其发挥军事支援作用的那些国家（荆木美行、金子修一）。与此相对，“国王”则往往授予那些位置较远、交通受阻隔的国家。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卑弥呼和赞的区别。
卑弥呼跟曹魏进行外交的时候，双方接洽的窗口是带方郡。那是位于朝鲜半岛中西部、靠近今天首尔近郊的地方，是魏实施东亚政策的对外接洽地。《魏志·倭人传》记载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由此可以推测邪马台国与魏进行外交的窗口就是带方郡。
《宋书·倭国传》则说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高句丽于314年前后攻占带方郡，占据了其土地。自此以后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失去了立足点，倭国也从中原王朝的视野中消失了。
魏能够通过带方郡跟整个朝鲜半岛进行持续的来往，就算要去倭国，交通也是比较方便的。与此相比，刘宋已经失去了在半岛的官署，高句丽、百济等国尚且能够跟刘宋进行一定频率的交往，但新罗、加耶这些稍远一点的国家就已经不在其交涉范围之内了。因此《宋书》中并没有新罗和加耶的列传。倭国更是在大海的对面，虽然地理位置没有变，但曹魏与刘宋对日本列岛的认知可谓云泥之别。
从军事支援的角度上看也是一样的。曹魏把倭国看成位于南方的国家。《魏志·倭人传》说“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又说“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会稽在今天绍兴一带，儋耳、朱崖则在海南岛。当时正是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候，三国在彼此的对抗中往往会利用周边诸民族。对魏国而言，倭正好处于牵制吴国的有利位置。
众所周知，如果按照《魏志·倭人传》的记载把邪马台国放在正确的地图上，那它就会位于现在的东海上。与其说是《魏志·倭人传》的记录有误，不如说这反映了曹魏对倭国的地理认知。
另外，卑弥呼的爵位上带有“亲魏”这一特殊称号，享受这种待遇的除了倭国以外就只有西方的大月氏民族。曹魏把“亲魏倭王”这一待遇赐予倭国，证明其认可倭国的军事利用价值。
与此相比，南朝的刘宋自从建国以来就将华北诸王朝视为对抗的对象，他们认为倭国在地理上是比朝鲜半岛还要远的偏僻地方，再加上中国与倭国已经有150年没有来往，他们必然认为倭国在刘宋与华北诸王朝的对决中没有多少可利用的军事价值。正因如此，刘宋给赞册封的不是“倭王”，而是希望对方能进行实质上的朝贡的“倭国王”。
3.册封倭国王的意义——将军府的开设与府官制的引入
拥有将军号的意义
刘宋册封赞为倭国王，意味着承认倭国作为外藩之国的地位。藩本身的意思是区分内外的墙壁，外藩则是在中国周边负责保护中国的国家。
历代倭五王都有自己是刘宋外藩的意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五王的最后一位——武的上表文中看到，他在文中提到“作藩于外”，意思就是认同刘宋是国际秩序的中心，倭国则在其外围。虽说是客套话，但倭五王既然受到刘宋的册封，他们就通过朝贡与刘宋皇帝建立了君臣关系，在倭五王看来，倭国是刘宋的外臣。
从赞到武，倭五王一直保持着作为刘宋外臣的意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独立意识。倭五王到底是如何利用刘宋的外臣这一身份，在东亚局势中制造有利于自身的局面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课题。
刘宋册封给倭五王的称号并不只有倭国王，另一个能够确认的称号是先前提到的安东将军号。将军号自然是指拥有统率军队的权限，是一个军事性的官职。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将军号并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官职。
表1-3 刘宋将军号的排序（五品及以上）

3世纪西晋动乱以后，地方官也兼任将军，这在当时处于军事高度紧张状态的中国是必须采取的做法。在西晋以后这种倾向也一直持续，到了东晋和刘宋，将军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刘宋的将军已不仅仅是一种军事官职，还起着标示身份的作用。
这种标示身份的作用并不仅仅适用于刘宋内部，还能应用于东亚其他各国。各国的王得到的将军号有所不同，高句丽是征东，百济是镇东，倭国是安东。这三者在官职级别上比较接近，但征东略高于镇东，镇东又略高于安东。另外，高句丽和百济还获得了大将军号这一优待。这表明在刘宋的国际秩序中，高句丽的地位最高，百济次之，倭国则更低一点。这是三国对刘宋的政治利用价值的真实反映。石井正敏认为，将军号的高低是以来朝的顺序决定的，但反过来说，越是重视与刘宋关系的国家也会越早遣使朝贡，因此与上述观点并无太大出入。
倭国开府——将军府的设置与府官制
赞担任安东将军意味着一种重要的权限得到了刘宋的承认，那就是可以在刘宋的朝廷以外设立为刘宋服务的官署。
这种官署一般被称为将军府或者军府。还有一个广为日本读者熟知的名字，那就是幕府。总而言之，赞现在可以用安东将军这一身份开设幕府了。我们一般认为镰仓幕府是日本最早的幕府，那是天皇任命的征夷大将军的幕府，而刘宋皇帝任命的安东将军所建立的幕府，在构造上是相似的。
顺便一说，正如《吾妻镜》中说“将军家御居所者，称幕府”，幕府一词在日本是将军住所的意思，也可以指整个武家政权。为了避免混淆，本书将使用将军府这个说法。
将军是管理将军府一切事务的长官，同时还需要辅助他的人。因此赞在开设将军府的同时也获得了任命幕僚的权限。当时朝廷对将军府官员的设置有详细规定，具体而言就是司马、从事中郎、参军等职位。这些从属于将军府的官员叫作府官。
赞在425年再次向刘宋派遣使节，当时担任使者的人就是上文提到的司马曹达。这是一个担任司马这一官职的人，名叫曹达，可以确认他是在倭国将军府就职的府官。
像赞这样担任刘宋的将军（大将军）并开设将军府，能够把幕僚任命为府官的制度就是府官制。在当时并不是只有倭国开设将军府和任命府官，高句丽和百济也这么做。跟倭国的司马曹达的情况一样，我们从两国的对外活动中能够确认其府官制的存在。表1-4整理了具体的细节。
表1-4 各国设置的府官

高句丽在413年向东晋遣使时派遣了长史高翼这一人物，到了刘宋时期则出现了424年的长史马娄、455年的长史董腾这两个名字。百济在424年向刘宋遣使时有长史张威，472年向北魏遣使时有长史余礼，两次向南齐遣使都有派遣长史，长史也是府官中的一种官职。倭国、高句丽、百济三国在进行外交活动时都派遣了府官。将军府是在刘宋皇帝的权威下设置的，三国向刘宋的朝贡也有汇报将军府工作的一面。
然而，倭国与高句丽、百济这两国之间也存在不同。倭国派遣到刘宋的府官是司马，而高句丽和百济两国派遣的则是长史。坂元义种认为，长史是文官之首，而司马则是武官之首，倭国派遣司马是为了强调自身的军事性质。然而要是说高句丽、百济与倭国有这种性质上的差别的话，似乎是不太合理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这种区别体现了各国王地位上的差别。
在将军府的府官之中地位最高的就是司马，而在比将军府地位更高的大将军府中，最高地位的府官是长史，其下有司马、从事中郎这些职位。将军与大将军之间存在明显的地位差别。可见倭国、高句丽、百济之间地位有别，而各国都派遣了其将军府中最重要的幕僚。
从高句丽到百济、倭国——东亚府官制的推广
与此相关的一种观点是，东亚地区的府官制是为了向南北朝等政权派遣使节而建立的体制。如果府官制有国内政治任务的话，那么将军府长官被派遣进行外交活动的这一段时间国内政治就会陷入停滞，因此府官应该是专门负责对外活动的职务。确实，我们在史料中看到的府官基本上都是外交使者，然而这很可能是南北朝等政权把各国府官当作外交使者而造成的结果，并不能由此断定各国的府官仅执行外交任务。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需要回顾东亚府官制的成立。
东亚最早引入府官制的是高句丽的广开土王。广开土王本人并没有与南朝，而是与北方五胡诸王朝进行交往。在此期间，后燕慕容宝任命广开土王为平州牧（即平州的行政长官），承认后者是辽东、带方地区的国王。慕容宝自即位以来跟北魏多次交战却连遭败绩，他大概也希望能通过认可高句丽的地位来缓解自身的困境。
广开土王通过慕容宝任命的平州牧这个职位，设置了长史、司马、参军这些官职。通过慕容宝在位的年代，我们可以推测广开土王接受任命的时间是在396年到398年。广开土王设置了府官，却没有留下派遣府官出使东晋或其他政权的记录。我们看到的关于高句丽府官进行对外活动的最初记录是在413年，也就是广开土王之子长寿王即位时向东晋派遣的使者。
高句丽的府官制始于广开土王，他以州官的身份设置州府，并任命州府的府官。在那以后，长寿王于413年任命州府的府官为使节，派其前往东晋。他这么做或许有着向东晋展示自身拥有完善的东晋官职系统的意图。
东晋皇帝任命长寿王为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之后高句丽设立了征东将军府，重新确立了府官制。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来看，高句丽当初设置的府官并不以外交为目的。应该说府官并非只有外交这一职能。
在与高句丽引入府官制相近的时候，百济也采用了府官制。百济与东晋进行外交活动，从东晋获得了镇东将军、百济王的任命，因而开设镇东将军府，推进了以王为顶点的统治机构的整备。
赞也是在得知百济的动向后以获得官爵为目的采取了行动。他于421年派遣使者，从东晋获得了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册封，算是达成了目的。之后他开设了安东将军府，任命曹达为司马，并委任后者作为府官执行外交任务。
从事情的发展情况来看，倭国、高句丽、百济的竞争以高句丽为起点，百济由于对高句丽的敌对意识而加入，倭国则是模仿百济的做法。就这样，这三个国家在竞争之中开启了政治机构的整备。
司马曹达是什么人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被任命为府官的是哪些阶层的人？
如果是在后世的幕府的话，在幕府中担任要职的人通常是实力仅次于将军的厉害人物。安东将军府的情况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手上的线索只有一条，那就是担任倭国府官的唯一的例子——曹达。他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
我们除了曹达的名字以外并不知道他的其他信息，然而名字也是相当重要的线索。姓曹名达，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姓名。当时日本列岛的人名，如稻荷山铁剑上的“乎获居”和江田船山大刀上的“无利弖”等，都是没有姓氏只有名字的，而且用两到三个汉字表达。曹达的姓名明显不符合这种形式，他有可能是从外国来到日本的渡来人。
那么，我们能不能认为曹达来自朝鲜半岛呢？倭国与中国直接进行外交活动始于421年，而曹达作为使者出使刘宋则发生在425年。由此看来，他可能不是从朝鲜半岛前往倭国的。
4～5世纪来到日本列岛的渡来人，即使是从朝鲜半岛来的，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背景。像曹达这样当上了府官的人，从名字来看应该是中国人。当时百济等国的人名有牟头娄、赞首流等，也没有姓氏，跟中国人的人名是不一样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
当时的朝鲜半岛存在大量西晋人（西本昌弘）。这是因为高句丽在314年前后攻占了西汉设置的乐浪郡和带方郡，当时跟这两郡相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不可能全部平安回到晋。其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被高句丽吸收，高句丽利用他们来整备自己的统治机构。高句丽之所以能够最早引入府官制，部分是出于这一原因。
另外，逃离高句丽统治的人如果从带方郡直接向南避难就会进入百济的国境。百济当时正处于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也会利用这些中国人。这从百济的府官制也能看出端倪。
我们可以再一次查看表1-4中府官的名字。百济的余礼跟百济王一样是余姓，应该是百济的王族，但除此以外的大多数都是中国式的人名。尤其是百济在424年派遣的长史张威、472年的司马张茂、495年的参军张塞，这三个人都姓张，有可能是同一族人。495年的司马王茂则有可能是3世纪在乐浪郡一带拥有相当势力的王氏的子孙。
在那之后的就是倭国。4世纪至5世纪初，陶器须惠器的生产技术传入日本，由此我们认为这是大量渡来人来到日本列岛的时代。既然如此，中国人跟随传入技术的朝鲜渡来人进入倭国也是相当合理的。他们被朝鲜半岛各政权吸纳，世世代代生活在此。对百济等国的统治者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魅力。对这些中国人而言，知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因此知识在他们之间世代相传。曹达正是一个拥有这些知识的人，他在5世纪初来到了倭国。
倭国同样重视中国的知识。百济等国任用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而倭国本来对自身落后于东亚其他国家就应该有着危机意识，因此在曹达以前可能已经有类似的人物受到倭国的任用。跟那种持有技术的朝鲜渡来人集团形成的聚落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规模相对较小，他们很可能未能在日本列岛建立据点。
他们担任倭国王直属的近臣，获得了与统治者的政治联结，从而确保了自身的地位。对倭国王而言，跟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建立直接关系能让他在与列岛其他豪族的对抗中更有优势，因此他很欢迎这些人。倭国王与这些中国人在列岛上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赞和曹达就是在这种关系下在5世纪引入了府官制度。
安东将军府的意义
倭国通过与百济建立军事同盟而加入了东亚局势。刘宋王朝建立后，倭国看到刘宋与高句丽、百济的交往活动，由此展开了中断150年的外交。
赞开启了与刘宋的外交活动，由此加入东亚国际关系之中，并获得了倭国王、安东将军的中国官爵。与此同时，倭国接触到中国官僚制度的冰山一角，体验到这种中国统治技术的精粹，以后引入这种先进的统治制度由此变得可能。
当然，倭国得到的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制度，与中国的制度完全无法相比。即便如此，将军府这一统治机构的建立也是倭国权力机构整备的第一步，在日本史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1] 倭王赞在《宋书》中写作“讚”，在《梁书》中写作“贊”，本书一概作“赞”。——译者注



第2章 从珍到济，再到兴
——遣使的意图与王的权力
赞从刘宋获得了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册封，这意味着倭国在东亚国际舞台之中上升到与高句丽、百济同等的地位。同时，这也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竞争，使得东亚的国际关系变得越发紧张起来。
1.赞之弟珍的遣使及其对官爵的要求——与同盟国百济的竞争意识
438年，珍登场——请求得到安东大将军
438年四月，赞之弟珍遣使访问刘宋，报告了赞死去的消息。
珍希望刘宋能降旨任命自己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下文简称为“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从刘宋获得册封意味着刘宋成为珍的靠山。珍刚刚即位，权力尚未稳固，他希望通过让刘宋认可自己是赞下一任的王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在所有倭五王相关的史料之中，珍在438年提出的要求中第一次出现了“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这一头衔。不过，史料中初见跟历史上第一次要求或受封是两回事。有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过任命，只不过没有记录下来而已。那么，珍之前的赞有没有获得“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的官职呢？如果有的话，那珍只不过是按照赞的标准提出要求而已；如果没有的话，珍为何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珍在438年的遣使中用到了“自称”这个词。“自称”说明刘宋方面没有任命，但倭王宣称自己拥有某些官爵。如果赞本来已经有这些官爵的话，那这里就不应该出现“自称”一词。最终珍的请求被拒绝了。
我们可以把珍要求的官爵与赞的官爵进行对比。赞拥有的官爵是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则希望得到比这个更高的职位。倭国王还是一样的，但他还希望得到“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等赞没有获得过的头衔。既然珍要求获得比赞更高的官爵，那这背后就应该有相应的背景。
首先来看看安东大将军。珍应该对先王赞只获得安东将军感到相当不满。高句丽王是征东大将军，百济王是镇东大将军，与此相比倭国王获得的仅仅是安东将军，比大将军低了一级。倭国向刘宋朝贡的时间比两国晚，珍对此必定感到相当焦急，因此才把尽早获得能与两国匹敌的官爵当作自己的政治任务。对安东“大”将军的要求正是这一想法的具体表现。
为何想要得到“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
关于“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倭国与高句丽、百济的竞争关系这一视角加以理解。首先我们再次梳理高句丽和百济从刘宋那里得到的官爵。
438年珍首次在史料中出现，当时高句丽与百济的官爵如表2-1所示。这两国都有“使持节、都督……诸军事”这一头衔，而赞（请求前）则没有获得相对应的官爵。4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争夺东亚外交的主导权，对倭国来说，获得跟两国相同的地位是重要的外交任务。倭国与刘宋进行外交比两国要晚，因此希望通过获得新的官爵来挽回这一方面的劣势。
表2-1 438年前后各国的带官情况

当时倭国与百济成立了以阻止高句丽南下为目的的军事同盟。这一同盟并不仅限于倭国与百济两国，还包含了周边的其他小国。百济当时对慕韩（马韩）拥有很大影响力，而倭国则与以金官加耶（任那）为首的加耶诸国有着很深的联系。这些小国也被视作同盟的成员。倭国希望能成为这一军事同盟的盟主。
再者，倭国还觊觎新罗及其周边的秦韩（辰韩）。新罗和秦韩都是高句丽的附庸国，但刘宋并没有把这两国的军事指挥权交给高句丽。这与其说是刘宋不承认高句丽的地位，不如说是高句丽自身不觉得有必要请求相关的官职，因此刘宋也就没有授予。
珍便决定利用这一破绽。他希望刘宋能够认可倭国对事实上从属于高句丽的新罗与秦韩的军事指挥权，从而在名义上营造倭国对这些国家有影响力的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倭国向刘宋提出了对“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这一官职的请求。这六国就是“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
与百济的对抗意识，珍的请求“落空”
珍时刻注视着高句丽与百济的动态，他向刘宋请求官爵的时候心中想的也是两国国王获得的官爵，在这其中他尤其关注的是百济。
当时，高句丽长寿王的官爵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之所以有乐浪公是因为高句丽统治着乐浪郡，刘宋对此表示认可。刘宋认为在名义上乐浪依然是自己的领土，而给事实上统治当地的高句丽王授予乐浪公的爵位，以此来调整名义与事实间的矛盾。
百济王并没有获得公爵的册封，珍也没有请求得到类似的爵位。他执着于获得安东“大”将军号以及“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而对乐浪公一类的公爵位并不感兴趣。这表明他真正关注的是百济王，自己必须获得与百济王同一级别的官爵。
珍按照百济王获得官爵的标准，“推算”出自己应该得到的官爵。反过来说，既然倭国与百济是同盟国，那倭国的官爵就不应该低于百济。解决这一问题成了倭国的一大外交任务。
珍带着与百济的强烈的竞争意识向刘宋提出了请求。问题是他所提出的请求不可能被全盘接受。
刘宋按照之前给赞授官的先例，把珍册封为与赞一样的安东将军、倭国王。珍提出的要求里得到认可的只有倭国王而已。珍对刘宋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但其结果却是请求完全落空了。
然而，他为自己请求官爵册封并不是外交活动的全部。如果只是为自身考虑的话，那是无法获得周围其他人的支持的。当时日本列岛的政治局势仅仅是倭王权处于权力的顶端，各地的豪族则与其存在松散的政治联系。对倭王而言，让各豪族认可自己王位的正当性很有必要。从这点来看，5世纪上半叶的倭王权可谓基础相当脆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珍效仿了百济使用过的另一种中国官爵的用法。
中国官爵的“用处”——对百济而言
说到底，中国的官爵对东亚其他诸国而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百济通过向国内的王族、贵族授予中国官爵，强化了自身的立场。我们可以从458年的事例得知其任命的细节。
百济王余庆（盖卤王）向余纪等十一名王族、贵族授予了将军号。然而任命官员的权力本应在刘宋皇帝手中，百济王并没有这种权限，因此这时候的将军号是非正式的任命。这种做法被称为“假授”，为了与正式的将军加以区别而在将军号之前加上“行”字。百济向刘宋汇报了这些任命，并得到了追认。比如说余纪，他从百济王那里获得了“行冠军将军”的假授，之后刘宋皇帝加以确认，他才正式成了冠军将军。
表2-2 假授与除正（458年，百济）

百济的王族、贵族可以通过百济王获得中国的官爵。当他们认可中国官爵的价值，并且想要获得这些官爵的时候，就不得不先获得百济王的假授，然后向刘宋申请并得到认可。通过这种方法，百济王强化了王族、贵族对自身的从属。对百济王而言，假授权很可能是提高王权权威所必要的权力。
另外，百济东城王在495年向南齐遣使，并请求南齐认可他对八个人假授的将军号，这八个人是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慕遗、王茂、张塞、陈明。这八个人可以分成两个阶层。
从沙法名到木干那的四个人都是三字名，不是中国式的名字。《隋书》是7世纪上半叶按照唐太宗的敕命编撰的史书，《隋书·百济传》记载“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刕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苩氏”。这四个三字名的人物中三个属于八族之中。与此相对的是慕遗等四人，他们都使用中国式的名字，而且都作为府官（将军府的幕僚）出使南齐。也就是说，将军号是被授予贵族和府官的。
值得注意的是，贵族阶层之中也有人获得了迈罗王、辟中王、弗中侯、面中侯等王侯爵位的假授。王、侯等级的爵位与百济王本身相去不远，这表明贵族并不完全从属于百济王权。与此相对，百济对府官的假授则是乐浪太守、城阳太守、朝鲜太守这些地方官。地方官是服务于百济王的官僚，两者的君臣关系是相当明确的。
如上所述，百济王把王、侯的爵位授予贵族，把地方官的职位授予府官。与无差别授予众人的将军号不同，王侯与地方官的区别成了划分身份的标志。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从那以后的百济政权主要由获得王侯爵位的贵族层与担任府官的流亡汉人层组成。由于身份的不同，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有所区别，百济王则通过将军号在他们之中建立了一种统一的身份等级。
这件事情的结局却是南齐没有承认百济王的假授，不对这些王侯的爵位以及太守的官职予以除正。即便如此，从百济王假授的情况我们也能知道，在百济的统治集团中，存在以百济王为核心但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王侯，以及臣僚性质更强一点的府官这两个阶层。
珍与平西将军倭隋
与百济一样，珍也提出了把将军号授予麾下豪族的申请。
刘宋在任命珍为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同时，也认可了珍任命倭国王族、豪族为将军的请求。当时获得认可的人员有倭隋等十三人，他们获得了平西、征虏、冠军、辅国等将军号。
在这其中，由于倭隋使用了倭这个姓氏，他应该是倭国的王族。另外，这些获得认可的将军号都是三品，在品级上跟安东将军相同。然而平西与征虏、冠军、辅国之间还是存在高低之分。武田幸男指出，在十三人之中只有倭隋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其地位与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珍的安东将军也是三品将军，倭隋的平西将军与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这两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古坟群正是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
我们在序章提到，在畿内地区存在五个拥有大王墓级别的巨大前方后圆坟的古坟群，而建造于5世纪的古坟群则有古市古坟群和百舌鸟古坟群两个。这说明当时同时存在两股有能力建造大王墓的势力。
也就是说，当时有两个能够产生大王的王族集团。在当时的倭国，能够产生大王的家族以倭为姓，其内部则可能存在数个具备实力的集团。在5世纪上半叶，以赞和珍为领导者组成了赞系王族集团，同时还有与之匹敌的王族集团存在，其领袖就是倭隋。
对珍而言，他假授给其他人的将军号与自己的安东将军差距越大越好，因为这样才能强化倭国王的权威。因此，他并不真的希望把高级的将军号假授给其他王族与豪族。然而他无法用这种方法对待倭隋。倭隋在日本列岛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珍不得不对倭隋有所顾虑。
进一步说，珍获得的安东将军的“东”指的是刘宋王朝眼中的东夷。高句丽的征“东”与百济的镇“东”也是同一个道理。然而，珍对倭隋的假授却是平“西”。这意味着在日本列岛内的两大王族集团里，珍作为安东将军是“东”集团的首领，而他认可倭隋为“西”集团的首领。
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倭珍与倭隋分别统率着构成倭王权的两个倭姓集团，他们之前存在东、西的位置关系，通过互补的方式实行对日本列岛的统治。
当然，这是一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本来“东”指代东夷的一部分，现在则变成了把日本列岛分成两半后的“东”边。当时的政治局势是，以安东将军珍和平西将军隋为两大巨头，另外还有一些有能力建造前方后圆坟的强大豪族，这些豪族可能是地方的势力，他们获得了征虏、冠军、辅国等将军号。他们与倭王权建立起松散的政治联系，以此构成了日本列岛的统治网络。
最终，珍通过假授权与拥有势力的王族和豪族建立了联系，实现了对倭国全境的统治。反过来说，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倭国王无法以一己之力把权力延伸到日本列岛的每个角落。
2.443年，济的登场——王统移动了吗
北魏统一北方与刘宋的元嘉之治
珍即位并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的时候，一件大事极大地影响了东亚的局势。中国北方长期以来存在着众多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这些少数民族被统称为“五胡”。439年，五胡诸政权的争霸终于尘埃落定，北魏统一了北方。
北魏的正式国号是魏，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鲜卑族之中有一支名叫拓跋部的强大部族，他们在3世纪末崭露头角，族长拓跋猗卢于310年被西晋封为代公，315年封为代王，由此建立了代国。然而到了376年，当时由拓跋什翼犍统治的代国遭到前秦苻坚的入侵，最终灭亡。前秦政权在383年淝水之战后瓦解，流亡的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于386年重建代国，并在当年改国号为魏。之后拓跋珪征服后燕，扩大了势力范围。398年北魏迁都到平城（今大同），拓跋珪自称皇帝。自此，北魏王朝正式建立。
然而当时的北方还存在其他政权，在此之中夏是能够与北魏匹敌的强国，其建立者赫连勃勃是南匈奴人。北魏并没有进攻赫连勃勃，但赫连勃勃在425年死去，形势随即大变。北魏趁机攻打夏，赫连勃勃的继承者赫连昌被俘虏，其弟赫连定向西逃跑，在途中被杀，夏于431年灭亡。
北魏的东方还有北燕（参考第1章）。夏还存在的时候，北魏为了避免两面作战而没有攻打北燕，而在夏灭亡后，北魏再也没有后顾之忧，随即展开对北燕的战争。当时统治北燕的是冯跋之弟冯弘，他抵挡不住北魏的进攻，只能逃亡高句丽。北燕于436年灭亡。
北魏的西面还有北凉。北凉并不是强国，但它依靠与夏、刘宋等国进行巧妙外交而生存下来。当北魏的势力向周边扩张时，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已经臣服于北魏。之后沮渠蒙逊死去，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北凉在439年灭亡了。沮渠蒙逊同族的沮渠无讳等人逃到敦煌，他们在当地建立的政权一直存续到460年。
随着北凉灭亡，北方总算在前秦崩溃以后再一次统一了。当时在北魏的边境、今天甘肃南部一带还有一个名叫后仇池的政权，但它并没有能力对抗北魏，在442年也被北魏平定了。
我们再来看看江南一带的形势。东晋于410年攻灭南燕，成功占领了山东半岛，然后还灭了后秦。之后，刘裕于420年建立了刘宋。
北魏统一北方的时候，交通要冲山东半岛正处于刘宋的统治之下。且不论与北魏接壤的高句丽，百济与倭国都是因为交通要道的统治权改变而与南朝展开了外交活动。
当时的刘宋同样处于政治转型期。建立刘宋的是武帝刘裕，但他在422年死去，那正是赞朝贡的第二年。继承皇位的是其长子少帝，但是他品行不佳，最终在424年被废位，其弟刘义隆继位，是为文帝。
宋文帝在位长达30年，当时政权稳定，由于他的年号是元嘉，因此人们把这个时期称作“元嘉之治”。
438年珍的遣使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当时刘宋也发生了政治变动。436年，刘宋重臣檀道济由于与文帝不和而被杀。檀道济是刘宋的建国功臣，是个优秀的将领，因此他被杀时有人说宋文帝是在自毁长城。事实上，刘宋在450年遭到统一华北后的北魏进攻，一度被逼得相当狼狈。
高句丽与百济的对立
当时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的局势也出现了变化。
高句丽时刻关注着北魏势力的扩张。435年，也就是北魏统一华北四年前，长寿王首次向北魏派遣使节。北魏授予他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的官爵。
虽说如此，高句丽却似乎完全没有要臣服于北魏的意思。北魏要求高句丽交出北燕的逃亡者冯弘，但遭到高句丽拒绝。冯弘跟刘宋也颇有关系，大概高句丽正是看中了他这方面的价值。然而冯弘并不打算在高句丽终老，他于438年逃亡刘宋，打算东山再起，结果却被杀了。
冯弘事件导致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恶化。北魏太武帝打算征讨高句丽，但由于大臣的反对而没有成行。不过，北魏讨伐高句丽这件事绝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高句丽一方也很清楚北魏对自己的威胁。高句丽本来就与刘宋有联系，而在北魏强盛的时候又与北魏建立关系。高句丽在南朝与北朝之间来回周旋，以此寻找机会来扩大自身势力。
北魏于439年统一华北，同年高句丽给刘宋送了800匹马，这是一份大礼。马匹拥有很强的军事色彩，由此可以推测，长寿王由于害怕强大的北魏，希望刘宋能对北魏采取军事行动。只要能够稍微削弱过分强大的北魏的势力，对高句丽来说就是好事。
另一方面，高句丽也加强了对新罗的压迫。1979年，韩国忠清北道出土了一块中原高句丽碑。据考证，这块碑的建造时间是5世纪上半叶。在碑文里，高句丽把新罗王称作“东夷寐锦”。当时的新罗君主尚未自称为“王”，寐锦是5世纪新罗最高领袖的称号之一。新罗第一个自称“王”的君主是6世纪上半叶的法兴王。高句丽把新罗称为东夷，也就是东方的野蛮人，这表明高句丽建立了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中华思想”，把新罗视为夷狄。这是高句丽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中华的国际秩序的体现。

图2-1 中原高句丽碑
百济当时的君主是毗有王。在他即位后不久的428年，百济曾接待过倭国的外交使节，但在那以后就没有了关于百济与倭国外交的记载。熊谷公男由此推测，在那个时期百济与倭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了。
确实，下一次百济与倭国间进行外交活动已经是461年，其间有30年以上没有来往。在毗有王的祖父腆支王的时代，百济与倭国是军事同盟，彼此间有着积极友好的关系。与之相比，这种关系在毗有王时期变得相当消极。
毗有王的在位时期是427～455年，这与倭国和百济间外交断绝的时期几乎重合。由此看来，似乎是毗有王改变了对倭国友好的外交方针，而在他死后两国的外交才得以恢复。
另一方面，百济在433年向新罗派遣了和亲使节。自两国在373年决裂以来，已经经过了整整60年。次年，百济向新罗赠送了马匹和白鹰，新罗则回赠了黄金与宝石。在这个时期，百济试图与臣服于高句丽的新罗接触，而新罗也给予了正面的回应。一方面高句丽加强了对新罗的压迫，另一方面新罗开始尝试寻找脱离高句丽而自立的方法。
百济与倭国的关系走上绝路了吗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认为，毗有王否定了此前与倭国的友好关系，转而致力于构筑与新罗的关系呢？
确实，两国之间没有进行正式的外交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交流就此断绝。证明这一点的正是倭国与刘宋的外交活动。
在毗有王在位年间，倭国分别于430年、438年、443年、451年四次向刘宋派遣外交使节。从倭国前往刘宋，需要先到达朝鲜半岛西岸，然后北上横跨黄海，到达山东半岛后再南下。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部，如果没有百济的帮助，倭国的使者就无法到达刘宋。
在毗有王的统治时期，百济虽然没有与倭国进行外交活动，但肯定为倭国与刘宋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帮助。虽说百济没有采取积极的外交行动以强化与倭国的关系，但双方的友好关系并没有断绝。百济当时的做法更有可能是以与倭国的关系为基础，进而构筑与新罗的关系，从而达到对抗高句丽的目的。
此外，百济在440年时隔十年再次向刘宋派遣了使节。这大概是因为前一年高句丽向刘宋赠送马匹的事件引起了百济的警惕。自4世纪以来，百济一直在密切留意高句丽的军事动向。
由于北魏的存在，高句丽应该无法通过陆路抵达刘宋，因此只能从辽东半岛出发，渡过黄海到达山东半岛。高句丽把800匹马送给刘宋，应该动用了一支颇为庞大的船队，百济的警戒系统很可能察觉到船队的移动，但他们并不知道船队的目的。百济很可能是为了确认高句丽与刘宋进行外交的目的而紧急向刘宋派遣了使节。
高句丽和百济相继遣使，而刘宋此时正致力于强化对北魏的包围网，这正好是刘宋确认两国能成为包围网一员的机会。北魏的动向对东亚局势产生了确切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并不那么直接。
济的到来——他与赞、珍不明确的血缘关系
在百济实施与新罗协同的外交政策的同时，倭国在朝鲜半岛采取了一种很不一样的做法。
《三国史记》记载倭国在440年、444年两次入侵新罗。《日本书纪》也出现了讨伐新罗的记录，而当我们修正《日本书纪》的纪年后，这件事应该发生在442年。《日本书纪》记载倭国军队在新罗的计谋之下把攻击的对象指向了大加耶。倭国到底是不是单纯地改变了攻击对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尚存疑问，但是这一则记录确实说明了当时倭国军队的一些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倭国军队的结构是由豪族担任将军，他们分别指挥各自的部队参加战争。同时这些豪族也分别构建他们与高句丽、新罗等国的关系。面对高句丽的时候，整个倭国保持一致的立场，但面对新罗、加罗等国时，每个豪族都有各自的立场，因此他们可能不容易产生全军统一的意见。如果确实如此，那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新罗是利用了倭国军队里跟本国关系密切的豪族，让他们阻止倭国军队入侵新罗。
《三国史记》和《日本书纪》记录的年份存在差异，但毕竟是不同的史料，这种差异是可以容忍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倭国在5世纪40年代初发动了对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之所以要这么做，很可能是因为不久前（438年）即位的珍看到百济与新罗建立了友好关系，担心这一发展会影响到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希望能通过军事行动来强化自身的权力。
在这种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倭国于443年向刘宋遣使。然而，这时候派遣使者的倭国王并不是珍，而是济。这么说在这个时候珍应该已经死去，济已经接替他当上了王。
济大概也是在即位以后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力基础而马上向刘宋派遣了使节。我们可以认为他遣使的目的是获得刘宋的官爵，并通过这种方法得到与先王同等的地位。结果，珍的遣使只有438年这一次，他在位的时间也应该只有五年而已。
《宋书》并没有记载济当时请求获得的官爵，这说明他的请求应该并不过分。珍得到的官爵是安东将军、倭国王，那么济要求的大概也是安东将军、倭国王而已。
然而，珍与济之间的王位继承却存在极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珍和济两个人之间似乎并不存在近亲关系。
《宋书·倭国传》中明确记载赞与珍是兄弟，却没有记载珍与济的关系。济依然使用了倭作为姓氏，无疑他跟此前的倭国王属于同一家族。但是既然他没有对刘宋说明自己与珍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推测，他与珍并没有相当亲近的血缘关系。由此可见，倭国的王位在赞传给其弟珍之后，似乎并没有继续在他们的近亲中继承下去。
针对这一问题，最合乎常理的解释就是珍没有儿子，因此远亲的济一族继承了王位。然而当时的倭国王权并未发展成熟，很难保证这样的王位继承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日本书纪》描述的惨烈战争
根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第16代仁德天皇死后，围绕王位的继承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始于第17代履中天皇，结束于即位于480年的第22代清宁天皇，持续了六代天皇。履中天皇正是此前一直被认为与倭五王存在深刻关系的人物。对于这场斗争，《日本书纪》的记载是这样的。
履中天皇即位的时候，他同父同母的弟弟住吉仲皇子反叛，另一个同父同母弟弟多迟比瑞齿别（即后来的第18代反正天皇）派隼人杀害了住吉仲皇子。履中天皇在位六年后死去，继位的反正天皇在位期间没有发生过王族争位的事情，他的统治一直处于和平状态。然而到反正天皇继位五年后去世的时候，却出现了两位王位继承人，那就是后来的第19代允恭天皇和大草香皇子。
豪族们一致支持允恭天皇，他因此得以顺利继位，然而这一则记载也暗示了当时存在允恭天皇和大草香皇子双方竞争的事实。允恭天皇统治了足足42年。
允恭天皇死后，其太子木梨轻皇子由于与亲妹妹轻大娘皇女乱伦等备受争议的行为而倒台。第20代安康天皇逼死了木梨轻皇子，他即位后又诛杀了当年与父亲允恭天皇争夺王位的大草香皇子。大草香皇子之子眉轮王为报杀父之仇杀害了安康天皇。安康天皇的弟弟大泊濑皇子怀疑自己的两个哥哥白彦、黑彦皇子与此事有关，于是杀害了眉轮王与两位皇子。
大泊濑皇子还借口邀请履中天皇之子市边押磐皇子打猎，在途中将其射杀，又对其弟弟御马皇子问罪并处刑。之后他继承了王位，即第21代雄略天皇。雄略天皇死后，星川皇子专权用事，惧怕其权力的大伴室屋等人放火烧死了星川皇子。在此之后清宁天皇继承了王位。
我们必须慎重地考量《日本书纪》记载的这一系列事件到底具有多少真实性。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记录透露出5世纪的王族围绕王位继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王统的移动——倭隋与倭济
我们现在继续说济向刘宋的遣使。在珍之后继承王位的济应该原本就拥有颇大势力，起码他的力量足以与珍匹敌。然而当我们考虑珍去世的情况时，就会发现如果济要成为新的王，首先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倭国王一族之中能与珍匹敌的人物并不是只有济一人而已。满足这一条件的除了济以外还有一个人，那就是倭隋。
珍一方面希望能与高句丽王、百济王并肩，让倭国成为东亚的大国；另一方面，他自然不希望国内出现能与他平起平坐的强权人物。然而现实却是他无法忽视以倭隋为首的强大王族集团，不得不向刘宋皇帝推荐倭隋，授予倭隋平西将军的官职。平西将军是足以与安东将军匹敌的职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倭国王倭珍与平西将军倭隋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权力平衡关系。
我们并不知道倭珍是如何死去的。不少学者结合《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进行了种种猜测，但这些说法都缺少证据。然而，珍的近亲确实没能继承他的王位，成为下一任倭国王。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种：珍没有适合继承王位的近亲，或者他的近亲跟他一起死去了。无论出于哪种原因，最终是济继承了王位。
倭济在血缘上与倭珍并不是近亲，他想要成为下一任倭国王就必须得到臣属于倭王权的王族与豪族的认同。具体而言，这些人就是得到珍的推荐、从刘宋获得将军号的人。在珍的朝廷里，尤其能够左右大局的就是地位仅次于珍的倭隋。换言之，在珍去世后，为什么能与他匹敌的倭隋没能继位呢？
济在443年向刘宋遣使，倭隋在这时候的动向有几个可能性。
其一，济可能在即位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足以凌驾倭隋的力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济一定经历了急速的权力扩张，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探讨倭隋与倭济的关系。其二，倭隋或许在倭珍死前就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倭隋与倭济的即位就没有关系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思考倭隋一派的继承者的动向。其三，我们还不能排除倭济就是倭隋继承者的可能性。
总结起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倭隋与倭济究竟属于不同的势力还是同一势力。也就是说，到底当时存在第一大势力倭珍、第二大势力倭隋、第三大势力倭济，还是只有倭珍、倭隋两大势力，倭济继承并保存了倭隋的势力。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这一时期畿内古坟群的推移。5世纪时存在古市、百舌鸟两个能够产生大王的王族集团。结合考古学证据来看，倭隋与倭济属于同一集团的可能性似乎更加合理。由此看来，我推测济是与珍分庭抗礼的平西将军倭隋的近亲，大概倭隋先于珍去世，在他死后济继承了他的势力，并接替珍成为新的倭国王。
珍在位仅仅五年便死去，此后王统向倭隋、济一脉转移，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
倭国王的地方统治
与难以辨明的倭国中央政治动向相比，关于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我们能够找到可以提供线索的资料。
千叶县市原市的稻荷台一号坟是一座建于5世纪中期的圆坟。该古坟出土了一把刻有文字的剑。剑的正面刻着“王赐□□敬□”，背面刻着“此廷□□□□”。学界将之称作“王赐”铭铁剑。
由于铁剑身上的铭文残损甚多，我们在理解其内容时必须相当慎重。最值得注意的是表面开头的“王赐”二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大和的王授予地方豪族，可见铁剑是下赐之物。
关于铭文中的“王”字可以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是平川南提出的，他认为只出现“王”字说明当时的人对“王”的身份没有争议。也就是说在5世纪能够使用“王”这一头衔的只有大和政权的盟主倭国王一人而已。其他人即便身为王族，也不能自称“王”，而王族的身份则通过倭这个姓氏加以区分。我们不妨在这一点上把倭国与百济加以对比。在百济，拥有权力的王族都得到了王、侯这些爵位的假授。与此相比，倭隋虽然似乎拥有能与珍匹敌的权势，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获得了王侯爵位的假授。当时的日本列岛上能够叫作王的人只有一人而已。
第二种是，铭文上面写的“王”并不是“大王”。铸造于5世纪下半叶的稻荷山铁剑和江田船山大刀上的铭文都有“大王”二字，而“王赐”铭铁剑则与它们不同。“王”这个称号与刘宋册封的“倭国王”更加接近，由此看来，通过册封获得的头衔似乎具有统治国内的功能。

图2-2 “王赐”铭铁剑
但是我们要注意，铭文上写的并不是“国王”。对刘宋而言，“国王”与“王”存在明确的区别，但倭五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意识，他们对册封制度的理解尚且存在不足。虽说如此，他们确实把从中国获得的称号用在了构筑与国内豪族的关系之中。这一点意义重大。我们难以断定铭铁剑上的“王”到底是五王中的哪一个，但既然铭铁剑铸造于5世纪中期，那很有可能是珍或者济。
反高句丽浪潮
通过443年的遣使，济获得了刘宋的册封，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济虽然来自与珍不同的王统，但刘宋还是认可了他对前任国王权力的顺利继承，授予了他和珍一样的官爵。
虽然王统出现了变化，但倭国的外交政策并没有立即发生转变。或许反而正是因为王统的更迭才更加需要顾及日本列岛上众王族、豪族的利益而延续原有的外交政策。上文提到，倭国对新罗的军事行动一直延续到444年，这么看来倭国很可能从珍的时代开始就持续对朝鲜半岛发动积极的攻势。不过，到了444年以后，倭国对新罗的攻势暂时停止了。
450年，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刘宋本来在文帝的统治下经历了被称作元嘉之治的太平日子，但在450年遭到北魏南下入侵，刘宋军大败于北魏军。北魏军在战胜后撤退了，因此刘宋暂时还继续统治着山东半岛。然而经此一役，刘宋的国势转为衰落。
与此同时，新罗开始明确表现出反叛高句丽的信号。
高句丽在迫使新罗臣服以后，向新罗派遣了将领对其加以监视。450年，这名将领在野外打猎时，被新罗城主三直杀害。高句丽长寿王对此极为愤怒，立即向新罗派遣了军队。最终新罗国王讷祇麻立干向高句丽道歉，从而避免了冲突。然而这件事件的背后明显存在上文提到的新罗与百济交好的因素。
新罗的这一行为向朝鲜半岛内外宣示，5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新罗与高句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
同年，百济向刘宋遣使，要求获得《易林》、《式占》和腰弩。《易林》和《式占》都是占卜书，腰弩则是靠脚和腰部力量把弦拉开的弩。百济之所以要获得弩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很可能是要用来在战场上与高句丽对决。由此可见，百济与新罗交好以后，已经做好了在不久以后与高句丽对决的准备。
3.济的第二次遣使与兴的登场——不明确的王位继承
451年，济第二次遣使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济于451年再次向刘宋遣使。
这是济时隔八年再次向刘宋遣使，然而当时的刘宋在经历过北魏入侵后尚未完全恢复。刘宋遭受强烈打击后重整国家制度，以强化对北魏的包围网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倭国使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刘宋。对刘宋而言，这正好是宣传皇帝权威恢复的好机会。
倭国为何要在此时派出使者呢？其实这个时候倭国有两件需要与刘宋交涉的事情。其一，济的属下有多达23人想要获得官职。其二，济想要成为第一个当上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倭国王。这两点是探明倭国目的的重要线索。
我们首先分析第一点。济在此前对23人假授了官职，为此需要刘宋方面的正式任命。《宋书·倭国传》并没有记载具体的官职名称，只记录了“军郡”二字。这里的“军”指将军，“郡”指郡太守。正如上文所说，百济对贵族阶层授予王侯的爵位，对府官则授予太守的官职。由此类推，济推荐的23人中应该也有日本列岛中拥有权力的豪族和担任府官的渡来人两种。这次遣使的主要目的应该就是请求给予他们正式的任命。
王在位期间为多名部下请求任命的例子有495年百济的遣使。当时百济请求刘宋授予一些在与高句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贵族和府官将军号、王侯爵位以及太守官职。当时是东城王在位的第17年，因此并不是新王即位后为了显示王的权威而进行的假授。也就是说，当时的东城王是为了奖励有战功的贵族与府官，才向刘宋遣使要求官爵的任命。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济统治下的倭国也存在论功行赏的必要。那么，这是针对什么事件的行赏呢？可以想到的是444年济刚刚即位后对新罗的进攻。也就是说他请求对在这次战争中立下战功的王族、豪族、府官进行任命。
此外，我们还可以推测此次遣使与443年遣使时没有提出承认豪族们的假授有关。有可能济在443年遣使时出于某种原因暂时把对豪族的假授延后，最终在451年才得以实施。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济应该是在451年才总算巩固了自己作为倭国国主的地位。
济“升格”了吗
接下来我们分析济本人获得新官爵的问题。
不过，首先要解决一个与史料相关的问题。史料中对济在451年官爵的描述出现了矛盾。
济在443年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然而《宋书》的本纪部分却记载他从安东将军、倭王升格为安东大将军。《宋书·倭国传》则说刘宋认可济担任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但将军号仍然是安东将军。
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宋书》本纪部分记载济是倭王，这比倭国王高了一级，而从《宋书·倭国传》的内容来看，他此时应该仍然是倭国王，不知哪一种说法才是事实。其二则是济到底有没有成为安东大将军。在王的称号与将军号两点上，《宋书》的本纪与《倭国传》出现了矛盾。
关于这两个问题，学界主要有四种看法：认为《宋书》本纪正确（高宽敏），认为《宋书·倭国传》正确（宫崎市定、西嶋定生），认为存在先后两次任命（坂元义种、荆木美行），认为史料存在讹误（石井正敏）。这四种说法中最值得介绍的是两次任命说。这种看法即，刘宋首先任命济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倭王，之后又在同一年将其从安东将军升为安东大将军。这种说法整合了两处史料的矛盾之处。
如上文所述，济提出了任命23人为军郡的请求。在为部下请求任命的同时，他必然也为身为统帅的自己请求了任命。济当时已经是安东将军、倭国王，那么他要求的应该就是珍当年没有获得准许的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了。然而当时他应该没有获得安东大将军的任命。在济之后担任倭国王的兴受册封的时候也是被任命为安东将军、倭国王，由此可以推测此时济的将军号应该也只是安东将军而已。
东亚诸国的新王即位的时候，都会继承前任王的官爵。百济毗有王（余毗）即位的时候，刘宋的做法是“以映爵号授之”。腆支王（余映）的官爵是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毗有王正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这些头衔。毗有王之后的盖卤王（余庆）即位时获得了镇东大将军的任命。由此看来，起码就将军号而言，把先王的将军号赐予新王是通例。
济之后的兴获得的官爵是安东将军、倭国王，关于这点我们在下文将会详细叙述。如果济获得了安东大将军的任命的话，那兴应该也会对此提出要求。由此可见，济最终拥有的将军号与王号应该还是安东将军、倭国王。《宋书》本纪出现的“倭王”处应该是漏写了“国”字，至于安东大将军的任命，应该是济对此提出了请求，而编撰《宋书》时史官将其误记为任命。
六国诸军事的要求与除正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济这一次外交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获得了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官职。这是珍当初没能够完成的外交任务。
然而，刘宋方面却对授予济的六国诸军事官职所指的范围做出了调整。珍在438年向刘宋要求的六国是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济在451年要求的也是一样。
倭国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六国之中的任那其实就是过去的弁韩，秦韩就是辰韩，慕韩就是马韩，这是3世纪以来存在的三韩。百济和新罗本来是马韩与辰韩之中的小国，后来发展成了强国，但在当时尚未能够统一马韩和辰韩。由此看来，倭国提出的六国其实就是朝鲜半岛上没有向高句丽屈服的全部地域。济和珍的目标都是要成为反高句丽联盟的盟主。
刘宋认可的六国则与倭国的请求有着微妙的差异。刘宋授予官职的六国是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在这里百济的名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加罗。
刘宋之所以不把百济包括在内，石井正敏认为是因为刘宋此前一直授予百济王都督百济诸军事的头衔，而且百济王的将军号是镇东大将军，比倭国王的安东将军高，因此刘宋方面很难认可倭国王在百济王所统治的百济拥有军事权力。虽然坂元义种认为这种做法是可行的，然而我认为石井正敏的说法更加妥当。
另一个问题在于为何用加罗取代了百济。此前学界普遍的看法是刘宋在去除百济之后为了凑数才加上了加罗。然而，倭国并没有对加罗提出要求，刘宋反而把加罗加入头衔之中，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任那”——不同的认识
说起来，任那到底是什么呢？古时候人们认为任那就是加耶地区整体的一个称呼，加耶也叫加罗。这种理解其实会造成一个矛盾。那就是倭国请求得到名为任那的加耶全部区域的军事权，刘宋则对倭国授予了任那和加罗的军事权，这两个名字指的又是同一个地方。虽说加耶并不是刘宋能直接控制的区域，但刘宋办事总不至于马虎到这种地步。

图2-3 真镜大师碑
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任那这一名字所指代的地理区域。最近学界有一种说法为，任那是对处于加耶地区的强国金官国的称呼（田中俊明）。这种说法引用的一处证据是凤林寺真镜大师宝月凌空塔碑的碑文，里面有“大师讳审希，俗姓新金氏，其先任那王族”这句话。新金这个姓氏是532年金官国向新罗投降之后，新罗赐给金官国王族的姓。新罗王族本身姓金，因此取了新金这个姓氏来加以区分。碑文说真镜大师的出身是“任那王族”，这里指的就是金官国的王族。
然而，任那一词却并不一定指金官国。《日本书纪》钦明天皇二十三年正月条中就说“总言任那，别言加罗国、安罗国、斯二岐国、多罗国、卒麻国、古嗟国、子他国、散半下国、乞飡国、稔礼国，合十国”。这一条记事发生在金官国灭亡之后，因此金官国的名字没有出现，但很明显这里的“任那”指的是加耶地区全部区域。
所以说任那有金官国和加耶全部区域两种意义，我们应该如何整合这两种词义呢？首先要注意的是，朝鲜史料中任那指的是金官国，日本史料中任那指的则是加耶全部区域。
如果我们重视朝鲜史料的话，那么任那一词本来指的就是金官国，而倭国最早其实也是把金官国看作任那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认为，由于倭国一直通过金官国，也就是任那，与加耶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因此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用任那指代加耶诸国的用法。这种把小地名的含义扩大的做法在日语中有一个很常用的例子，即本来指代加耶地区的kara（加罗）一词在后来扩展到指代整个朝鲜半岛的kara（韩），到最后连中国也叫作kara（唐）了。
由此看来，珍与济提出军事权的时候说的任那一词应该不是指金官国，而是包括多个国家的整个加耶地区。如果这里的任那是金官国的话，那给人的印象就是倭国只在意金官国的军权，而对安罗国等加耶地区的其他国家毫无兴趣。广开土王碑里记载了倭国与安罗国的协同行动，可见两国之间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很难想象倭国向刘宋请求都督六国诸军事官职的时候会漏掉安罗。
刘宋眼中的任那与加罗
另一方面，刘宋理解的任那则是金官国的别名。
同时，刘宋还知道加耶地区除了任那（金官国）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势力日益增长的国家，即加罗国（大加耶）。我们可以推测出刘宋知道加罗国存在的理由。上文提到，倭国在5世纪40年代初计划进攻新罗，但受到新罗计谋的影响，转而把进攻目标变更为大加耶。之后百济介入其中，倭国停止了进攻。如果这一系列的事件都真实存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倭国曾经尝试在加耶内部展开军事活动。
百济有可能把这次事件的过程告知了刘宋，又或者是倭国为了强调自身获得加耶地区的军事权力的正当性而汇报了事件。如果我们认为此事与倭国23人获得官爵的事情有关的话，那么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应该更大。
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刘宋得知了5世纪40年代初发生在倭国与大加耶之间的军事接触，对大加耶（加罗）的存在也有了明确的认知。因此在451年倭国朝贡时刘宋不但认可了倭国在加耶地区任那（金官国）的军事权，还将加罗国（大加耶）也包括在内。倭国与百济在大加耶问题上立场不同，这一次可以说是倭国占了上风。
刘宋承认了倭国在加耶地区的两大势力金官国与大加耶的军事权，而倭国对其他加耶诸国也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其实就等于承认了倭国在加耶地区的地位。刘宋其实是把倭国请求中的百济剔除在外，同时又做出了一些调整，以在名义上满足了倭国对六国的要求。这么做大概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强调刘宋的恩德，希望倭国能在军事层面上有所贡献。然而，对于实际上的军事权而言，倭国所要求的任那（加耶地区）与刘宋授予的任那、加罗（加耶的强国金官国与大加耶）实际上几乎没有区别。
同时，倭国还获得了正尝试摆脱高句丽影响的新罗及其周边的秦韩的军事权。新罗在5世纪40年代初与倭国产生了冲突，我们很难认为在那以后两国的关系走向了友好。然而，这并不是刘宋关心的问题。
《宋书》全文里出现“新罗”二字的只有授予倭国的这个“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的头衔。刘宋最关心的外交问题是对北魏的包围网，新罗并没有进入这一包围网。
倭国对新罗的攻击
对于济而言，刘宋承认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军事权应该是一大外交成果。然而，现实的东亚局势却是在混乱之上又变得更加紧张了。
北魏在450年南征以后基本上确立了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然而，北魏也无力在短时间内攻灭刘宋。
北魏太武帝想要对刘宋乘胜追击，但他被宦官杀害了。宦官们拥戴太武帝的幼子继位，然而没过多久也将其杀害。北魏官员对专横的宦官进行反扑，拥立了太武帝之孙文成帝。这些都是发生在452年的事情。北魏虽然在短时间内统一了华北，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但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对北魏而言最大的障碍是皇帝与鲜卑族的矛盾，皇帝希望在北魏推行汉化政策，将其转变为中华王朝，而鲜卑族则反对这种做法。另外一个大问题则是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因此，北魏并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在针对外部的军事行动。
局势不稳的并不只是北魏而已，刘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453年，开创了元嘉之治、把刘宋国势推向高峰的文帝被皇太子杀害。皇太子即位仅仅三个月就因为杀害文帝而遭到讨伐，不久后被处刑。之后即位的孝武帝已经难以恢复过往皇帝的威势了。
由此可见，当时南朝和北朝都处于政变与混乱之中，双方都暂时无力推动国际局势。与此同时，百济等国的局势也陷入动荡，好像是看准了这一时机一样。首先是高句丽长寿王，他感到新罗的独立对自身不利而在454年攻击了新罗。次年三月，百济毗有王外出打猎，到了九月却突然离奇死去。到了十月，高句丽可能是由于得知百济王死去而入侵了百济，但新罗向百济派遣了援军。百济与新罗自433年以来就有联动的趋势，此时两国的同盟关系正式确立。高句丽对百济、新罗这一局面确立起来。
那么，倭国在这一局势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刘宋在名义上承认了倭国在新罗、加耶等地的军事权，此时倭国正将对新罗的军事行动变为现实。459年，倭国再次攻击新罗，派出了100多艘兵船围攻月城，但被新罗击退。之后倭国在462年、463年两次入侵，对此新罗在沿岸地区修建了两座城堡。新罗虽然力图摆脱北方高句丽的影响，南方的倭国却以从刘宋获得的名义军事权为理由入侵，这依然是个相当令人头痛的问题。
那么，百济与新罗的同盟在倭国问题上是否仍然有效呢？或者换个角度看，百济是否基于这一原因而放弃了自4世纪末以来与倭国的同盟关系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认为百济因此疏远了倭国。
460年，倭国向刘宋遣使。这次遣使并没有留下王的名字，但很有可能是济。我们也不知道这次遣使的目的是什么。然而，单单是派遣了使者这一事实就能说明，百济像过往那样对倭国渡海给予了帮助。
另外，百济在461年向倭国派遣了王弟昆支（《日本书纪》作军君）。这是自42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在文献里的倭国与百济间的外交，中间相隔了32年。更重要的是这次派遣的并不是普通使者，而是王族成员。中国史料在458年出现了余昆的名字。有学者认为昆支出使的真相是他在百济内部的王族斗争中失败并被放逐。但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倭国收留百济王族的背后应该有倭国与百济之间的外交共识。
455年毗有王去世后，继位的就是那位拥有传奇命运的盖卤王。在盖卤王即位后，百济对倭国的外交政策再度转变。毗有王统治时也与倭国保持了友好关系，但他的外交政策毕竟比较被动。与此相比，盖卤王则是积极地与倭国建立友好关系。作为这种新外交政策的一环，向倭国派遣王族也是相当有可能的。盖卤王一边保持着与新罗的同盟，另一边再次强化与倭国的关系，以此作为与高句丽对决的资本。
对百济而言，与新罗结盟是为了对抗高句丽，而不是要对抗倭国。毗有王虽然给倭国提供了不少便利，但不可否认的是两国的外交确实处于停滞状态。在盖卤王即位后两国的友好关系得以复苏。然而，为了对抗高句丽而联合起来的两个盟友——倭国和新罗之间却产生了对立，这使百济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462年，兴的登场
宋文帝遭到暗杀后，刘宋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孝武帝即位后局面暂时得到稳定，但皇族的叛乱还是相继发生，刘宋的国力不断衰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倭国使者于462年来到刘宋。然而，这次遣使与之前的外交活动并不一样，这一次是自称济的“世子”的兴汇报了济去世的消息。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济统治倭国将近20年。
我们可以认为，兴遣使的目的是报告倭国王济去世的消息，同时要求刘宋方面册封自己为新王。仅从这两点看的话，这次遣使与珍、济的第一次遣使并无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兴遣使时的立场。他作为遣使的主体，身份是倭国王的世子，这与珍、济的情况有所不同。描述珍遣使的史料是“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即珍在国内即位以后派遣使者。济的情况是“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在遣使的时候济已经自称倭国王了。也就是说，珍与济在第一次遣使的时候已经在倭国即位为王，向刘宋朝贡只是为了获得正式的册封。兴并不自称为王，而是以世子的名义遣使。
世子这一词语原本是诸侯继承者的意思，在古代则是天子的继承者。后来天子的继承者称太子，诸侯的继承者则称世子，以作区别。在宋武帝接受东晋恭帝禅让前不久，他被允许使用与皇帝同等的待遇，他的王妃改称王后，世子改称太子。由这一事例可知，东晋末期时太子与世子在制度上存在明确区别。
世子制度在刘宋的周边国家同样适用，如刘宋在430年任命北凉沮渠蒙逊之子为河西王世子，439年把吐谷浑（活跃于今西藏、青海一带的游牧民族）的族长封为河南王，其庶长子封为抚军将军，嫡子封为河南王世子。由此可见，刘宋把周边诸国的君主封为王的同时也会将其继承人封为世子。
然而，这些世子的性质并不都一样。以北凉为例，在刘宋册封世子以前，沮渠蒙逊已经在423年任命其子为世子。这与刘宋的任命无关，是沮渠蒙逊自己立的世子。简而言之，世子有两种，一是周边国家自己决定的继承人，二是刘宋正式承认周边国家选定的继承人，任命其为某王世子。
那么，东亚其他国家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能找到的一处事例是略早之前，在东晋时百济的例子。《晋书》本纪太元十一年（386）四月，余晖以百济王世子的名义遣使，东晋将其任命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
余晖就是辰斯王，他即位的过程并不顺利。384年，近仇首王去世，长子枕流王继位。然而枕流王在次年，即东晋太元十年（385）十一月也去世了。《三国史记》记载，当时枕流王长子阿莘年幼，因此其叔父，也就是近仇首王的第二子继位，是为辰斯王。不过，《日本书纪》中却说年幼的阿花（阿莘）是被辰斯夺去了王位。如果辰斯王确实是通过夺位继承的话，那他的即位自然是不符合常规的。事实上，《三国史记》里也记载了阿莘是枕流王的太子，这与《晋书》中辰斯是百济王世子的说法存在矛盾。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辰斯的百济王世子的身份是有疑问的。
关于辰斯王的世子身份，我的解释是这样的。近仇首王死去后，枕流王继承了王位，并把儿子阿莘立为世子（《三国史记》作“太子”）。然而枕流王在不久后死去，年幼的阿莘没能继位，其叔父辰斯则当上了新王。我们不知道辰斯王是否篡夺了阿莘的王位，但他的即位肯定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作为新王的立场并不稳固。
因此，辰斯声称自己是枕流王的继承者，以百济王世子的名义于386年向东晋遣使。东晋将他册封为王，他就能利用东晋的权威作为后盾，从而强化了自身的权力基础，进而即位为王。
从济到兴的王位继承发生了什么
回到正题。兴在和刘宋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与珍、济不同，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即位，而是以世子的名义遣使。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针对兴的世子身份，我们可以做出三种解释。其一，刘宋可能在之前已经认可了他作为倭国王世子的地位。其二，济把兴任命为继承者，但没有获得刘宋的承认。其三，兴并不是济的继承者，但他在向刘宋遣使的时候自称为世子。
孝武帝向兴颁布了诏书，这是我们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
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

值得注意的是，诏书的开头就出现了“倭王世子”四个字。
这四个字表明刘宋可能认可了兴作为世子的地位，这么看来，第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应该更大。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刘宋授予的王号是倭国王而非倭王。如果这是刘宋承认的世子身份，那应该称作倭国王世子才对。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兴自称“倭王世子”，孝武帝直接使用了这个称号并记在了诏书里。
兴以世子名义遣使这件事本身也很值得关注。正如上文所说，辰斯王作为百济王世子遣使的时候，他尚未即位为王。如果我们认为这一例子普遍适用的话，那么以世子名义遣使就意味着自称世子的人出于某种原因而难以顺利即位，要在获得中国的册封以后，利用中国的权威在国内即位。如果没有任何继承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先在国内即位，然后向刘宋遣使，获得刘宋的册封。也就是说，兴自称为世子这件事，本身就可能意味着出于某种政治因素，他的即位难以获得认可，他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才向刘宋派遣了使者。
从济到兴的王位继承或许出现了某种问题。兴可能与辰斯王一样，并不是意料之中的继承者。为此，我们要继续考察济与“世子”兴之间的关系。
在兴之后向刘宋遣使的是武，《宋书·倭国传》记载武是兴之弟。武的上表文也称济为“亡考”（亡父），由此看来，兴应该确实是济的儿子。然而即使血缘上是亲父子，两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却并不一定和谐。自古以来也有骨肉相残的说法。重点在于，兴为何在对刘宋展示世子这一政治地位时没有强调济与自己的父子关系。这一点似乎是解开世子兴身份问题的关键，但遗憾的是我们找不到让人信服的史料。
珍、济、兴的王权
济继承了珍的王位，兴又继承了济的王位，五王的地位由此传承下去。
刘宋授予赞的头衔安东将军、倭国王代代相承。在这个过程中，济对“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的索求获得了认可，这可以说是倭国国际地位的一次跃升。与高句丽、百济相比，倭国是较晚介入东亚国际关系的。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的倭国总算在官爵上达到了不次于两国的水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倭国的权力扩张一帆风顺。
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指出，济对珍王位的继承实际上是王统的转移。此外，理应是父子关系的济与兴之间的继承似乎也不稳定。
虽然这几位王都获得了刘宋的倭国王册封，但他们在国内的王位继承并非没有问题。当时的王位继承并不单纯是王在近亲中选定一个继承者，由该继承者顺利继承。实际上继承者与先王血缘关系的远近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能否为周边的人实现倭国的利益。因此，当时的王位继承往往并不安定，即便近亲之间也不得不展开激烈的斗争。



第3章 倭王武的目标
——在激荡的东亚中
5世纪初不安定的国际局势在进入下半叶以后逐渐演变为一个巨大的旋涡，其影响波及整个东亚。这对倭国而言也是一个重大的外交课题。
倭五王的最后一位——武是如何面对这种国际局势的呢？倭国从赞以来在东亚国际舞台积累的外交财富终于通过武的上表文结出果实。他的上表文是五王构筑的权力的总结，在研究5世纪倭王权时也不得不认真分析这篇上表文。我将在下文进行这一方面的分析，并探讨武的动向。
1.武在478年的遣使——刘宋的低谷，与高句丽的对抗
高句丽再度南下
在兴向刘宋遣使的462年，东亚诸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之上，但这个局面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
刘宋相对于北魏的劣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刘宋为了挽回这一局面，让高句丽更紧密地站在自己的阵营里，于463年提升了长寿王的官爵，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谓开府仪同三司，顾名思义就是拥有开府的权力，其仪（待遇）与三司（指司徒、太尉、司空，是宰相一级的官职）相同。由此，高句丽获得了名义上最高级的待遇。从刘宋获得这一级别待遇的只有仇池（420年确认）、北凉（421年）、吐谷浑（454年）、高句丽。刘宋正是由于穷途末路才将如此高的地位授予了高句丽。
然而，长寿王对刘宋的态度相当冷淡。如表3-1所示，高句丽在5世纪60年代多次向北魏遣使，其频率比向刘宋的遣使高得多。尤其是到了60年代后半，每年遣使已经成为常态。这自然是出于对北魏势力增强的戒备。
高句丽的目的是要与西边的北魏保持稳定的关系，并推进南下政策。对高句丽而言，当时最需要解决的外交难题是新罗。新罗对高句丽显示出越来越强硬的敌对姿态，为此高句丽于468年袭击了位于两国边境地区的悉直。对新罗而言，高句丽全力南下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为了抵御高句丽的势力，新罗在国境上的何瑟罗筑城，之后又于470年在朝鲜半岛中部修筑了三年山城，以此强化了防御体系。
表3-1 460～475年各国遣使的状况

对新罗的盟友百济而言，高句丽针对新罗的攻击也是一件大事。百济于469年攻击了其与高句丽的国境一带。这次军事行动可以被看作为了牵制高句丽对新罗的入侵，是百济与新罗针对高句丽的协同行动。在这段时间，百济与高句丽的对立趋于尖锐，或许还发生了其他军事冲突。之所以说或许，是因为从盖卤王即位的455年到467年这13年间的记录已经散佚了。
中原的局势也出现了变化。北魏于5世纪60年代中期重新开启了对刘宋的入侵，并于469年占领了山东半岛（川本芳昭）。对高句丽等国而言，山东半岛这一进出大陆的门户终于落入了北魏手中，大陆的局势明显向有利于北魏的一方倾斜。这一事件迅速地影响了国际局势，高句丽进一步倾向北魏。在472年以后，高句丽几乎每年都向北魏派遣两次使者。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北魏在高句丽南下攻击百济、新罗的时候干预三国间的事务。
百济接近北魏
对于一向重视与刘宋外交的百济而言，北魏的扩张与山东半岛统治权的转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同时高句丽加强了对百济的攻势，这时候把希望寄托在刘宋身上已经变得不可取了。于是，盖卤王在472年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断，那就是向北魏朝贡。
对百济而言，北魏与高句丽接壤，因此是能够帮助其逆转劣势的唯一一个国家。面对高句丽的南下，盖卤王已经难以挽回局面，因此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北魏能出兵干预。他任命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和龙骧将军、带方太守、司马张茂为使者出使北魏，在上表文中诉说了本国狼狈的境况。由于当时百济没有获得北魏的册封，为了表示官职是盖卤王私自授予的，因此在头衔里加上了“私署”二字。
我们应该关注使者的人选。从余礼的姓氏看，他应该是百济王族的一员，而且他拥有弗斯侯这一侯爵头衔，这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猜测的正确性。此外，张茂的官职是太守，他应该是百济收留的汉人遗民，负责实际的外交事务。由王族担任府官的做法与第1章的说明有所出入，但鉴于交涉内容的重要性，可能百济当时故意任命王族为府官，以此强调自身对北魏的重视。
百济向北魏呈上的上表文描述了本国与高句丽对抗的历史。为了能让北魏出兵，文章里有不少夸张之处，但只要有助于认识当时百济的形势的话，也不失为宝贵的史料。以下我将列举上表文的几个要点。
·百济曾经击败高句丽的故国原王，还将其处刑，在最近的30年间却陷入了劣势。
·高句丽与刘宋和北方的柔然保持良好关系，意欲对北魏不利。
·高句丽在440年阻止北魏向百济遣使，还杀害了使者。百济方面有证据证明此事，在此一并提交。
百济方面在上表文中主要提出了两项主张。其一是自毗有王在位的5世纪40年代起，百济与高句丽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其二，高句丽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为此北魏有必要出兵讨伐。
百济败北，盖卤王被处刑
然而北魏没有行动。百济方面把一具马鞍作为证据呈上，但北魏方面认为马鞍并不来自北魏，因此不予认可。高句丽虽然做出了一些对北魏不利的举动，但并不至于要为此讨伐高句丽，因此向高句丽出兵一事就此作罢。由此可见，高句丽积极与北魏进行外交颇有成效。此后，对北魏的反应感到绝望的盖卤王再也没有向北魏朝贡。
当然，百济并不是只在北魏进行游说活动。百济使者在467年、471年访问刘宋，然而史料并没有记载这两次遣使的细节。
我们也不知道倭国在这段时间的动向。当时盖卤王的弟弟昆支留在倭国，他理应起到维系两国关系的作用。然而，没有迹象表明百济向倭国要求过援兵，倭国也没有做出任何要支援百济的举动。
刘宋元徽三年（475）九月，高句丽长寿王任命逃亡至高句丽的百济人再曾桀娄、古尔万年为将军，二人率领三万人的军队攻击百济王都汉城。百济在当时已经和高句丽交战30年，国力大损。还有一种说法是高句丽用计谋使百济修建了许多土木工程，由此使百济人民变得穷困。盖卤王派王族文周为使者，要求同盟国新罗派遣援军。然而，这时候的盖卤王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派文周出使的另一个考虑是让他逃出百济，希望有朝一日文周能带领百济复国。
汉城在围攻之下抵抗了七天。这一点在《日本书纪》与《三国史记》中的记载是一致的，应该是事实。新罗答应了文周的请求并派遣了援军，却为时已晚。七天后，汉城陷落。
盖卤王本来打算逃跑，却在路上被逮捕并遭到处刑。他的王后与留在城中的王子一并被杀。通过这次战役，长寿王成功为故国原王报仇雪恨，这是高句丽誓愿得以实现的一天。
武的登场——新的官爵要求
在劫难之后，百济人不得不拥立在外逃亡的王族文周为新王，试图重建国家。在盖卤王被杀后的一段时间里，倭国并没有做出支援百济的大动作。当时倭国的外交活动表现为向刘宋的遣使。
《宋书》本纪中记载，刘宋昇明元年（477）“冬十一月己酉，倭国遣使献方物”。（己酉是误记，应为乙酉，详见下文。
《宋书》本纪又记载，在第二年（478）“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宋书·倭国传》则记载：“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综合两处记载，我们可知在兴死后武即位，武在478年遣使要求册封。
实际上这几则记载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武到底是在哪一年登场的。但在这里我们先要讨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武在这次遣使中得到了什么。
478年的使者的确是武派遣的。武私自拟定了一些官职，并希望得到正式的册封。在武以前的王都是在第一次遣使时获得了官爵，而刘宋对武的应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他获得的官爵却有所不同。
只要关注武在此时要求的官爵，就不难看出他的目的相当明确。我们不妨将其与济和兴的头衔相比。济最初是安东将军、倭国王，后来升格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兴则是安东将军、倭国王。
在武要求获得的官爵中，首先倭国王并无改变。而在将军号上，武自称为安东大将军。在此以前倭王即位时获得的都是安东将军，武则要求获得品级更高的安东大将军，可见他对将军号的升格有着明确的要求。
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这一头衔是在刘宋授予济的六国之上又加上了百济。百济在475年以后陷入了明显的劣势，因此倭国希望趁此机会获得百济的军事权。此外，武还要求刘宋承认之前一直没有正式认可的开府仪同三司。如上文所述，刘宋在463年把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授予了高句丽，武之所以提出这项要求也是为了对此事做出应对。
从对百济的排序意识到对高句丽的对抗意识
上文提到，珍请求获得官爵时有意识地参考了百济王的官爵，而武遣使时则更多关注高句丽。可以说官爵对倭国王的意义从与同盟的排序意识转移到了与敌对国家的对抗意识。
面对武的请求，刘宋承认的官爵是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刘宋并没有认可倭在百济的军事权。
百济虽然都城陷落、盖卤王被杀，但即位的文周王正意欲重振国家。我们不能确定刘宋掌握了多少有关盖卤王被杀后百济情形的信息，但刘宋不会轻易把军事权授予倭国。此外，刘宋也没有认可开府仪同三司。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开府仪同三司是刘宋朝廷里级别最高的头衔，不能轻易授予；二是刘宋将开府仪同三司授予高句丽，目的是要利用对方，如果又授予武的话或许会激怒高句丽。
然而，刘宋在另一个方面认可了倭国的请求，那就是安东大将军。另外，刘宋任命武为倭王而非倭国王，即便武并没有对此提出要求。第1章已经提到，这两者都是升格的体现。刘宋一方面允许武升格为大将军，另一方面通过倭王这一头衔认同了倭国作为外臣对刘宋的利用价值。
刘宋授予武的官爵可以说是执行了胡萝卜与大棒的政策。一方面武获得的官爵与前任相比有了明显的提升，另一方面这大概无法让武完全满意。这是因为武的官爵与高句丽相比明显落了下风。
谁派遣了477年的使者
与此前一样，武在478年遣使是为了接受官爵的册封。可以说这次遣使达成了该目的的最低要求。然而问题在于前一年的遣使。
史料只记载了477年“倭国”朝贡，而没有记载王的名字。478年遣使的王毫无疑问是武，但我们无法明确判断在477年遣使的是不是他。
遣使的频率也与过往不一样。距离477年最近的一次遣使是在462年，也就是兴请求册封的时候。在这两次之间的15年中倭国都没有向刘宋派遣使者。如表3-2所示，这是倭五王遣使的历史里间隔最长的一个空白期。与之相对的是477年、478年连续两年遣使。在倭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里，间隔15年与连续两年朝贡都是特例。倭国内部可能出现了某种问题。
表3-2 倭五王的外交频率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477年的遣使？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存在多种见解。
第一种观点为477年的遣使是史料的误记，实际上并未发生（铃木英夫）。第二种观点为477年与478年两次朝贡的使者是同一个人，派遣他出使的是武（广濑宪雄）。第三种观点是武分别在477年、478年派遣了不同的使者（横山贞裕、前之园亮一）。第四种观点则为477年遣使的是兴，478年遣使的是武（坂元义种）。这些观点基本上涵盖了全部的可能性。那么到底哪一种看法是正确的呢？
先直接说结论。我认为，第四种观点，即兴在477年遣使、武在478年遣使是正确的。以下将论证各种观点的正误。
首先看第一种说法，即477年遣使是史料误记，实际上并未发生。477年遣使记载中有“（昇明元年）十一月己酉”。这是一个明确的日期，也就是说条文的背后存在具体的记录。如果只是因为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存在难以解释的事情就否定史料本身的价值，那么基于史料研究历史的史学就无法作为一种学问立足了。当然并不是所有史料都反映了历史事实，但如果要说某一则史料并非事实，最起码要能够说明清楚为何产生了这样的错误。
第二种说法，即477年与478年的使者是同一个人的说法能否成立呢？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倭国使者就在刘宋停留了七个多月的时间，他首先到达刘宋，之后谒见皇帝，《宋书》的本纪与《倭国传》都把这个过程记录成了两次朝贡。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略显琐碎，但对解答该问题相当重要，因此下文将详细探讨。
首先，477年与478年的两次朝贡都有“献方物”的明确记载。朝贡的日期应该就是刘宋接收贡品时记录的日期。
我们可以关注这些日期。477年遣使的日期是“十一月己酉”，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但这个日期应该存在误记。《宋书》本纪中在己酉（二十九日）之后又出现了丙午（二十六日），这是很不自然的。唐代整理的南朝地方志《建康实录》则把此事记载为“乙酉”（五日），这应该才是正确的，己酉是乙酉的误写。无论如何，可以确认的是倭国朝贡一事有着精确到日期的详细记载。
与之相对，478年遣使的日期是“五月戊午”，戊午是十二日。在这个日期发生的事情应该就是“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虽说我们可以认为收到贡品与授予官爵是两则记录，但按照外交礼仪，外交使节谒见皇帝，向皇帝献上贡品，之后皇帝应该授予赏赐。从礼节的流程来看，把献方物与册封看成同一天的事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总而言之，如果认为477年与478年是同一次遣使的话，那么就无法解释使者为何在两个时间里献上了贡品。献方物这件事既然有明确的日期记载，那么就是有根据的记录。另外，把一次朝贡误记为两次的说法也难以成立，因为昇明元年（477）十一月并没有戊午日，而昇明二年（478）五月也没有乙酉日。就算认为使者曾经打算回国，但在路上出了问题因此又折返，也无法解答两次献方物的问题。因此，昇明元年十一月的使者与昇明二年五月的使者明显不是同一人。
为什么间隔只有半年
我们来探讨一下第三种说法，即477年、478年的两次遣使都是武发起的。回顾武获得册封的过程，首先是武自称“倭国王”并向刘宋遣使，之后刘宋册封武为“倭王”。《宋书》本纪部分提到478年遣使时明确记载了“倭国王武”。武应该是在昇明二年五月献上方物的时候同时获得了安东大将军和倭王两个头衔。也就是说，477年遣使时武并没有得到册封，因此那一次遣使并非由武发起。
另外，武在478年获得的安东大将军是他得到的第一个将军号，这一点也能成为佐证。《宋书》在记录第一次任命官职的时候使用“为”字，而如果是官职的晋升则使用“进”字。478年授予武官职的时候用了“为”字，证明这是第一次授予。假如武在477年已经遣使过一次，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何他在那个时候没有获得官爵？
有没有可能武在第一次遣使的时候没有获得刘宋的官爵呢？我们不妨看看此前四王的例子。
赞、珍、济、兴都是在第一次遣使的时候就获得了官爵。没有理由认为只有武在第一次遣使时不被礼遇。反过来，正如前文所述，刘宋对武其实是相当礼遇的。
由此看来，477年遣使应该并非由武发起，也就是说第三种说法不能成立。武应该是在478年首次向刘宋派遣使者，并获得了官爵。《宋书·倭国传》提到兴死后武自称了几种官爵并遣使朝贡，刘宋向他授予了正式的头衔，这两处记录正好可以综合起来理解此事。
那么，为何两次遣使的间隔只有半年之短呢？从倭国的状况我们能看出一些端倪。倭国之所以在间隔15年后遣使，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应该是与百济灭亡有关，很有可能是要向刘宋报告与高句丽对决的事情。然而当时倭国王突然去世，因此新即位的武又一次向刘宋派遣了使者。
2.武向刘宋皇帝上呈的上表文
上表文描述的5世纪下半叶的世界
武派出的使者向刘宋皇帝呈上了一篇很长的上表文，《宋书·倭国传》记载了这篇文章。这是一则重要的史料，如果要理解5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局势，就一定不能忽视这则史料。下文将引用武的上表文并译为现代汉语。
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

【一】倭国受刘宋册封，处于偏远的地方，以藩国的身份，处于刘宋的海外。过去我的祖先就亲自披上铠甲，翻过大山，渡过大河。向东征讨毛人的五十五国，向西让夷狄的六十六国臣服，又渡过大海，安定了半岛上的九十五国。刘宋皇帝的王道安定，土地也扩张到远离都城的地方。自祖先以来世代朝贡，从来没有错过日期的。臣（武）虽然愚钝，在惶恐之中继承王位，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还是一心向着刘宋。倭国朝贡的路线要经过百济，在国内也准备好了船舶。
【二】然而高句丽却违背道理，企图吞并周围的国家，派兵侵略了边境地区，不断杀害人民。因此经常导致倭国向刘宋朝贡的使者无法顺利到达，失去了朝贡的机会。使者就算想要前往刘宋，道路也是时而通畅时而堵塞。亡父济看到高句丽阻挡了前往刘宋的道路，感到非常愤怒，百万弓兵被他感奋激发，正准备大举进攻高句丽。然而这时候我的父兄都去世了，以致本来马上要成功的事业没能达成。之后由于我要为父兄守丧，没能发动军队。
【三】因此我暂时让军队停了下来，未能击破高句丽。至今为止我一直在训练军队，希望能达成父兄的愿望。正义之师为了达成文武之功，即便白刃在眼前相交也面不改色。我希望能在皇帝的恩德之下击败强敌高句丽，让危险得以平息，让此前的事业不至于白费。
【四】我私自自称开府仪同三司，另外还给属下的其他人假授了官职，希望以此鼓励他们的忠诚。
这篇上表文是记录了倭国周边情况的宝贵史料。其内容包含了多方面的信息，因此也存在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学界对上表文做出了各种解释。现在我们先关注上表文的结构与目的。
上文现代汉语部分将文章按照内容的结构分成了四部分。第一部分强调倭国长期以来受刘宋册封，也一直尽忠职守，两国关系一直到武为止都相当良好。
第二部分控诉高句丽为了侵略周边国家而阻碍了倭国外交使节的派遣，以致倭国向刘宋的朝贡出现了问题。之后叙述了倭国曾计划出兵攻打高句丽，结果由于济、兴的死亡而没能实现。
第三部分说明了现在的状况，再次向刘宋提出必须讨伐高句丽。
最后，武在第四部分阐述自己在倭国内部假授了官职，希望能达成目的。《宋书·倭国传》里没有记录具体假授的情况，大概是在收录的时候省略了，上表文原本应该在这一段之后附有请求承认假授官爵的内容。
从上表文看兴的死及针对高句丽的意图
如上所述，478年的遣使无疑是在兴死后由武主导的，而477年的遣使应该不是武的所为。在武的上表文中也有体现这种王位继承的语句，即“居在谅暗”这句，这是思考兴之死以及武的即位时不能忽略的重要史料。
谅暗就是服丧的意思。儒家思想的行为规范被称作礼，礼重视家族伦理，在家族年长者去世的时候需要服丧。根据后汉经典《白虎通》的记载，父亲去世时应该服丧三年，兄长去世时应该服丧一年。
兴曾于462年遣使，也就是说济在那以前已经去世了，因此武不可能是为济服丧，所以上表文中提到的谅暗应该是为兄长兴服丧。
然而，上表文中还出现了“奄丧父兄”这句话。一般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济与兴相继去世，兴在位不过数年，在此之后武就即位了。不过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就与谅暗的记录出现了矛盾。这种解释还会引申出一个外交上的问题，那就是武为什么没有在即位后马上向刘宋派遣使者。
这里我们不妨回顾倭五王向刘宋派遣使者的目的：王自身得到册封，获得刘宋的官爵，以及推荐王族、豪族获取官爵，从而加强王的权威，再就是通过获得将军号得到任命府官的权力，从而对统治机构加以整备。
针对这一点，有一种说法为倭国在武的时代开始摆脱中国的权威。然而这种说法忽视了倭国与百济等国的关系。倭五王获得的官爵并不仅仅在倭国内部发挥作用，还有与高句丽、百济在东亚竞争中提高本国地位的目的。倭五王一直留意着百济与高句丽的官爵，并请求获得能与之匹敌的头衔。只要武没有放弃与百济、高句丽的竞争，那就不会仅仅因为不再需要利用官爵进行国内统治而停止遣使。武既然有要与高句丽对抗的意识，那他在即位之后就必然要马上向刘宋遣使，以要求得到册封。
也就是说，“奄丧父兄”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兴在不久前去世的意思。如果477年的使者是兴派遣的，那么在使者出发后不久兴就死去了。
正因如此，倭国才会做出连续两年遣使（更准确地说是时隔半年遣使）这种与过往很不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兴在派出使者之后就出于某种原因死去，武作为新王即位后，为了得到刘宋的册封就必须马上遣使，因此没等上一次的使者回国就派出了新的使者。
我们不知道兴为何在受到册封后整整十五年间没有遣使，这大概与兴即位的经历有关。另外，百济经历了短暂的亡国，这一国际形势的剧变也扰乱了倭国国内的形势，与477年遣使可能也有关系。然而，在那个时候兴却突然死去了。
虽然只是暂时的，但百济毕竟灭亡了，在这种局势之下，新即位的武不得不马上派出使者。在战胜百济之后，高句丽可能会大举南下。倭国依赖朝鲜半岛南部出产的铁，对倭国而言，高句丽南下难免让人联想起4世纪末的惨痛记忆，因此很有必要阻止高句丽南下，确保能从百济、加耶获得稳定的铁的供给。然而百济实在无力，为了让局势向有利于倭国的一方发展，武必须让刘宋承认自己在朝鲜半岛南部七国的军事权，进而做好与高句丽对决的准备。换言之，478年的遣使既是为了获得册封，也是为了让刘宋认可倭国与高句丽开战。
高句丽征讨计划的真伪
与高句丽的对决是上表文的一大主题。文章中还强调这并不只是武面临的问题，而且是贯穿五王时代的外交任务。
上表文中提到了从济的时代开始的高句丽征讨计划，然而，这一计划到底是否存在呢？在上表文以前的时代，倭国并没有进行过针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武最终也没有执行这一计划。在倭五王时代里，倭国与高句丽之间并没有过发生战争。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分成了认同计划（铃木英夫）与怀疑计划（熊谷公男）两派意见。然而，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倭国有没有要执行计划的意愿。
我们还是要关注上表文的内容。上表文提到征讨高句丽的计划是在济的时代开始的，那么我们不妨回顾济在位的时候倭国与高句丽的动向。
长寿王即位以后的时代里，高句丽与百济发生直接冲突的记录并不多。可以确认的军事冲突是454年、468年高句丽攻打新罗与469年百济攻打高句丽。前者的起因是高句丽针对新罗独立动向的反制，后者则是百济作为同盟国向新罗发出的救援。
上文提到，百济向北魏呈上的文书中陈述了高句丽南下攻打百济一事，然而史料中却找不到能确认此事的记录。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没有留下记录就断言高句丽与百济之间没有发生战争。然而这是百济给北魏的上表文，其目的是指出高句丽的暴虐行为，希望北魏能出兵援助，因此百济一方很有可能夸大了事实。
武在上表文中提到，由于高句丽的行为，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对高句丽堵塞通往刘宋的道路感到愤怒），因而制订了攻打高句丽的计划。然而，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我们推定为济在位的443～462年，高句丽发动过阻止倭国遣使的军事行动。反而在475年，也就是百济的汉城沦陷后不久，能与这句话对应的事件发生了：
三月，遣使朝宋，高句丽塞路，不达而还。（《三国史记》文周王二年）

这是《三国史记》的记录，说的是百济文周王在476年向刘宋遣使陈述本国形势之险恶，但由于高句丽的阻碍而不得不放弃。这次遣使或许与倭国也有关系。
次年（477），百济王族昆支被任命为内臣佐平这一重要职位，他此前一直滞留在倭国。昆支能够回到百济自然与倭国有关。我们不知道他回国的确切时间，但无疑是在475年以后，因为在那一年汉城陷落，重要的百济王族都遭到了处决。
倭国使者在477年能够抵达刘宋，这说明他们得到了百济的帮助并摆脱了高句丽的阻挠。476年百济遣使失败，而在第二年倭国遣使却获得了成功，这说明倭国在此期间又在帮助百济复兴。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高句丽在476年阻碍了他国的外交事务。反之，倭国在济的时代于443年、451年、460年三次朝贡，其间并没有遭到阻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武为了让刘宋承认他对高句丽实施的军事行动，把高句丽在476年的行为投射到过去，因此才有了上表文中关于济的记载。
篡改过去与自我立场正当化
通过歪曲过去发生的事件来将现在的做法正当化，这么做的并非只有倭国。
本书的序章中提到，高句丽曾在广开土王碑中叙述百济、新罗本来是高句丽的属国，这件事就是虚构的。本章的开头部分还提到了另一个例子，即百济在呈给北魏的国书中说高句丽杀害了北魏派往百济的外交使节，并借此声讨高句丽。然而，这件事情真实发生的可能性并不大。
看来，为了让自己的做法看起来是不得已而为之，各国都曾按照自己的意愿篡改过去。
由此看来，我们不得不怀疑讨伐高句丽是否真的是济的政策。然而要说倭国从来没考虑过对高句丽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似乎并非事实。
高句丽自468年以来与新罗、百济对抗，百济的盟友倭国也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可以想象，高句丽的南下将会侵犯倭国关于铁的权益。高句丽的南下在济的时代应该也是迫在眉睫的政治难题。
然而，兴却没有获得“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的头衔。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拥有反高句丽联盟的主导权。我们不知道兴为何没有对诸军事号提出要求，可能是因为兴通过政变即位，他的权力基础较为脆弱。另外，倭国时隔15年后在477年遣使，无疑与百济的衰落有关。反过来看，武在第一次遣使时要求获得的官爵正好反映了讨伐高句丽成了倭国当前的现实政治任务。
上表文的文化水平
武的上表文反映的并不只是当时东亚各国的外交关系，还有其文化水平。
4世纪到6世纪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南朝的文学尤为发达，被称作六朝文学。当时的文学并不只是一种独立的文艺，而且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由于按照当时的惯例，负责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能够担任官僚，步入仕途。反之，文章写得是否出彩也是评判官僚的一大标准。
当时的文章被称作骈俪文，是一种以四字句或六字句两两相对，使用对偶的手法以追求美感的文体，这种文体又被称作美文（福井佳夫）。能否写出优美的文章是当时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标准。
外交文书也是一样的。把外交文书尽可能写成优美的文章是周边国家向中国宣传本国文明优于其他国家的重要机会。各国在书写呈给中国的外交文书时，为了能胜过其他国家可谓使尽了浑身解数。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表文也是各国竞争的一个“战场”。
武的上表文的主体是四字的对仗句，文章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甚至被认为与中国人写的文章相比也毫不逊色。
而且上表文不只是形式工整，其内容也多有出典。优秀的文化人一眼就能看出文章中引经据典的部分。文章的作者必然对古典作品相当熟悉，其文字功力也能够驾驭这些内容。
当然，文章中并不会指出具体的典故，文章创作的原则是作者与读者都能理解典故在古典作品中的出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会被认可为“文明国家”。
出色的文书
上表文是以丰富的中国古典知识为基础写就的。下面我将列举至今为止已被发现的用典及化用的例子。
“躬擐甲胄，跋涉山川”这一句出自儒家经典五经之一的《春秋左传》，原句是成公十三年条的“躬擐甲胄，跋履山川”，两句的文字几乎一致。《春秋左传》中襄公二十八年条还有“跋涉山川”这句话，可见上表文的句子是两者融合而成。
之后的一句“不遑宁处”则出自五经之一的《诗经·国风》。“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来源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条，原文是“虔刘我边陲”，上表文中为了保持句子的工整而有所调整，但其用字基本相似。除此以外，上表文中还出现了众多来源于古典文学的词语（志水正司、田中史生）。
上表文的作者参考的并不仅仅是古典文学，还包括许多时代相近的文人的作品。比如东晋桓冲所写的上表文中就有“臣虽凡庸……请率所统”，与武的上表文中“臣虽下愚……驱率所统”的格式基本一样。
武的上表文中还出现了诸如“偏远”“寇仇”等桓冲上表文中用过的词语。另外《后汉书·朱浮传》中有“六国之时，其执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其中出现了“廓土”和“百万”两个词。上表文中“廓土遐畿”“控弦百万”两句或许正是受其影响。
上表文中出现古典作品的句子可能并不都是直接从古典引用的。有一部分可能参考了时代相近的文章，这些文章之中引用了古典中的词句，武的上表文在引用这些句子时间接引用了古典，于是看起来就像是直接引用一样。无论如何，上表文的写作无疑体现了对古典词句的驾驭。
执笔者与制度维持
既然上表文体现了高级的作文技术，那么5世纪的倭国就必然存在能够写出优秀文章的人物，这在古坟时代的倭国有可能吗？实际上，由于文章写得实在太好，从古代以来就有人质疑它是否真的出自倭国。
甚至有人猜测，上表文可能是《宋书》的编者沈约在编写《倭国传》的时候自己写上去的（久米邦武）。然而又有人反驳说，倭国在当时被蔑称为东夷，是外族，沈约没有理由专门修改倭国的外交文书并记载在史书上。
其实，倭国里确实存在能够写出此种上表文的人物，那就是被任命为府官的渡来人。当时倭五王的麾下有担任府官的中国移民，他们并不会因为住在倭国就忘记了中国的学问与知识。正是府官们动用了他们所有的知识，为倭国撰写了外交文书。对他们而言，中国的学问正是能帮助他们维持地位的武器。那么，他们的知识是如何维持的呢？
首先是代代相传的古典相关的知识，其主要的传承方法应该就是学习书籍了。然而，他们自4世纪以来就流亡到了朝鲜半岛，在此期间是如何带着书籍迁徙的呢？可以推测，他们学习的方法不只是书籍，还要依靠口头背诵来记忆知识，以此进行学问的传承。
其次，府官多次作为外交使节前往刘宋，在此期间他们能够接触到中原王朝的古典作品，停留期间也能对学术知识进行重新确认。另外，他们可能获得经典书籍并带回了倭国。并非只有遣唐使把文物带回了日本。
再者，他们获得知识的机会也并不限于阅读古典作品。从中原王朝获得的同时代的文章，还有刘宋授予倭国的国书本身，对府官们而言都是宝贵的文章范例。
比如说，兴获得的国书的开头就有“奕世载忠，作藩外海”，而武的上表文中则有“封国偏远，作藩于外”。“作藩外海”与“作藩于外”两句相当相似，我们不应该认为两者只是偶然一致而已。应该说，刘宋国书本身就是上表文的参考，上表文的语句是从国书调整而成的。
这么看来，府官们有可能利用手中的资料撰写了上表文。遗憾的是，我们并不知道5世纪的倭国到底拥有多少五经等中国古典书籍。《宋书·倭国传》只引用了武的上表文，这篇上表文文章出色，虽然篇幅较长，但仍然被全篇引用。这是府官们努力工作的结晶，并非后世修改的结果。
此外，从上表文中也能看出武的时代的政治体制。
当时的外交惯例是各国通过外交文书表达本国的主张，在赞的时代里，曹达等人的做法也是如此。后来的府官们把倭王权的意图写在外交文书里，前往中原王朝进行相应的交涉。武的上表文的文化水平之高，说明府官这一团体在外交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说明府官制度要么从赞的时代以来就一直在外交层面上持续运作，要么受到了进一步调整，发挥了制度性的作用。换句话说，上表文说明了与刘宋的外交在武的时代的倭国制度中也是必要的。
东亚的文化同质性
武的上表文体现了高度的文化水平。当时拥有这种文化水平的其实并非只有倭国，高句丽与百济也是一样。
具体的例子能在《南齐书·百济传》找到，即百济在495年向南齐呈上的外交文书。下文将引用该文章并加以分析。
【一】臣自昔受封，世被朝荣，忝荷节钺，克攘列辟。往姐瑾等并蒙光除，臣庶咸泰。

【二】去庚午年，猃狁弗悛，举兵深逼。

【三】臣遣沙法名等领军逆讨，宵袭霆击，匈梨张惶，崩若海荡。乘奔追斩，僵尸丹野。

【四】今假沙法名行征虏将军、迈罗王（中略）伏愿天恩特愍听除。

“列辟”出自《逸周书》（西周天子的言行录，一般认为创作于春秋战国时代）。“猃狁”是犬戎的别名，是西周时期的少数民族，也是致使西周衰落的原因之一，百济的上表文用古代的少数民族指代北魏。“匈梨”是汉代的少数民族匈奴，与猃狁一样，都是用来指代北魏的蔑称。“丹野”一词在《后汉书》及《魏略》（成书早于《魏志》的曹魏历史书）都有出现，意思是鲜血染红大地。这些都是百济外交文书中使用中国书籍里的典故的例子。
武的上表文中较多使用五经中的语句，而这篇495年的百济外交文书则更多参考了史书。两者在使用中国典籍中的语句来写作这一点上是共通的。两国都希望以此来证明本国对中华文明的尊崇。
两篇文章里都出现了“自昔”这一词语，这说明了中国的学术是东亚知识的标准。这一点作为政治上的价值观受到了各国的一致认可，因此，两国的外交文书里才出现了同样的用法。
外交文书相似性的意义
倭国与百济两国外交文书的相似性并不仅仅体现在语句上。我们在上文中把武的上表文分成了四个段落，其中第一段强调倭国与南朝在历史上的关系，第二段说明了外交事件发生的经过，第三段叙述解决事件的方法，第四段请求获得官爵的册封。
百济的外交文书也表现出同样的结构。上文引用的文章中也标记了数字，其构成与倭国的上表文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倭国与百济在外交文书的文章脉络上也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显示出，倭国与百济以同样的程度享受着中华文明，而且创作文章的人出自同一阶层。在倭国，写作外交文书的是由中国渡来人组成的府官阶层，而府官在百济也无疑参与了外交文书的创作之中。两者都是中国人或其后裔，而且由于出身相同，两者之间或许还存在某种联系。我猜测，倭国与百济的府官阶层通过外交活动建立了联系，彼此之间定期交流文化知识，由此达到文化的同频。
高句丽与倭国和百济处于敌对关系，因此无法认为彼此之间存在外交知识的交流。然而高句丽攻占了乐浪、带方两郡，而且自古以来收留了不少流亡至此的知识分子，因此高句丽对中华文明的吸收应该领先于倭国、百济。
成书于7世纪的史书《周书》记载高句丽“书籍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晋阳秋》。这是一本记载晋朝（265～420）历史的书，作者是东晋的孙盛。孙盛在写作这部史书时受到了不少政治压力，因此把书籍送给了前燕的皇帝。至于高句丽如何获得该书，应该要么是通过外交活动从前燕获得，要么是在前燕亡国时其高层逃亡高句丽，从而流入。由此可见，高句丽拥有独自接触中华文明，从而获得书籍的能力。
由此看来，倭王武的上表文绝非超越当时文化水平的作品。当时中华文明在整个东亚广泛传播，各国在政治上协调、竞争的过程中都要使用中华的文化知识，武的上表文正是由此产生的文化结晶。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国说到底也不过是在外交场合中使用中华文化，在国内政治中并不会用到。从这个角度说，中华文化知识的应用其实仅限于对外活动中。
3.倭国的实情——上表文显示的权力结构
爆发战争了吗——考古学上的疑问
武的上表文并非如实记载事实，而是根据政治目的进行了修改。另外，文章的行文使用了古典文言文。在文章之中，有一段相当有趣的文字，体现了当时倭国的历史认知：
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

这句话说的是武的祖先东征西讨，征服了本来不从属倭王权的夷狄。这可以说是提到大和政权统一日本列岛过程的最早的史料。
说起大和政权的扩张，就不得不提《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第1代神武天皇开启的东征，以及第10代崇神天皇为了征服四方而派遣了四道将军的传说，此外还有日本武尊平定了不服从天皇的东国的虾夷和九州的熊袭的故事。日本武尊的传说与上表文所说之事非常相似，这应该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
然而，这句话却包含了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学界围绕以大和政权为中心的日本诸势力统合的过程产生了争论。那是因为从考古学分析来看，并没有证据表明日本列岛在古坟时代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争（下垣仁志）。
从考古学上判断是否发生战争的依据是考察是否出现了防御性聚落、武器、受伤致死的人骨、武器陪葬品、武器形状的祭品、战士或战争场面造型的物品等。我们发现了弥生时代的高地聚落与有箭头刺伤的人骨等大量战争痕迹，却找不到属于古坟时代的这类遗迹与遗物。这一事实让我们对上表文中的这句话产生了极大的疑问：到底真的是武和他的祖先东征西讨并统一了日本列岛吗？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尊重考古学的事实，也就是说有必要重新审视上表文的内容。上文已经用了许多篇幅说明上表文采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典故，既然如此，那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一角度解释这句话呢？
“东征”和“西服”所表达的意义
从这一角度浏览中国的古籍，就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文章。《晋书·乞伏乾归传》就是其中之一。
翟瑥奋剑谏曰：“吾王以神武之姿，开基陇右，东征西讨，靡不席卷，威震秦梁，声光巴汉。”

这句话说的是西秦王乞伏乾归为了建立国家而东奔西走、在各处征战的事情。西秦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
另外一则值得关注的文献是《晋书·阳骛传》：
（慕容）皝即王位，（阳骛）迁左长史。东西征伐，参谋帏幄。

这句话说的是前燕慕容皝即位为王以后，他的手下阳骛作为左长史为他征伐东西两方的敌人。
由此可见，当时的文章在表现与周围的敌人交战的时候，往往会使用向东西两个方向奔走的表现手法。向东如何向西如何，这种说法在当时的文章中处处可见。
既然如此，我们也可以把武的上表文中的“东征”“西服”理解为按照文章规范而采用的表现手法。武在这里强调的是倭王权为了刘宋皇帝攻打东西两方面的敌人，让边境的人也认识到刘宋的国威。上表文的后半部分提到要讨伐高句丽，而且为此需要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任命，而“东征”“西服”这两句话正是为了正当化这两件事情。
习惯用语产生的“记忆篡改”
简而言之，“东征”“西服”是当时文章的习惯用语。既然考古研究并未发现古坟时代爆发战争的痕迹，那我们就不应该将其理解为历史事实。上表文只是把一件可能在过去发生的事情写成了外交辞令，却在后来被当成了倭国历史的一部分。
再之后，这段话又进一步演变为倭王权为了统一日本列岛而进行的武力征服的历史。在上表文中，倭王权为了刘宋皇帝而东征西讨，但在武以后倭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断绝，刘宋皇帝在倭国政治中不复存在，因此在倭国的意识中这段历史就变成倭王权为了自己而东征西讨。为了把这件事变得合理，人们又添枝加叶，传说由此形成。日本武尊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
过去的学界认为，在日本列岛上首先发生了武力征服的事实，之后才分别转化为上表文以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记载。然而真实的情况可能与此相反，是上表文中的中国式表现手法经过加工变成传说，进而成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日本的历史里出现了记忆的篡改。
武的上表文无疑是了解当时形势的不可多得的史料。然而，上表文的写作目的本来就不是要记载正确的历史事实。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武的权力的实情
武的上表文的目的应该是文章末尾提到的“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然而这句话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其余咸各假授”中的“其余”两个字。“其余”可以指武请求获得的其他官爵（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也可以指他为倭国的王族、豪族请求的将军号。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
上表文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希望刘宋承认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头衔，而把其他的官爵省略为“其余”。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咸各”二字，这两个字是否能理解为只针对武一个人呢？如果我们认为，武给自己假授了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这些官爵，并把它们省略为“咸”，那么“各”这个字就显得多余了。
如果我们认为“其余咸各假授”这句话把王族、豪族也包括在内的话，那“各”这个字就容易解释了。即“咸各”就是指开府仪同三司以外的其他官爵以及给王族、豪族的假授。
那么，为什么文章中单独强调对武的假授呢？这就涉及对武的权力的评价。上文提到，有一种说法为，在武的时候，倭国王已经拥有巨大的权力，以至于开始在外交上与刘宋保持距离。然而按照我们的分析，武在对王族、豪族进行统治的时候依然需要经过假授中国官爵与请求正式承认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武的权力依然要依托于刘宋，尚未达到至高无上的程度。因此，两种解释存在矛盾之处。到底478年遣使是否有通过刘宋的权威让王获得统治日本列岛正当性这一作用呢？这是一个有关权力来源的问题。
然而，从当时倭国的权力结构来看，我们很难认为武仅仅为自己请求了官爵。例如6世纪初就爆发了筑紫君磐井对抗大和政权的事件，类似的例子说明，当时的豪族绝非完全臣服于大和政权，武的权力也远达不到专制的水平。武在向刘宋请求官爵的时候，如果不同时为王族、豪族请求的话，大概是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的。
上表文的意图
上表文的主要目的是向刘宋报告武的即位并请求获得册封，此外还希望刘宋承认武对麾下实力人物的假授，借此巩固武自身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武的遣使与此前的倭国王并无区别。比起之前的倭国王，武请求获得更高的官爵，并以百济的困境作为提出请求的理由。
当然，阻止高句丽南下是倭国为了维护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而不得不进行的外交任务。与高句丽正面对抗的百济在当时已经衰落，无法像过去一样承担重任。在这种形势之下，要与高句丽对决，就不得不让倭国担任反高句丽联盟盟主的地位。
武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478年做出了请求官爵的举动，因此他需要获得能够匹敌甚至凌驾高句丽的官爵。此外，他还需要把将军号授予麾下的王族与豪族，以此来巩固王的地位，并在讨伐高句丽时获得他们的支持。
上表文的内容透露出倭国当时的外交课题与权力结构，这两者其实从赞以来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变。由此看来，武并没有超越倭国王这一地位。他的权力依然构筑在中国册封这一框架之中，这也是他权力的界限所在。



第4章 倭五王到底是谁
——比对的历史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束缚
我在前面的三章以倭五王为主轴叙述了5世纪的东亚历史发展。在本章，我将讨论前文一直没有提到的最大的论题：中国史料《宋书》的本纪与《倭国传》中出现的五位倭国王，到底是日本史料（尤其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哪几位天皇？
这一问题如此之重要，说它是倭五王研究的起点也并不为过。在本章，我将重新审视以下两个问题：过去的学者是如何认为倭五王的人物形象的？今天的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他们？
五王应该对应《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哪些天皇？下文简单列举过去的各种说法。
赞是第15代应神天皇、第16代仁德天皇或第17代履中天皇，珍是第18代反正天皇，济是第19代允恭天皇，兴是第20代安康天皇，武是第21代雄略天皇。由此可见，除了赞以外，其他几位倭国王的身份都相当确定。然而，这里却存在一个巨大的陷阱。
表4-1对比了《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倭五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天皇在位时间。
表4-1 《宋书》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对比

表4-1 《宋书》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对比-续表

《宋书·倭国传》记载的是倭国向刘宋遣使的时间，《日本书纪》记载的是在位时间，《古事记》没有记载在位时间，只记载了去世的时间（即崩年干支），表中把时间换算成了公元纪年。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天皇的去世时间并没有留下记录。不难看出，不仅《宋书》与日本史料记载的时间有出入，连《日本书纪》与《古事记》之间都有年代不符的地方。
在不同史料间年代出现差异的情况下，前人是如何论证他们对倭五王的比对的呢？下文将首先梳理他们的理论。
1.五王与天皇——始于室町时代的比对经过
最初的比对——室町时代瑞溪周凤的尝试
日本人自古就知道中国的历史书中有关于日本的记载。
比如说《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六十六年的条目中就有“是年，晋武帝泰初二年。晋《起居注》云：‘武帝泰初二年十月，倭女王遣重译贡献’”的记载。泰初二年即西晋泰始二年（266），一般认为倭女王指的是台与。《日本书纪》这里的内容有意把神功皇后的传说与中国史料中的台与加以对比、结合。我们先不考虑这一则内容是否可信，但它的确是最早提到中国史书的日本史料。
针对中国史料中记载的日本，首次进行认真研究则是在室町时代。禅僧瑞溪周凤（1391～1473）的著作《善邻国宝记》中引用了中国正史中提及倭王向南朝派遣外交使节的内容。该书认为向东晋遣使发生于履中天皇与反正天皇在位期间，而赞则对应允恭天皇。这是最早讨论倭五王应该对应哪些天皇的著作。
瑞溪周凤比对的方法是简单地将《日本书纪》中的纪年与中国年号加以对应。具体的方法如下。
《日本书纪》在每代天皇元年记事的末尾都记载着“太岁”。太岁是一颗假想中的星球，其运行方向与木星相反，人们以太岁所在的位置确定当年的干支。干支每60年循环一次，也就是相隔60年的两个年份干支是一样的。比如允恭天皇元年的太岁是壬子年，以此换算为中国的年号就是义熙八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把《日本书纪》的纪年与中国的年代进行对照。另外，允恭天皇元年的壬子年换算为公元纪年则是412年。
瑞溪周凤直接把中国史书记载的年代与《日本书纪》的年代加以对比，以五王遣使的年代来将他们与天皇进行对应。如果中国史书与《日本书纪》的年代都是正确的话，这么做自然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事实上在编撰《日本书纪》的时候年代上被做了手脚，因此两则史料的年代之间存在偏差。瑞溪周凤的比对方法并不准确。
由此可见，瑞溪周凤的比较方法过于简单，只能说是一次不成熟的早期尝试。然而，这也是第一次将不同的史料进行对比，我们不应忽略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善邻国宝记》中有关倭五王事迹的部分并非来自《宋书》，而是来自《南史》。为什么他要引用《南史》呢？
《南史》是唐朝史家李延寿在659年前后完成的史书。之所以要创作这部史书，是因为南北朝的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每一个王朝的寿命都相对较短。比如说在刘宋以后登场的南齐建国于479年，之后在502年灭亡，仅仅延续了24年。
因此，李延寿就将南北朝时期的南朝，也就是在江南建国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的历史写成一部史书，将《宋书》一类的断代史重新加以编辑，写成了跨越四朝的《南史》。唐朝统治者在659年认可《南史》为正史。李延寿还编撰了北朝的史书《北史》。
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南史》与《北史》是两本相当方便的史书，因此在研究南北朝时期的时候学者们都喜欢读这两本书。这一倾向同样蔓延到日本，所以瑞溪周凤参考的不是《宋书》而是《南史》。在不同的年代，人们对史料的看法也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不过，《南史·倭国传》只是把《宋书·倭国传》等史料进行了二次编辑，里面并没有新的内容，因此现代研究只重视《宋书》，基本上不会提及《南史》。
比对研究的深入——松下见林
到了江户时代，针对倭五王的研究有了更大的进展。江户时代是一个各种学问都快速发展的时代，而历史学的研究则明确了广泛收集历史材料，并对之进行合理解释的研究方法。也有一些学者选择对具体史料的性质进行评价，并以此刻画历史的面貌。江户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有松下见林、新井白石、本居宣长。
松下见林（1637～1703）是一位身兼医生与国学者的知识分子。现代人可能对他比较陌生，他的著作中有一部《异称日本传》，是一本网罗了中国、朝鲜史料中有关日本的记载的历史著作。松下见林在讨论倭五王的时候，与瑞溪周凤一样首先以年代将倭五王与天皇进行了对比，但是在此之后他更进一步，用人物的名字进行了比对。
松下见林认为，赞这个名字出自履中天皇的本名去来穗别（罗马音为Izahowake），是其读音的省略；珍则来自反正天皇的本名瑞齿别中的“瑞”字，“珍”是“瑞”的讹误；济来自允恭天皇的本名雄朝津间稚子，“济”是“津”的讹误；兴是安康天皇本名穴穗的讹误；武是雄略天皇本名大泊濑幼武的省略。松下见林的解释影响深远，是现代定论的原型。
然而，松下见林的解释存在一个大问题。他比对的方法是将五王的一字名解释为汉字的讹误或名字的省略，也就是说混杂了两种方法。这种方法未免有点牵强附会。
其次，松下见林指出的几个汉字讹误的例子如果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5世纪时使用的汉字与《日本书纪》标记的名字相同。然而且不说5世纪时采用的是哪些字，单说成书时间相近的《日本书纪》与《古事记》，里面天皇的名字就采用了不同的汉字。
比如说，松下见林认为珍来自反正天皇名字的讹误。《日本书纪》中反正天皇的名字确实是瑞齿别，松下见林认为“瑞”“珍”字形接近，因此将二人加以比对。然而《古事记》中反正天皇的名字却是“水齿别”，里面并没有使用“瑞”这个字，这就不能说“珍”是其名字的讹误。
近年的研究显示，在对比《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时，不能认为《古事记》的全部内容都比《日本书纪》更加古老。然而单论用字的话，《古事记》无疑残留了更多7世纪以前的古老用法。
比如说九州北部的地名Tsukushi，《日本书纪》将其一律记为“筑紫”，而《古事记》中却出现了“竺紫”这种写法。“竺紫”就是一种比“筑紫”更古老的写法，但这其实也是7世纪的写法，我们不能认为5世纪时也是用了“竺紫”这两个字。如果我们要用汉字字形来推论倭五王的身份，当然就必须使用当时的用字进行比较。
如果要用反正天皇名字的汉字写法来与倭五王进行比对，那我们既不能用《日本书纪》的“瑞齿别”，也不能用《古事记》的“水齿别”，而必须知道5世纪的人用了哪些汉字来表示Mizuhawake这一名字。然而想要知道这一点，在找到更多5世纪的史料之前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以汉字字形为基础进行人名比对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新井白石与本居宣长的成就与局限
与松下见林相比，新井白石（1657～1725）采用了更合理的解释，从而进一步改进了比对方法。他排除了汉字讹误的判断方法，用五王名字的读音统一解释他们的一字名。
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在当时尚未确立，历史学家往往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随意解释史料，而新井白石排除了这一做法，因此我们应该对他进行高度评价。这种理性的研究方法同样存在于新井白石的其他著作，可以说他在日本史学界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然而，即便新井白石对学术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依然不能认为他对倭五王的解释就一定是正确的。
新井白石重新解释了松下见林归纳为字形讹误的珍、济、兴。他认为“珍”就是“瑞”；“济”的读音为“Tsuu”，与“津”一致；“兴”的读音为“Hon”，与“穗”一致。他的解释依然显得牵强。
新井白石的说法都以汉字读音为标准，这确实是一个进步，然而他却回避了音读与训读混用的问题。如果说赞是来自“Za”这个发音的话，那这里采用的是音读，但武的日语发音“Takeru”使用的是训读，可见他的解释混用了音读与训读，依然没有做到前后连贯。在赞身上使用音读，在武身上使用训读的这种人名比对的方式自然免不了受到随意解释的批评。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井白石的解读也是有局限的。
本居宣长（1730～1801）则使用了批判史料的方法，为倭五王研究做出了贡献。
本居宣长的研究着重于追溯日本古代的思想，他认为《古事记》才是最值得研究的史料。他以《古事记》为参照，对其他史料进行了严格的评价。在他看来，中国的史料混杂了中国人的中华思想，含有过多的主观性。
尤其是针对倭五王的记载，本居宣长认为，当时的天皇不可能对中国皇帝行人臣之礼，倭五王朝贡的记录其实是吉备等地的地方豪族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时留下的记载。
本居宣长过分重视《古事记》，认为其他史料统统不足为信，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具有双重标准的日本学者。然而，他在否定史料价值的时候往往会谈及史料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这是他的研究里有意义的地方。他并不是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史料的内容，而是先思考史书作者的立场。这种方法论直到现在还是史学的通用做法。
近代研究的成果与停滞——西方人的观点
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延续了江户时代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有人从新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但这么做的人并不是日本人。
明治时代，英国外交官威廉·乔治·阿斯顿（William George Aston，1841～1911）围绕倭五王问题提出了两点见解。
其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的天皇的名字其实是他们的谥号，即天皇死后人们对他们的评价，而赞、珍、济、兴、武则是他们在世时的本名，两者不一致是理所当然的。
其二，他关注《宋书·倭国传》记载的倭五王的继承关系，提出应该通过对比天皇与倭五王的谱系来推论两者的对应关系。其中，《宋书·倭国传》记载珍是赞的弟弟，兴与武是兄弟且都是济的儿子，与之对应的则是《日本书纪》中，履中天皇、反正天皇、允恭天皇是三兄弟，安康天皇、雄略天皇则都是允恭天皇的儿子。
阿斯顿的比对方法是当时的日本人从未想过的。日本人习惯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中心思考历史，比如说《日本书纪》中雄略天皇的名字里有“幼武”两个字，于是就认为他与《宋书·倭国传》中的“武”是同一个人。把中国史料与日本史料放在同等地位并进行研究是当时的日本人所不能想象的。反过来说，正因为阿斯顿是英国人，他的思想没有被限制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之中，才能从这种角度思考问题。
虽然阿斯顿提出了思考问题的新角度与分析方法，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倭五王研究基本上比较低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认为天皇是神圣的存在，对天皇的研究被学界视为禁忌，因此研究也就难以进行。
1892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久米邦武发表了题为《神道是古代的祭天风俗》的论文，之后遭到国学者的批评，最终不得不辞去职位，是为“久米邦武笔祸事件”。1940年，早稻田大学教授津田左右吉的著作《〈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研究》《神代史研究》也被批评为不敬，不仅被列为禁书，他本人也被迫辞职，是为“津田左右吉事件”。
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历史研究者经常遭受政治压力。在这种氛围下，倭五王这一涉及“天皇向中国朝贡”的历史主题自然不会是学者热衷研究的对象。针对倭五王的研究还要等到日本战败以后。
得到解放的古代史研究——“两个王家”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古代史研究从天皇制度的压力下得到解放。“天孙降临”与“万世一系”这些说法不再是不可挑战的真理，对天皇的各种研究也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
针对古代天皇的研究中，比较广为人知的有江上波夫的“骑马民族征服说”，即认为有一个善于骑马的民族从朝鲜半岛来到了日本列岛，并征服了大和盆地一带，成了后来的天皇家；还有水野祐的“王朝交替说”，即认为3世纪至5世纪之间的日本实际上经历了三个王朝的兴衰。这些说法并没有成为今天的通说，但在发表的当时确实起到了打破战前既有观念的重大作用，也为后来新观点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新观点爆发的时代，关于倭五王的研究出现了一部划时代的作品，那就是藤间生大的《倭五王》（1968年出版）。藤间生大尝试用严密且合理的方式解释《宋书·倭国传》中的谱系。他关注《宋书》没有记载珍与济的关系这一点，认为两者之间可能不存在血缘关系，或者本来有血缘关系，却被济隐瞒了事实。不难看出，他的这一想法受到了王朝更替说的影响。按照藤间生大的学说，赞与珍属于一系，济、兴、武属于另一系，也就是说当时存在“两个王家”，这种说法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学界。
然而，学界里也有反驳这种说法的声音。从倭五王与刘宋进行外交活动时使用的名字就能看出他们的同族关系。第1章提到，赞的正式名称是“倭赞”，这里的“倭”与高句丽王的“高”、百济王的“余”同样，都是姓氏。珍在朝贡时也使用了“倭珍”这一名字。济与武在《宋书》的本纪中分别以“倭济”“倭武”的名字出现，也就是说他们都自称倭姓。兴是济与武的近亲，他大概也自称倭兴。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倭五王全部以倭为姓，而姓氏一样即意味着他们来自同一个父系家族，这是批判“两个王家”说的论点（吉村武彦）。
根据“两个王家”论，5世纪的倭国王彼此之间并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现代人很容易认为5世纪的王位继承与后世一样以血统为基础，这一学说提出了一种不一样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反之，倭国王确实都向中国的南朝自称倭姓，藤间生大也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因此并不排除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可能。简而言之，“两个王家”论根据赞、珍系统与济、兴、武系统间没有清晰的关系记载，强调两者存在断绝性，但两者之间或许也有血缘关系；反之，相反的论点根据他们都自称倭姓，强调两者的连续性。
倭王权与姓
我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强调两者的断绝性。
在济刚即位，与刘宋进行外交活动时，他可以通过主张自己平稳继承了前任倭国王的王位来确保刘宋承认他的地位。为了让外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他声称自己与先王一样都是倭姓。因此，济完全有可能并非先王珍的同族，而是倭国的新盟主，只是自称倭姓而已。
我们能在后世的琉球王国找到类似的例子。1406年，佐敷的按司（首长）思绍灭掉中山王国的国王武宁，并在同年向明遣使朝贡。思绍在朝贡的时候就自称武宁的世子。思绍主张自己与武宁有血缘关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明能承认自己的地位。
即便赞、珍系统与济、兴、武系统确实存在血缘关系，我们也没有证据表明珍与济之间的王位继承是平稳过渡的。至少我们难以仅从倭姓这一点判断两个系统在政治上是否属于同一集团。
再者，就算权力转移发生在同姓之间，其政治关系也可能是断绝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中国南朝的齐与梁。南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与下一个王朝梁的开国皇帝萧衍是同族，两人的高祖父同为萧整。南齐宗族在内部斗争中瓦解，萧衍拥立了皇族萧宝融为帝（和帝），之后接受和帝的禅让成了梁朝皇帝。他们两家人虽然都姓萧，但萧衍一族在南齐建国以前就与萧道成一族分离，南齐皇族自然不会认为萧衍一族也享有南齐的天命。
我们很难认为5世纪的倭国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天命思想。然而从齐与梁的例子可以看出，即便在中国，是否同族与权力是否平稳继承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倭国就更是如此了。
以倭为姓
我们不妨从另外一种角度看问题：古代中国在周边国家出现了政变等权力变动的情况时，倾向于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这是由于中国奉行儒家思想推崇的身份秩序，难以容忍破坏这种秩序的行为。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7世纪的例子。642年，高句丽贵族泉盖苏文掌握实权并杀害了高句丽的荣留王。当时唐朝朝廷就认为杀害国王是扰乱秩序的行为。唐太宗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并询问大臣是否应该征讨高句丽。唐太宗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认为泉盖苏文会自取灭亡，因此当时没有出兵。然而在两年后的644年，唐与高句丽就陷入了激烈的战争。
东亚各国的权力变动并不只是国内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演变为国际事件。对于济而言，如果能让刘宋承认自己是合法的倭国王，他就能借助刘宋的权威来巩固自身对日本列岛诸豪族的统治。
那么，如果刘宋认为济与先王关系疏远，通过推翻前朝而建立了新的王权的话，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当时的中国处于南北朝分裂的状态，很难想象刘宋会对倭国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刘宋方面完全有可能驳回济的要求，拒绝授予倭国王等官爵。济刚刚当上倭国的新王，权力尚未稳固，很有必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之所以以倭为姓，也是要强调自己是正统国王，而且顺利继承了先王的王位。
话虽如此，济大概并不是为了政治利益而伪称倭姓，他与赞、珍应该确实是同族。其中一个佐证是两者都使用了前方后圆坟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标志性建筑。这样看来，赞、珍系统与济系统应该是在数代以前拥有同一祖先的两个王族集团。
在5世纪，人们到底有没有必须是倭姓一族才能担任倭国王这一观念呢？我们很难认为5世纪在日本列岛上居住的人们有姓氏这个概念。比如说稻荷山铁剑上的“乎获居”与江田船山大刀上的“无利弖”都只有名字而无姓氏。当时的日本列岛应该是一个没有姓氏制度的社会。
可以推测，在这么一个社会里之所以出现了倭国王一族的倭姓，主要是受到了与朝鲜半岛各国进行外交的影响。百济等国的王在向中国朝贡的时候受到后者人名的影响，于是为自己取了姓氏。倭国也是模仿了这种做法，于是产生了倭这个姓氏。
当时的日本列岛上还有渡来人这一拥有姓氏的阶层，除此以外最初出现的姓氏就是倭国王一族。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倭姓一族当上了倭国王，不如说是当上了倭国王的家族给自己取了倭这一姓氏。
2.比对的可能性与限制——音韵、字形、谱系的相同性
赞、珍、济、兴、武，比对的现状
上文讨论了倭姓的问题，下面我们回到比对的问题上。
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倭五王到底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出现的哪几位天皇？如果分析这一问题，最基本的是前面提到的三种方法。
第一是名字发音、音韵的一致性，第二是汉字字形的一致性，第三是《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继承顺序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的相似性。学者们通过这三种方法的结合，不断提出新的人物比对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比对分析的工作也变得更加细致，但随之产生的问题也不少。以下我将整理至今为止学界提出的各种说法。
首先是赞，本章开头部分已经提到，现在学界对于赞的身份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从音韵学看就有音读的大鹪鹩（Sazaki，仁德天皇）和训读的誉田（Homuta，应神天皇）两种说法。从谱系上说，赞与下一任倭国王珍是兄弟关系，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能够对应的是履中天皇。可见在不同的比对方法之下，赞可以对应完全不同的人物。
关于珍的比对，首先是古代就有人提出的字形比对法，即通过“珍”与“瑞”的相似性比对为瑞齿别（反正天皇）。《梁书》把珍的名字写作“弥”，前田直典认为弥读作“Mi”，也是来自瑞齿别（Mizuhawake）。从谱系上看，珍与赞是兄弟关系，《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能够对应的也是反正天皇。然而，如果珍确实是反正天皇的话，那么赞就只能是履中天皇，而这一点是难以断言的。
关于济，几种方法都指向允恭天皇，然而其论证并不轻松。音韵学上“济”的读音是“Tsuu”，与“雄朝津间”的“津”（Tsu）一致，然而这种说法略显牵强。而认为“济”是“津”之讹误的说法也无法让人信服。从谱系分析来看，《宋书·倭国传》中济是兴、武两个倭国王之父，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允恭天皇则是安康天皇与雄略天皇的父亲，这么看济与允恭天皇能够对应。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有道理，但这种谱系关系并不罕见，只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而且这一谱系比对能够成立的前提是武确实就是幼武（Wakatakeru），也就是雄略天皇。然而，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济是允恭天皇，谱系比对法只能提供情境证据而已。
关于兴，音韵学上穴穗（Anaho，安康天皇）与“兴”相似的说法缺少说服力，谱系上则是通过安康天皇与雄略天皇的兄弟关系比对为安康天皇。同样，这些方法并不能直接证明兴是安康天皇。
关于武，音韵学上的“Wakatakeru”中的“takeru”和《日本书纪》里使用的汉字“幼武”都与“武”能够对应，这是学界认为比较能够确认的比对关系。谱系上，雄略天皇是允恭天皇之子、安康天皇的弟弟，这也能够与武对应。这么看来，从音韵、谱系两种方法来看武都是雄略天皇（Wakatakeru），学界对此没有争议。实际上，学者往往是以武为起点，推断出济与兴分别是允恭天皇和安康天皇。
如上所述，倭五王与古代天皇的比对主要以名字的音韵与谱系关系是否一致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两种方法能够得出同一结论，那么我们就能从史料中看出真实的历史，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倭五王比对的局限并不止于此。
首先认为武就是雄略天皇这一点没有疑问，然后以武为出发点进一步推断他的父亲济、兄长兴分别是雄略天皇的父兄允恭天皇、安康天皇，这种假设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然而人物名字的音韵却并非一致。学界现在的做法为假设武是雄略天皇这一比对关系可以成立，而假装音韵学的问题并不存在。
围绕赞与珍的研究就更加混乱了。如果从谱系学的角度认为珍是反正天皇的话，那赞就必须是履中天皇，然而人物名字的音韵并不一致。反之，如果追求音韵一致的话，那么又找不到谱系上一致的天皇。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古以来学者都是在音韵与谱系两种方法中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一种，从而将倭五王与天皇进行比对。这么一来历史研究就显得不够严谨。近年有学者提出，我们对两种方法并用的做法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以音韵进行比对的局限
虽然倭五王的比对研究在论证中存在诸多矛盾，但除去本居宣长这一派完全否定比对的说法以外，学界对赞之外的四位倭国王的身份其实基本上没有争议。因此，他们的比对关系应该基本上没有问题。然而，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尤其是使用人物名字进行的类推存在极多疑问。下文将对此逐一解释。
上文已经提到，以字形类似的方法比对珍的身份难以成立。另外，用《梁书》中记载的“弥”字来进行比对也是不对的。《梁书》编撰于629年，其中《倭传》的内容基本上是对成书更早的《宋书·倭国传》加以修改写成。“弥”这一名字其实是“珍”的异体字“珎”的讹误，在《梁书》中又写作“弥”的正体“彌”。因此，“弥”并不表示“Mi”这一发音。因此，从字形、音韵上都没有证据表明珍与反正天皇（Mizuhawake）有关联。
再说济，如果说济与允恭天皇的名字音韵一致的话，那就相当于否认了字形讹误的说法，反之亦然。也就是说音韵说与字形相似说并不互补，反而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为津与济字义相近，但这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因此，对济进行人名比对是不可行的。
兴的情况也是，单用人名来推断他是安康天皇并不可行。从根本上说，穴穗（Anaho）可能本身就不是人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提到安康天皇的住所是穴穗宫，由此可见，穴穗更可能是一个地名。
我们还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日本书纪》安康元年的记录中出现了一位名叫“大泊濑皇子”的王族（《古事记》记作“大长谷王子”），也就是即位以前的雄略天皇。雄略天皇正式的谥号是大泊濑幼武，其中泊濑（Hatsuse）一词来自他居住的泊濑宫，他的本名则是幼武（Wakatakeru）。我们也可以解读为幼武居住在泊濑宫，而人们按照宫殿的名字把他称为大泊濑王。同样，将穴穗皇子的名字解释为居住在穴穗宫的皇子比较合理。简而言之，我们此前认为穴穗是名字，但其实这更可能是居住地的通称，因此就难以与“兴”这一人名关联。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兴不是安康天皇。
因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天皇的名字并不能与珍、济、兴这三个名字形成对应关系。
武的人名比对的问题
此前一直没有触及武的比对问题，而学界一直认为武的比对是比较可信的。“武”的日语训读就是“Takeru”，因此与雄略天皇的名字“Wakatakeru”一致，这是一目了然的。然而，这里其实存在一个重大的误区。
“Takeru”或“Take”是“武”的训读读法。如果我们认为“武”就是“Takeru”的话，那我们就默认5世纪晚期汉字的训读已经在日本列岛社会上确定下来。进一步说，我们必须假设这时候训读的用字已经脱离了语言本身的字义，而使用在人名之中，也就是说训假名的用法已经成立。
那么，日本对汉字的训读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至今我们发现的最早使用训读的案例是出土于冈田山一号坟的铁剑的铭文，其铸造年代是6世纪下半叶（冲森卓也）。通过红外线照射，我们发现了“各田卩”三个字。
在金属与石头上雕刻文字时，人们往往把笔画多的字省略为笔画少的字。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委”字就是“倭”字的简略用字。“各田卩”的“各”本字是“额”，“卩”本字是“部”。“部”字只写偏旁是古代常见的写法。因此“各田卩”其实就是“额田部”的意思，在日语中读作“Nukatabe”，这是训读最早的例子。

图4-1 冈田山一号坟铁剑
如果我们认为“武”读作“Takeru”的话，那就等于把已知的训读成立年份往前推了100年。就算那时候已经有训读，我们也不能确定5世纪的人将“武”用作“Takeru”对应的汉字。相反，在古代“Takeru”所对应的更常见的汉字是“建”。古代氏族中有一支叫建部氏，他们一直到奈良时代依然用“建”字代表“Takeru”。“Wakatakeru”在《古事记》中记作“若建”，而由于《古事记》的成书时间更早，因此可以认为“武”是“Takeru”一词在后世才出现的训读用字。也就是说，就算把“Wakatakeru”记为训假名，也不一定要使用“武”这个汉字。
从更根本的角度看，5世纪倭国的人名到底是如何书写的呢？
我们可以从两把有名的刀剑上的铭文找到答案，那就是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和江田船山古坟出土大刀。在这两把刀剑的铭文上记载了人物的名字。前者有“获加多支卤”（Wakatakeru）、“乎获居”（Owake）、“意富比垝”（Ohohiko）等，后者则有“无利弖”（Murite）、“伊太加”（Itaka）等。
在这些例子中，每个汉字都代表了一个音节，我们把这种标记方法称为假借。在5世纪，把固有的名词分解为音节并写成汉字是常见的做法，身为大王的Wakatakeru也不例外。因此，我们难以认为在那个使用汉字表达音节的时代已经使用“武”作为“Takeru”的训读用字。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训读方式，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武”就是“Wakatakeru”。然而5世纪时训读尚未成立，因此我们不得不针对这一历史状况来重新思考武的比对问题。
如上所述，我们其实并不能通过《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一字名推断出倭五王所对应的天皇。
谱系论的死角——谱系是真实历史吗
那么使用谱系进行比对的方法又是否可行呢？看起来谱系似乎比名字比对更加可靠，然而其实这种方法也存在陷阱。
《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五王的继承关系，除了表达地位的“世子”以外，应该都是刘宋从使者口中得知的。刘宋没有必要在记录里更改五王的继承关系，《宋书》中五王的谱系，包括没有明确记载关系的在内，都直接使用了倭国使节的说法。真正值得比较的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谱系。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从第1代神武天皇一直到第41代持统天皇，皇位都是在同一个家族中连续继承的。然而现在的研究认为这不是事实。首先，早期天皇是否真实存在就有很大疑问，另外我们还必须慎重看待5世纪及以前天皇的王统。
比如说第1代神武天皇到第9代开化天皇之间，许多天皇的名字里都有“Yamatoneko”一词。这个词语同样出现在第42代文武天皇的谥号“倭根子丰祖父天皇”（Yamatoneko Toyooojino Sumeramikoto）与第43代元明天皇的谥号“日本根子天津御代丰国成姬天皇”（Yamatoneko Amatsumiyo Toyokuninarihimeno Sumeramikoto）等处。可见“Yamatoneko”是律令国家初期天皇称号中常用的词语。神武天皇至开化天皇之间的天皇使用了同样的称呼，很可能是因为在编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7世纪末、8世纪初的时候把当时常用的词语加进了天皇名字之中。
再者，第10代崇神天皇与第1代神武天皇都拥有“Hatsukuni Shirasu Sumeramikoto”这一称号，其中“Hatsukuni Shirasu”的意思是“最早治理国家”。这个称号同时被神武天皇与崇神天皇拥有，这可能暗示了崇神天皇才是真正的最早的天皇，后人又在他之前添加了从神武天皇到开化天皇的谱系。
那么，崇神天皇之后的谱系又是否反映了真正的历史呢？这其实也是值得质疑的。本书开头部分列出了天皇的谱系，其中从崇神天皇到仁德天皇基本上都是父死子继，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武尊。实际上，父死子继要到律令国家成立的时候才成为皇位继承的原则。6、7世纪更普遍的皇位继承方式是同辈间继承，我们很难认为在那以前可以实现连续的直系继承。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仁德天皇以前的直系继承？对《日本书纪》的批判性研究认为，直系继承是基于《日本书纪》编撰当时的政治观念进行的创作。天皇的谱系确实具有这一特点，然而这一观点并不能够说明所有问题。只强调《日本书纪》编撰者的作伪并不恰当。
在后面的段落里，我希望用一个新的角度分析天皇谱系成立的问题。那就是，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人们是如何记忆王位的传承并将其转化为谱系？
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记忆的继承是什么
川田顺造是研究非洲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他指出非洲部落首领的继承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那些事迹与谱系位置广为人知的首领往往是旁系继承，而那些人们只记得名字和继承顺序的首领则多数是直系继承。
他还指出，那些在谱系上与前任首领属于不同系统的首领在继承地位的时候，也会把他那些没有当过首领的祖先整合进首领的谱系之中。
他的这两个观点对谱系形成过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我并非想要把非洲的事例生搬硬套在倭国的王位继承上。重要的问题是，有关王位继承的记忆到底有多准确呢？
在没有文字以及文字尚未普及的社会，王的谱系传承到底有多“正确”呢？当然，在缺少文字的情况下，口头传承应该特别发达，传承的错误也应该相对较少才对。因此，重要的信息应该比较容易继承下来。然而，那些人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则会被忘却，又或者会在人们不经意间遭到篡改，王位的传承也不例外。非洲的例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再回到倭五王的例子。学者比对履中天皇到雄略天皇之间的王位继承并非直系继承，而是兄终弟及。乍看之下，这种继承方式应该比较接近历史真相才对，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帝纪》的诞生与“旁系”的处理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的原型来自6世纪中期，钦明大王（本书用大王表示真实存在的大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中的“天皇”加以区别）统治时创作的《帝纪》。
《帝纪》现已失传，但武田祐吉等学者认为，该书罗列了各天皇的名字、父母、子女、后妃、在位年数、宫殿和山陵的所在地。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帝纪》成书以前残存在人们记忆中的信息。
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帝纪》成书的年代。钦明大王是继体大王的儿子，而继体大王出生于越前（一说为近江），是从外地来到大和继承王位的大王。对于钦明大王而言，最重要的谱系应该是继体大王及其祖先。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第25代武烈天皇没有子孙，王统由此断绝，继体天皇作为外来者，在507年继承了王位。
那么继体大王又有着怎样的出身呢？能够为此问题提供线索的史料是《上宫记》，学界认为它成书于7世纪。按照该书的说法，继体天皇是Homutsuwake王的五世孙。对钦明大王而言，出身关乎自身的正统性，因此必须加以重视。
然而根照谱系，继体大王的祖父，也就是钦明大王的曾祖父是一个名叫“大郎子”的人，大郎子其实就是“少爷”的意思，由此可见他们连自己直系祖先的名字都已经忘记了。有的学者认为这反映了继体大王的谱系是伪造的（川口胜康）。除却这点不谈，最起码对于钦明大王而言，5世纪的大王其实都是旁系，他们在谱系上并不处于值得重视的位置，反而是容易被忘却的存在。
这还关乎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应神天皇以后、继体天皇以前的天皇到底是否真实存在。这些天皇中不乏真实性存疑的人物，比如说第23代显宗天皇和第25代武烈天皇。不少学者认为，由于6世纪初仁德天皇一系王统断绝，继体一系为了把王统的转移正当化，从而创造了武烈天皇的暴虐形象。这一例子清楚地反映出大王的谱系其实极有可能遭到过篡改，其篡改的程度甚至到了创造架空天皇的地步。
对《日本书纪》的怀疑
所以说，对6世纪以后的倭王权而言，5世纪的大王其实只留下了相当模糊的记忆，因此为了历史叙述的方便，连创造架空天皇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
《日本书纪》的编撰者又在《帝纪》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的天命思想，把真相与虚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皇位继承谱系。《古事记》中记载的从神武天皇到第33代推古天皇的谱系与《日本书纪》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录相同就认为这一谱系自古已经存在。
7世纪下半叶的天武天皇统治时期，日本开启了正式的史书编撰工作，当时的编撰成果经过后来的整理形成了确立的天皇继承顺序，之后呈现在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与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中。
上文描述了成书于6世纪的《帝纪》收录了5世纪存在的大王的谱系，之后又转移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过程。我并不认为当时的人已经把5世纪发生的历史全部忘却，在《帝纪》中重新创作了历史，但我们确实有必要对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历史事实的亲子、兄弟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最起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就赞、珍之间的兄弟关系而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谱系中并没有恰当的比对对象。这么一来，济、兴、武的比对是否正确也就值得怀疑了。由此可见，使用谱系来对倭五王进行比对的方法也有很大问题。
3.始祖王与5世纪的王权
三大王族集团
前文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从名字、谱系弄清倭五王的身份是极其困难的。说到底，我认为把《宋书·倭国传》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进行对照研究的做法难以得出重大的成果。要想知道5世纪倭王权的真实情况，我们就必须从别的方法着手。
我在序章中提到过，考古学研究指出5世纪曾存在多个势力强大的王族集团。通过比较百舌鸟古坟群与古市古坟群，我们发现大王墓与其他王族集团的古坟之间并不存在能将两者区分开来的差距。也就是说，当时的倭王权其实由多个王族集团构成。在两个集团并存的同时又存在大王，这说明产生大王的集团并不对另一集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倭五王中，赞、珍系统与济、兴、武系统可能就属于谱系上不同的集团。从珍与倭隋的关系中我们也能看出倭国王与其他强大的王族并存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并非只有两个王族集团。6世纪初，继体大王从近江、越前一带进入河内、大和并继承了王位，我们可以推测，他的集团应该在5世纪拥有一定的势力。
也就是说，构成5世纪倭王权的强大的王族集团最起码有赞集团、济集团，还有北陆集团这三个。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王族自相残杀的记载来看，当时可能还存在其他具有势力的集团。但是考虑到大和、河内两地拥有巨大前方后圆坟的古坟群这一事实，当时的权力应该不是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
从古坟群的此消彼长来看，5世纪上半叶应该存在三个王族集团，到了5世纪下半叶则收拢为两个。按照我们现有的信息，赞系统与济系统应该能够分别与古市古坟群与百舌鸟古坟群相对应。另外，百舌鸟与古市两个古坟群都存续到5世纪下半叶，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位从珍转移到济并不一定意味着由珍领导的赞集团就此灭亡。
王位的转移发生在济即位的443年，在这个时期并没有看到古坟群出现明显衰退的迹象。虽然我们可以认为王位转移的原因是珍的死亡，但赞集团在那以后可能还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力量。在大和、河内两集团相互竞争的同时还有隔岸观火的北陆集团。
这些强大的王族集团与各地豪族建立了政治联系，这种政治上的结合需要双方的共同意愿，其结果就是建筑在各地的具有政治标志性的前方后圆坟。
我们可以推论，随着日本列岛上政治统合的推进，前方后圆坟的数量也应该不断增加。然而土生田纯之指出，4世纪到5世纪间相模、甲斐一带的豪族停止了前方后圆坟的建造。这似乎意味着地方豪族中断了与王族集团的关系，由此看来，王族与地方豪族的关系并非必然由王族主导，有时候地方豪族可能才是判断政治关系走向的一方。
始祖王誉田别
王族集团共同使用倭姓，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有着同一个始祖，那么这位始祖是谁呢？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北陆集团继体大王的谱系。
对大和、河内而言，继体大王的势力处于北陆，是外部的力量。他之所以能够继承王位，是因为他与之前的倭五王拥有同一始祖，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的共识。按照上文提到的《上宫记》的记载，这一共同祖先名叫Homutsuwake。这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中记载的Homutawake（誉田别）有所区别，但考虑到各王族集团分别记录自己与始祖间关系的谱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会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只要我们假设两者有共同的始祖，那么赞系统与济系统应该以Homutawake为共同的始祖。
那么，为何Homutawake会被各集团认为是共同的始祖呢？《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Homutawake就是第15代应神天皇。按照书中的记载，应神天皇在与朝鲜半岛各国的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与百济的关系。
《古事记》记载，在应神天皇的时代，百济肖古王（近肖古王）“以牡马一匹、牝马一匹，付阿知吉师以贡上。亦贡上横刀及大镜”。《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的记事中也有提及阿知吉师来朝与赠送马匹的事情，但是没有提到刀和镜。《日本书纪》中另一处提到从百济获得刀和镜这一组合，那是在神功皇后的时代，获得的是七支刀与七子镜。
如果《古事记》中提到的横刀与大镜就是指七支刀与七子镜的话，那么我们在序章中提到的，以七支刀为媒介展开的与百济的外交就有了一种不同的说法，即这一事件并非发生在神功皇后的时代，而是在应神天皇的时代。
也就是说，七支刀铭文上明确提及的赠予对象“倭王”有可能就是Homutawake。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倭国王族集团可能正是因为Homutawake开启了与百济的外交活动，才把他奉为共同的始祖。
被奉为始祖王的Homutawake在王权谱系中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后世的人对此也有强烈的意识，这种对历史的感观最终残留在《古事记》之中。
神野志隆光认为，《古事记》虽然分成了上中下三卷，但其实每一卷的内容都自成一体，有其独特的系统。上卷讲述的是神话的世界，人类并没有登场；中卷描述天皇统治的天下世界的形成过程，重点是从神话到历史的转移；下卷则是讲述已经形成的天下世界一直到推古天皇的天皇谱系。应神天皇的位置是中卷的末尾，也就是说，《古事记》的作者认为天皇统治的历史世界正是在应神天皇的时代最终形成的。
然而应神天皇，也就是Homutawake，在《古事记》中并非始祖。其原因之一大概是6～7世纪编撰各种历史书的时候，天皇的谱系不断往上追溯，在原本的谱系之前又添加了新的谱系。然而，从神武天皇一直到应神天皇的继承都是父死子继的直系继承，而从应神天皇之子仁德天皇开始则出现了旁系继承，可见即便史书的编撰者对5世纪的记忆已经模糊，但还是清楚应神天皇前后的历史应该有明确的区别。
地位继承顺序的逻辑
虽然各王族集团都有自己的谱系，但围绕这一话题我还要附加一点说明。
谱系是当时日本列岛的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这把铁剑上刻有铭文，里面记载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谱系：
上祖名意富比垝（Ohohiko），其儿多加利（Takari）足尼，其儿名弖已加利获居（Teyokariwake），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Takahishiwake），其儿名多沙鬼获居（Tasakiwake），其儿名半弖比（Hatehi），其儿名加差披余（Kasahiyo），其儿名乎获居臣（Owake no Omi）……

这里记载了上祖Ohohiko之后八代的名字，最后一个就是制作铁剑的Owake no Omi，这是现存最古老的谱系史料。
铭文中虽然在上祖之后的每一代首领的名字前写着“其儿”，但彼此之前其实并不一定存在亲子关系。一直到乎获居为止，每一代都是选择家族里最合适的人物为新领袖。新领袖与前任族长虽然都是同族，但未必是父子关系。学界认为，新族长是通过担任前族长的“儿”来建立起模拟的父子关系，由此顺利继承族长之位。由此可见，豪族把每一代族长的名字记录下来，以此构成从先祖到现任族长的历史。

图4-2 稻荷山铁剑
像稻荷山铁剑铭文显示的，这种豪族集团首领不以血缘关系继承，而是同族内非连贯地继承，然后把各个领袖用模拟的父子关系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9世纪仍然存在。
位于京都府宫津市的笼神社是丹后国的一宫[1]，社内藏有《海部氏系图》这一古代谱系图。《海部氏系图》采用了一种名叫纵系图的古老记录形式，也就是把卷轴纵向展开，用一根竖线记载每一代海部氏族长的名字。我们今天看到的谱系一般是横向记载的，与纵系图的形式很不一样。这种谱系并不记录祖、父、子、孙这样的直系血统，而是不论血缘的远近，把始祖相同、拥有实力的家族成员当成不同世代的族长，这是一种有异于现代人想法的逻辑。
天皇家也要贯彻的逻辑
稻荷山铁剑铭文与笼神社谱系图都是豪族的谱系，并不能代表天皇家的情况。不过其实也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天皇家同样在有意识地遵守这一逻辑。《续日本纪》中记载了一篇8世纪天皇继承的即位宣命，其中有如下文字：
灵龟元年尔，此乃天日嗣高御座之业食国天下之政乎，朕尔授赐让赐而，教赐诏赐都良久：“挂畏淡海大津宫御宇倭根子天皇乃，万世尔不改常典止，立赐敷赐閇留随法，后遂者我子尔，佐太加尔牟俱佐加尔，无过事授赐。”止，负赐诏赐比志尔……改养老八年为神龟元年而，天日嗣高御座食国天下之业乎，吾子美麻斯王尔，授赐让赐。[2]

翻译为现代汉语则是：元明天皇在灵龟元年（715）把皇位让给我（元正天皇），她对我说“你要按照天智天皇定下来的万世不改之法治理国家，之后确保把皇位传给我的儿子首皇子”……因此现在改养老八年（724）为神龟元年，把天皇之位让给我的儿子首皇子。
在文章中，元明天皇和元正天皇都把皇太子首皇子（即圣武天皇）称为“我的儿子”。首皇子的父亲是文武天皇，元明天皇则是文武天皇的母亲，元正天皇是文武天皇的姐姐。也就是说，对首皇子而言，元明天皇其实是祖母，元正天皇则是姑妈。然而她们都没有严格按照血缘关系，而是直接把首皇子当作自己的儿子。这正好表明了在继承天皇的地位时，前天皇与新天皇之间存在一种概念上的亲子关系。
另外，文武天皇的即位宣命也反映了天皇家有趣的谱系意识：
高天原尔事始而，远天皇祖御世，中、今至麻弖尔，天皇御子之阿礼坐牟弥继继尔，大八岛国将知次止，天都神乃御子随母，天坐神之依之奉之随，此天津日嗣高御座之业止，现御神止大八岛国所知倭根子天皇命，授赐比负赐布贵支高支广支厚支大命乎受赐利恐坐弖……

翻译为现代汉语为：自高天原的时代开始，从远古的初代天皇，一直到中世、现在，天皇的皇子相继出生，世代统治大八岛（日本），正如高天原的皇祖神把他的皇子任命为天上的神，我（文武天皇）也接受了统治日本的持统天皇的命令。
文章中把天皇的谱系进行了时代的区分，在神话、初代天皇与现在（“今”）的文武天皇之间设置了“中”这么一个时期。这表明了当时的人认为天皇的谱系不是从神话、初代直接延续到现在，而是存在一个中间的时期。“中”可以包含很多内容，但其中必然包含了应神天皇。上文说过，Homutawake本来处于始祖王的位置，但在后来则被重新设定为中间时期的天皇。
不过，5世纪的大王虽然把Homutawake看作始祖王，但并不是说他就是最初的大王，在他之前没有更早的大王。对于5世纪的大王而言，Homutawake是创造了他们统治的世界的伟大的王，是有必要与更早的古代的王加以区分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王。
与豪族一样，王族集团也遵守地位继承优先的逻辑。与豪族不一样的是，在王族集团里，家族的地位继承与倭国王的地位继承是重合的。
也就是说，当赞集团拥有王位时，赞与珍作为集团的首领也拥有从始祖王Homutawake（可能还包括以前的王）到赞、珍的王位继承顺序。然而在济继承王位以后，王位继承的顺序就转移到济的系统，这时候继承始祖王谱系的就变成了济集团的历代领袖，他们的名字会被编入王位继承的顺序之中。也有可能济集团在获得王位以后赞集团就成了旁系，赞与珍可能会被排除在王位继承顺序以外，反过来济集团的领袖就进入新的继承顺序。可能这才是赞与珍的比对工作完全不清晰的真正原因。
获加多支卤真的是武吗
在对王位继承的研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那就是真实的大王，即稻荷山铁剑铭文中提到的获加多支卤：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

学者认为铁剑铭文中提到的“辛亥年”指的是471年。稻荷山古坟的修建时间应该是5世纪末，这与铁剑铭文的年代推定是吻合的。
过去的研究认为武与获加多支卤（Wakatakeru）是同一人物，从铭文中的纪年推断，武应该在471年以前即位。铁剑铭文中出现的“治天下”这一概念也很值得注意，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词语说明，当时的倭王权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不再需要依赖中国的册封。这也能解释武为何在即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向刘宋遣使。
然而，这一理解也有问题。按照这种说法，武在471年以前即位，他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不需要受册封的程度，然而他在478年却向刘宋遣使并要求官爵。如果他只是为自己请求官爵的话，那还可以理解成他是为了与高句丽对抗。然而武在上表文中还为属下的王族、豪族请求官爵，很明显这与国内统治有关，这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矛盾。
武在上表文中明确请求刘宋授予官爵，其中包含了武与势力强大的王族和豪族的官爵，这说明日本列岛上的统治者依然需要依赖中国的权威。就算请求获得官爵的只有武一人，那也说明武通过中国的册封提高了自身的权威，进而巩固在国内的统治。不然的话就难以解释他向刘宋遣使的意义。
我们可以认为，倭五王正是通过册封建立了以“天下”为统治范围的权力。与第2章提到的“王赐”铁剑铭文中描述的5世纪中期的“王”相比，此时王的权力已经增长了许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时候的王不再需要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只是结合两者思考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而已。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疑问，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认为向刘宋遣使的武与铁剑铭文上的获加多支卤是同一人物。然而正如第3章所述，武应该是在478年前后即位并在当年向刘宋遣使的，再结合本章中讨论的用字问题，可见我们还是要慎重思考武与获加多支卤是否同一人物的问题。
必须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解放的比对论
至今为止，通过对照《宋书·倭国传》与稻荷山铁剑铭文，有关当时的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其一，武与获加多支卤是同一人物，这是最主流的看法，然而这种说法存在诸多问题，这在上文已经论述了。
其二，武在478年前后即位，在此之前的倭国王是兴，因此471年的王应该是兴。那么，获加多支卤就应该是兴才对。然而，Wakatakeru这个本名与兴这个一字名却很难联系在一起。
其三，兴在462年即位，武在478年即位，在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位没有向刘宋派遣过使者的王，也就是Wakatakeru。如果是这样的话，兴应该是在即位后不久就去世了。另外，武在上表文中并未提到这位Wakatakeru，因此后者很可能来自济集团以外的王族集团。然而，这与上表文中谅暗的说法又有矛盾。
其四，铁剑铭文中的“辛亥年”可能指的不是471年，而是下一个辛亥年——531年。稻荷山古坟已经挖掘的部分存在两个埋葬地点（主体部分），分别是黏土椁与砾椁，至少有两人埋葬于此。铁剑出土于砾椁，然而黏土椁与砾椁都并非位于后方圆形部分的中心，因此很可能还存在一个尚未发现的墓穴（高桥一夫）。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葬于砾椁的乎获居臣就是后来追葬的，古坟的修造年代就没有必要与铁剑铭文中提到的年代一致。然而，这么一来埋葬的年代就要在531年以后了，把年代往后推这么多可能也并不合适。
我对此也暂时不能断定。武与获加多支卤到底是否同一人物，471年前后的王到底是谁，这是我们今后需要解答的课题。
倭五王到底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天皇谱系中的哪些人物，一直以来这都是倭五王研究的中心问题。
然而，自5世纪以来，随着政治上的变动与历史书的编撰，天皇的谱系多次遭到添加与删减。如果忽略这些因素的话，讨论倭五王的比对是难以得出结论的。对倭五王的研究不应该拘泥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而是以倭五王为基础重构5世纪的历史。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1] 一个地区中规格最高的神社。——译者注
[2] 这段及下段引文使用上代日本语而非汉文写成，其中小字部分是万叶假名，代表一个日语音节，而非字面意义。——译者注



终章 “倭五王”时代的终结
——世袭王权的确立
武是倭五王的最后一位，在他之后倭国王再也没有进入中国的视野之中。倭国在5世纪频繁地向中国派遣使者，为何在武以后却突然停止遣使？本章将探讨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背景，从而对5世纪倭五王在东亚历史舞台上登场的意义进行最终的思考。
1.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断绝——为什么停止遣使
475年以后的东亚势力结构
在高句丽军队南下、百济都城汉城沦陷的这段时间里，东亚的局势也产生了变化。
475年，百济的文周王在逃离兵灾后于熊津建都，由此重建了百济。476年，耽罗（即济州岛）的政治集团与百济缔结关系，百济开始向南方发展，从而开启了国势的复兴。
此外，百济与倭国也取得了联系。《日本书纪》说是雄略天皇帮助百济复国，但这只是《日本书纪》的笔法而已。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应该是百济把复国的消息告知倭国，倭国再加以确认而已。《日本书纪》把百济灭亡记在了雄略天皇二十年（476），这明显是编撰时杜撰的结果。
在得知百济复国的消息后，停留在倭国的昆支返回了百济。文周王于476年把强大的贵族解仇任命为兵官佐平，477年又把昆支任命为内臣佐平，以此重新建立国内政治。这一人事任命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希望通过昆支来强化与倭国的关系。
然而，百济的政治状况并不稳定。昆支在担任内臣佐平的同年去世，解仇借此机会谋杀了文周王并拥立了三斤王，以此控制了百济的大权。然而解仇没能控制住局势，他在478年与三斤王对立并被诛杀。
倭国正是在解仇杀害文周王、拥立三斤王这一混乱的时期通过百济向刘宋派遣了使者。由于百济经历了亡国与复国，这一时期的史料记录错综复杂，不同的史料中事件的发生时间多有出入，这使得许多事情都变得难以解释。三斤王在诛杀解仇的次年（479）死去。在复国期间，王权与贵族之间产生了分歧，局势相当动荡。
《三国史记》记载，百济在475年短暂灭亡的同时，倭国就对新罗展开了军事行动，之后又在476年、477年连续对新罗发动进攻。如果这一记载是真实的话，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百济与新罗结盟，倭国在没有百济牵制的情况下对新罗发动了进攻。此外，当时高句丽南下，倭国此举或许也是为了牵制新罗与高句丽的结盟。
477年之后，倭国暂时停止了对新罗的强硬政策，倭国军队下一次攻击新罗是在482年，中间有五年没有动静。这一中断的原因可能是兴的死亡。
在兴死亡、武即位的时候，武有必要向刘宋要求爵位以确保其地位，他很可能因此暂停了对外的军事活动。另外，当时倭国把昆支送回刚刚复国的百济，可见此时的倭国又要重视与百济的关系了。
高句丽在475年攻打汉城以后停止了领土的扩张，对外行动也仅限于向北魏、刘宋遣使而已。当时北魏的政局也不稳定，北魏献文帝在先帝的皇后文明太后的逼迫下，于471年让位于五岁的孝文帝。之后双方依然处于对立状态，献文帝最终在476年遭到毒杀。
我们并不知道高句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北魏的政治形势，但是献文帝与文明太后激烈对立的消息应该在475年传到了高句丽。无论如何，当时的北魏由文明太后通过垂帘听政进行统治，她的对外政策并不积极。这也是百济在472年请求援助时遭到拒绝的原因之一。
刘宋则是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尽头。将军萧道成掌握大权，通过镇压反对派扩张势力，并在477年杀害皇帝，拥立了新的皇帝，是为顺帝。477年与478年的倭国使者正是在这种局势下来到刘宋，他们应该不难感觉到刘宋快要亡国了。479年，萧道成接受了顺帝的禅让，建立了南齐。据说顺帝知道自己在劫难逃，说出了“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这句话。他在一个月后被杀。
萧道成是南齐的高帝，他的王朝与刘宋有着同样的问题。齐高帝是军人出身，他与贵族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
最后一次遣使是在什么时候
在这种形势之下，武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持续到了什么时候？武在478年呈上上表文，在次年的479年，刘宋就灭亡了。倭国与南齐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南齐书·倭国传》中记载了南齐与倭国的关系：
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

南齐于502年亡国，梁建立。《梁书》中也提到了倭国：
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

按照这些史料的记载，武在479年从安东大将军升格为镇东大将军，在502年又升为征东大将军。
然而，我们不能凭这些记载就判断两国的外交活动还在进行。倭五王研究的泰斗坂元义种就认为这些记载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是因为武向中国遣使，而只是为了庆祝新王朝的建立而进行的升格。确实，史料只记载了将军号的升格，并没有提到使节来朝。尤其是《梁书》记载各国的统治者一起升格，更加佐证了这个说法。因此坂元义种的说法一直以来被学界认为是合理的史料解释。
新史料告诉我们什么
2011年，新的史料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那就是清代人张庚的《诸番职贡图卷》。这是临摹梁元帝（552～554年在位）时的画作《梁职贡图》的一部分。
所谓职贡图是一种画像，里面描绘与中国有来往的各国使者的样貌，并在图画的旁边书写题记以对图画上的国家进行说明（榎一雄、深津行德）。《梁职贡图》的临摹本有三个版本传世，其中两个版本只有图画，既有图画也有题记的只有北宋1077年临摹的版本，一般被称作北宋摹本。
北宋摹本的倭国使图相当有名，大概许多读者已经看过了。里面描绘的倭人穿着一件前方敞开的外袍，脚上没有穿鞋，这看起来更像是南方民族的衣着，与出土陶器的倭人形象相当不一样。题记部分有损坏，已经看不到后半部分。
《诸番职贡图卷》原本有图画与题记，但现在也散佚了。不过《爱日吟庐书画续录》中整理并收录了《诸番职贡图卷》的题记，这是最近才发现的。其中倭国使的题记如下：
倭国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地。气温暖，出珍珠青玉，无牛马虎豹羊鹊。男子皆黥面文身，以木绵帖头，衣横幅无缝，但结束相连。好沉水捕鱼蛤。妇人只被发衣如单被，穿其中贯头衣之。男女徒跣。好以丹涂身。种稻禾麻苧蚕桑，出袖布缣锦。兵用矛、盾、木弓，箭用骨为簇。其食以手，器用笾豆。死有棺无椁。齐建元中，奉表贡献。


图5-1 《梁职贡图》中的倭国使者
其中衣服与赤足的记载与北宋摹本的图画相符，可见图画是基于题记而画。文章的内容与《魏志·倭人传》的内容基本一致，应该是由《倭人传》修改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末尾的一句话：“齐建元中，奉表贡献。”建元是南齐建国初的年号，也就是479～482年。上文提到《南齐书》中记载武官爵的晋升，此前学界一直认为当时并没有遣使，只是形式上的升格，然而《诸番职贡图卷》却显示倭国使节确实访问了南齐。

图5-2 《爱日吟庐书画续录》
有学者认为，《诸番职贡图卷》是相对晚近的史料，而关键的信息点只有在这里出现了，因此需要慎重考虑其真伪。不过，比《诸番职贡图卷》更古老的北宋摹本的倭国使题记虽然后半部分缺失，但我们不妨将前半部分与《诸番职贡图卷》比较。两者虽然有文字的出入，但并没有新增的句子，可见《诸番职贡图卷》的内容应该不是伪造，那么我们就不能忽视倭国朝贡的句子了。《梁职贡图》题记应该是把《魏志·倭人传》与其他史料结合而成的。
结合《南齐书》的记载，真实的情况应该有两种可能。其一，武在479年向南齐遣使，南齐方面册封了他的官爵；其二，南齐为了庆祝建国，统一升格了各朝贡国统治者的官爵，武的使者是在之后才到达南齐的。两种情况都显示，武曾经向南齐派遣过一次使者，这就是倭五王的最后一次遣使。
武为何停止遣使
武不再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至今为止，学者们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5世纪倭国与东亚他国关系的变化。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下文首先考察它们各自的论点与问题。
第一种说法围绕交通线路展开（川本芳昭）。
我们在第3章提到，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在469年从刘宋转移到北魏。因此学者认为，随着山东半岛易主，倭国向南朝遣使变得困难，因此就停止了遣使。从具体的交通线路来把握外交关系是理解历史细节时必须使用的方法。因此交通道路说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说法。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469年以后百济与倭国向中国遣使的次数发生了锐减。交通道路说应该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山东半岛易主并没有使外交活动变得不可能。百济在471年就向刘宋遣使，倭国也在477年、478年遣使。这显示了北魏占领山东半岛并没有导致百济和倭国与南朝断绝关系。换言之，交通道路说对武停止遣使的解释是薄弱的。
第二种说法为外交关系断绝与中国的鼎革思想有关（前之园亮一）。
479年刘宋灭亡后，南朝经历了齐、梁、陈三个短命的王朝。学者认为这些王朝的皇帝的出身都不高，因此倭国并不认可遣使的价值。这种说法的根本论点是东亚其他各国如何看待中国王朝的更替。
这一说法的问题在于鼎革思想与皇帝出身的关系。我们在第1章也提到过，刘宋的皇帝其实出身也不高，如果说皇帝的出身会导致外交活动停止的话，那么当初倭国与刘宋的外交就无法得以维持。
第三种说法为，当时的倭国把自身视作“天下”，因此想要从中国的影响中脱离出去（西嶋定生）。
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稻荷山铁剑与江田船山大刀的铭文中出现了“天下”这一概念。这能够说明当时倭国的统治制度已经成熟，倭王不再需要获得中国的册封。至今为止，这是最多学者认同的观点，看起来也是最有道理的。
然而，我们要慎重思考权力的成熟是否必然导致册封关系的中断。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周边的国家成长到一定地步时应该会断绝册封关系。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周边国家都拒绝了册封关系，比如说朝鲜半岛上的国家就一直保持着册封关系。就算是日本，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接受册封，足利义满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这三种观点都分别涵盖了重要的观察角度，都是在对当时倭王权的性质进行了深入思考后提出的。然而它们又分别存在如上所述的各种问题。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外交关系的断绝呢？我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考虑5世纪倭国与南朝进行外交的目的。
上文已经论述过，与刘宋进行外交的目的在于获得官爵。从刘宋获得的官爵可以在国内给王族与豪族分配将军号，也能用府官制的方式达到强化倭王权的目的；在国外则是为了在与百济等国竞争时拥有相应的地位。反过来说，停止与中国的外交也就意味着不再获得中国的官爵，这也就放弃了作为倭国王统治日本列岛，以及出现在东亚外交舞台上的手段。这可以说是强制改变了倭五王共同构筑的权力结构。
2.倭王权的转变——继体大王的即位
加耶的自立与解体
以下先概括一下武从东亚外交舞台上消失之后的国际状况。
百济三斤王于479年去世。《日本书纪》记载当时昆支的第二个儿子末多在倭国，在倭国500人的护送下回国并继承了王位，是为东城王。按照这种说法，末多应该在昆支归国以后继续留在倭国，作为两国沟通的桥梁。倭国之所以护送他回国也是因为希望扶植一位对倭国友好的百济王。
同样在479年，南齐建国。南齐不仅提升了武的爵位，还让高句丽王从车骑大将军升格为骠骑大将军。百济则在第二年，即480年向南齐遣使，获得了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的爵位。与倭国、高句丽相比，百济获得官爵的时间更晚，将军号也没有升格。这时候倭国与百济的将军号是同级的，不过从武不再向南朝遣使的事实也能看出，此时的倭国已经不重视与南齐的关系了。从此以后，以将军号为标准的地位意识在东亚地区失去了意义。
加耶的动向也值得注意。479年，加罗国王荷知向南齐遣使，这个加罗国就是第2章提及的大加耶。学者把荷知比对为《三国遗事》中的嘉悉王。与百济、新罗相比，加耶是各小国的集合体，在较晚的时候才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这时候的加耶正作为联盟开始了整合，其盟主正是大加耶。
475年，百济暂时陷入了亡国的状态，大加耶因此得以向南齐遣使。479年的遣使宣示了加耶诸国成为朝鲜半岛上第四大国的可能性。然而百济很快在文周王与三斤王的努力下复国了。虽说大加耶并不是没有能力单独通过朝鲜半岛西岸向中国遣使，但从它看准了南齐建国这一时机遣使的事实来看，当时可能存在把情报告知加耶，并帮助其遣使的力量。百济向南齐遣使是在480年，故可以排除百济的可能性。由此看来，倭国就有可能参与其中了。再加上倭国很有可能向南齐派遣了使者，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倭国与加耶可能是同时遣使的。
然而，加耶最终只向中国派遣了一次使者，之后再也没有遣使了。后来百济为了恢复国力而向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扩张势力，于5世纪末到6世纪上半叶发展至荣山江流域一带。同时新罗也开始了对加耶的入侵。加耶在百济与新罗的蚕食下最终解体，失去了成为独立国家的可能性。
高句丽对百济、新罗
高句丽在攻打百济并对其造成严重破坏以后，似乎又把目标转移到新罗身上。进入5世纪80年代，高句丽发动了对新罗的攻势，这些攻击断断续续地发生在481年、484年、489年、494年。
百济在484年向新罗派出援军，并在次年恢复了短暂亡国以前的关系。这意味着东城王采取了重视与新罗关系的外交政策。495年，百济更是向新罗提出了联姻的邀请，百济王最终迎娶了新罗重臣的女儿。百济与新罗的同盟关系通过联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我们不清楚当时倭国的外交政策，但倭国在482年、486年重启了对新罗的袭击。对此，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观点为，百济与新罗的同盟关系对倭国不利，因此倭国对此进行了干扰。对倭国而言，百济、新罗、加耶诸国最好分别有求于自己，百济与新罗的联盟则破坏了这种关系。倭国之所以重启中断了五年的对新罗的攻击，可能是因为倭国认为东城王是亲倭国的百济王，他能够堵住百济内部的反对声音。
第二种观点为，袭击新罗并不是倭王权主导的。
我们在第2章提到，当时的军事组织方式是豪族们各自率领自己的军队。下文还会论述，当时的倭王权与倭五王时代相比，势力其实是衰落了。倭王权可能失去了对豪族活动的控制。
《日本书纪·显宗天皇纪》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纪生磐的人，他自称三韩王，在加耶自立并与高句丽勾结。6世纪上半叶还有一个名叫筑紫君磐井的人，他私自与朝鲜半岛的诸国交往。这些记载的真伪难以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倭国并非铁板一块。
在这种情形下，北魏于490年对百济发动进攻。由于需要渡海，中国其实极少对百济发动直接进攻。除了这一次北魏的进攻以外只有660年唐攻打百济并导致百济最终灭亡的一例而已。490年，北魏文明太后亡故，孝文帝亲政，然而他并没有对外交政策做出明显调整。攻打百济大概是为了在北魏国内宣示皇帝的权力。百济击退了北魏的攻击，并在495年给南齐的上表文中汇报了这件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统治高句丽长达78年的长寿王在491年去世。长寿王无疑与倭五王一样都是5世纪东亚政坛的核心人物。由于他在位时间实在太长，他的继承人助多王子先他而死，继承王位的是助多之子、长寿王之孙罗云，是为文咨明王。文咨明王延续了长寿王的外交政策，对新罗与百济发动了多次进攻。
在5世纪90年代，倭国只是偶尔出现在东亚的政治舞台上。从5世纪末到6世纪上半叶，高句丽、百济、倭国三足鼎立的局势转化为高句丽与百济、新罗的对立。
继体大王的登场
文献上并没有记载这一时期倭王权的状况。我们可以看看《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说法作为参考。《古事记》中记载雄略天皇的去世是在“己巳年八月九日”，也就是489年，而《日本书纪》记载的则是雄略天皇二十三年（479），两者相差足足十年。
对雄略天皇的前代安康天皇以及之后的清宁、显宗、仁贤、武烈几代天皇，《古事记》连死亡时间都没有记载。另外显宗天皇与武烈天皇都没有皇子。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这些天皇中有一些是架空的人物，这在第4章已经提到。
能够确认的是，在这一时期，倭国停止了倭五王时代那种向南朝的遣使，而且不仅是与中原王朝，与百济等国的外交活动也大幅减少了。考虑到与中原王朝的外交是由倭王权主导的，这一趋势可能显示了当时的倭国处于国内政治混乱的状态。
能够证明此点的是继体大王在6世纪初的登场。继体大王即位前的名字叫男大迹（Ohodo）王，在越前、近江一带拥有势力。他自称是誉田别（Homutsuwake）的五世孙，于507年在河内樟叶宫即位。《日本书纪》记载，武烈天皇死后，大伴金村打算迎立仲哀天皇的五世孙倭彦王，但没有成功，于是与物部麁鹿火、许势男人商议，最终迎立了继体大王。
如果男大迹王是誉田别的五世孙的话，那么他在谱系上就应该属于倭五王以外的系统。不过在5世纪的时候，他应该也是使用倭姓、王族集团出身得到承认的人物。继体大王即位的时候受到了大伴、物部、许势这些大豪族的支持，即位后也马上承认了他们的地位。这意味着男大迹在即位以前已经拥有一定的势力，大和地区的豪族也认可他的地位。
话虽如此，继体大王也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没有在大和而是在河内即位，这本身就说明当时可能存在一定规模的拒绝接受继体大王的势力。后来继体大王经过山背的弟国（即今京都府乙训郡）并建筑了磐余玉穗宫，最终才进入了大和国。而此时已经是他即位的第20年了。
王位世袭化与王统的确立
继体大王的王位并不稳固，这意味着他之后的王位继承也存在不稳定的因素。继体大王自己恐怕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有意做出改善之举。他创立了一种挑选继承候选人的制度，即大兄制度。同一个母亲生下的王子组成了各自的小集团，其代表称作大兄，同时是王位继承的候选人。这种制度一直到7世纪下半叶仍然发挥着作用。
后来，虽然几经曲折，但大王的王统最终还是在继体大王的子孙之间继承下来。从这种角度出发，可以说继体大王的计划获得了成功。王位继承由原来的多个系统中拥有最强力量的人继承逐渐转移到近亲继承，王位的世袭性得到增强。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产生了倭五王的两个王族集团都衰落了。在武最后一次遣使的20年后，这两个集团中没能产生适合担任王的人选。
《日本书纪》把衰落说成暴虐的武烈天皇的责任。有关武烈天皇的记载充满了与君主身份不符的行为，比如说割开孕妇的肚子、让人爬树之后把树砍断等。《日本书纪》这么写的目的在于说明武烈天皇的行为导致他的王统失去了天命，并致使继体天皇即位。编撰《日本书纪》的人生活在8世纪，这时候的人已经学习了天命思想，因此才写下了这样的故事，但这并不是当时的真实情形。
那么，这两个王族集团真的在5世纪末走向绝路了吗？百舌鸟古坟群与古市古坟群都没有建造新的巨大前方后圆坟，但两者都延续到了6世纪上半叶。由此看来，在继体大王的时代，产生倭五王的两个王族集团依然存在。
《日本书纪》记载，继体天皇迎娶了武烈天皇的姐姐手百香皇女。由此看来，5世纪并立的两个王族集团可能并非衰落，而是通过婚姻与新王朝实现了统合。
刘宋的崩溃与新秩序
倭国的王在5世纪初向中国的南朝派遣使节，到了5世纪末则逐渐停止了遣使。有关停止遣使的原因，至今为止学界一般认为是倭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统治制度，不再需要依赖中国的册封。
不过，在武停止遣使、继体大王登场的这大约20年间，倭国的国内政治很可能是比较混乱的。这与武建立了强大的权力基础这一说法并不一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遣使停止呢？如果把停止遣使的时间与国际形势进行比较，那么刘宋的灭亡应该还是主要的原因。上文我介绍了与中国鼎革思想相关的学说，这是一派相当重要的说法。上文虽然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问题，但其实在国际关系之中，名分是相当重要的，而且这点不仅仅适用于古代。
倭五王被刘宋皇帝册封为倭国王，也就是说，刘宋皇帝与倭五王结成了君臣关系，五王获得了倭国王、安东（大）将军、“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这些官爵，并利用这些头衔建立其与国内的王族、豪族以及朝鲜诸国的关系，从而构筑其权力结构。倭五王认识到能够确保自己权力的来源是刘宋的皇帝，这是其权力正当性的根源。
这种观念并不限于倭五王，对百济王而言也是一样的。因此，倭国王与百济王之间既有互助，也有竞争的关系。换言之，他们是在刘宋的册封体系这一规则之下共同处理国际政治的问题。
然而，百济在475年短暂灭亡，之后在479年刘宋也灭亡了，这对倭五王而言意味着国际政治的规则发生了突如其来的剧变。倭国可能是为了试探新王朝打算如何介入东亚国际政治，才在南齐建国时派遣了一次使者。然而，倭国并不认为南齐能够继续保证其权力的正当性，因此才停止了遣使。
类似的情况在之前也发生过。卑弥呼曾经被曹魏封为亲魏倭王，她与她的继承人台与都与魏进行外交活动。《魏志·倭人传》记载台与曾经在卑弥呼死后派遣过一次使者，而《晋书·倭人传》则记录了此后的外交关系。按照《晋书》的说法，曹魏于265年灭亡，西晋建立，倭国在266年向西晋派遣了一次使者，但此后就再也没有遣使了。
当然，卑弥呼、台与的时代与倭五王的时代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共同点，那就是在王朝（曹魏、刘宋）灭亡的同时，此前与该王朝建立的册封关系也终止了。
由于国内权力的成熟而终止册封关系的说法听起来比较合理，但这其实是受限于从一国的历史看问题的结果。当时的倭王权只是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还不能从东亚的国际关系中脱离出去。具体而言，加耶的铁、百济与新罗的文物以及来自高句丽的外交压力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倭五王最希望从刘宋获得的是约束东亚各国的国际秩序，官爵则是这种秩序的具体表现。建立南齐的萧道成在478年武遣使的时候官居骠骑大将军。如果对武而言，中国是高于倭国的上国的话，那么萧道成则在过去与自己同样都是刘宋皇帝的臣下，他可能因此不愿意承认萧道成的帝位。正是因为自己依附的皇帝失去了权威，武才终止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同一时期，倭国国内陷入了混乱。在平息混乱的过程中，统治制度也发生了变革。倭五王在5世纪建立了倭姓的王权，由此统治无姓的民众。而6世纪的王权则与之不同，大王没有姓氏，反而把姓氏赐予豪族乃至民众，自己君临臣下，这可谓一次重大的体制改革。至于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那已经是超越了本书涵盖范围的问题，因此此处就不具体叙述了。
导致这一转变发生的契机正是继体大王的即位与世袭王权的建立，与此同时，倭五王的真实形象则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人们再一次记起他们的时候，已经是1000年后，瑞溪周凤所在的室町时代了。



后记
对我而言，初中、高中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当时在日本史课上产生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当时我的日本史老师是这么说的：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铭刻着“获加多支卤”这个名字，这就是《日本书纪》中的“幼武”（Wakatakeru），也就是雄略天皇；另外《宋书·倭国传》中出现的倭国的王“武”也是“幼武”的省略；这三处不同的史料中都出现了同一个名字……
我刚听完这段话的时候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然而同时又有一丝难以除却的奇怪感觉。
稻荷山铁剑上的“获加多支卤”确实能与《日本书纪》的“幼武”联系到一起（虽然现在看来这一点也是有问题的）。可是中国史料《宋书》中的“武”在宋人看来难道不应该读作“mu”吗？这怎么就与获加多支卤是同一人物呢？
之所以会感到奇怪，正是因为人们把稻荷山铁剑上的获加多支卤与《日本书纪》的幼武以及中国史料《宋书》的“武”画上了等号。不过内向的我当时并没有提出质疑，这一疑问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我在研究生阶段进行了正规的日本古代史学习，也读了有关倭五王的论文。由此我知道了倭五王的一字名赞、珍、济、兴、武是倭国方面对外使用的名字。然而，一个新的疑问又出现了。
如果获加多支卤就是武的话，那么他为何不在与刘宋进行外交中使用“获加多支卤”这一名字呢？如果每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的话，那么宋人就可以更正确地称呼他了。为何他不使用这种办法呢？
我从论文中又读到，之所以使用一字名是因为受到了高句丽与百济的影响。这种国际性视角给予了我极大的启发。然而，疑问还是没有解决。
如果要使用一字名的话，那么直接在“获加多支卤”中选一个字来用就行了，为何要用宋人读不出来的“武”（Takeru）这一训假名呢？说到底，把“武”这个字训读为Takeru的做法在5世纪就已经存在吗？
正当我这么思考的时候，我的朋友江草宣友问我要不要在国学院大学的国史学会发表报告，于是我就以《倭王武的上表文与文字表记》为题做了报告。这是2001年的事情了。
这就是本书的出发点。在此后的十几年间，我断断续续地思考着倭五王的问题。其间已故的石井正敏先生希望我为《日本的对外关系》撰写有关倭五王的论文，这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回忆。当时的论文也成了本书的基础。也不知道我是否达到了石井正敏先生的期待。他最终没能读到这本书，这实在是极大的遗憾。
这时候，中公新书编辑部的白户直人先生问我要不要写点东西，说是远藤庆太与河上麻由子两位新进学者推荐了我。他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写的题目，我就回答说想写倭五王相关的书，他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当时我刚刚写完一本关于遣唐使的书，他可能以为我会继续写关于遣隋使的内容。然而倭五王是我研究了十几年的课题，因此我就乘此机会，对他提出了这样“无理”的提议。
我真正着手写作时却发现这本书并不那么好写。这是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写过关于倭五王的书，比如倭五王研究领域的泰斗坂元义种、之后的藤间生大，以及最近的森公章等。他们的书都相当精彩，如果我写的内容与他们一样的话，那就没有出版的价值了。
记载5世纪倭国历史的史料中，最重要的确实是《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然而这两本书的成书过程相当复杂，这在有关继体天皇以前的记载中尤为明显。如果不对书中的内容加以研究，不辨其真伪，那么自然是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如果说本书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本书虽然也提到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内容，但并不以此为根据，而是按照中国、朝鲜的史料以及考古学的成果描绘出历史的真相。日本的考古学界往往难以把中国、朝鲜的史料包含进研究的范围中，反之亦然。以日本古代史的角度进行研究则能够把两者都加以考虑，这是它的优势所在。
当然，对于中国史、朝鲜史、考古学的专家而言，本书对这些领域的理解可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衷心希望能得到各位的指正。
本书并不是把内容写完就结束了。白户直人先生总是既耐心又严厉地对我说，这一处的语言节奏把握得不好，这一处的内容与读者想看的不一致，这一处要写得更平白易懂一点，等等。通过与他的合作，我学会了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写作。由此本书呈献的内容比当初的构想更加完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颇有自信的。
本书中含有与一般说法不一样的内容。不过我认为，学问的本质就是对既有的观念提出疑问并加以修正。至于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好不好，还有待读者的判断。
河内春人
2017年10月



原文史料
《晋书·安帝本纪》：
·（义熙九年）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义熙起居注》（引自《太平御览》）：
·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

《宋书·文帝本纪》：
·（元嘉七年春正月）是月，倭国王遣使献方物。

·（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巳，以倭国王珍为安东将军。……是岁，武都王、河南国、高丽国、倭国、扶南国、林邑国并遣使献方物。

·（元嘉二十年）是岁，河西国、高丽国、百济国、倭国并遣使献方物。

·（元嘉二十八年）秋七月甲辰，安东将军倭王倭济进号安东大将军。

《宋书·孝武帝本纪》：
·（大明四年十二月丁未）倭国遣使献方物。

·（大明六年三月）壬寅，以倭国王世子兴为安东将军。

《宋书·顺帝本纪》：
·（昇明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倭国遣使献方物。

·（昇明二年）五月戊午，倭国王武遣使献方物，以武为安东大将军。

《宋书·夷蛮传》倭国条（《倭国传》）：
·倭国在高骊东南大海中，世修贡职。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赞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八年，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世祖大明六年，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修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弟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顺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舫，而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南齐书·东南夷传》倭国：
·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岛中，汉末以来，立女王。土俗已见前史。建元元年，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为镇东大将军。

《梁书·武帝本纪》：
·戊辰，车骑将军高句骊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余大进号征东大将军。安西将军宕昌王梁弥进号镇西将军。镇东大将军倭王武进号征东大将军。镇西将军河南王吐谷浑休留代进号征西将军。

《梁书·诸夷传》倭条：
·晋安帝时，有倭王赞。赞死，立弟弥。弥死，立子济。济死，立子兴。兴死，立弟武。齐建元中，除武持节、督倭新罗任那伽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高祖即位，进武号征东将军。

《梁职贡图》：
·倭国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地。气温暖，出珍珠青玉，无牛马虎豹羊鹊。男子皆黥面文身，以木绵帖头，衣横幅无缝，但结束相连。好沉水捕鱼蛤。妇人只被发衣如单被，穿其中贯头衣之。男女徒跣。好以丹涂身。种稻禾麻苧蚕桑，出袖布缣锦。兵用矛、盾、木弓，箭用骨为簇。其食以手，器用笾豆。死有棺无椁。齐建元中，奉表贡献。

七支刀：
·（正面）泰□四年□月十六日丙午正阳，造百炼铁七支刀。□辟百兵，宜供供侯王。□□□□作。

·（背面）先世以来，未有此刀。百济王世□奇生圣音，故为倭王旨，造传示后世。

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弖已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弖比，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

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银象嵌铭文：
治天下获□□□卤大王世，奉事典曹人，名无□（利？）弖，八月中，用大铁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十振。三寸上好刊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洋洋，得□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书者张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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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赞派遣使节
1.高句丽派遣的倭国伪使——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高句丽、倭国的使节派遣





与倭国进贡相关的三种说法





《梁书·倭传》中的“赞”





413年派遣伪使的目的与影响





百济向东晋进贡





质子——在古代东亚的价值





腆支王与倭国、高句丽的外交





东晋的灭亡与刘宋的建立





2.421年，赞开启与刘宋的外交

倭国的到来——刘宋的欢迎及其背景





赞为何要在421年遣使





百济王与高句丽王的名字





对“中华”的憧憬





“倭赞”之名的意义





赞得到了什么





倭王与倭国王——与卑弥呼的区别





3.册封倭国王的意义——将军府的开设与府官制的引入

拥有将军号的意义





倭国开府——将军府的设置与府官制





从高句丽到百济、倭国——东亚府官制的推广





司马曹达是什么人





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





安东将军府的意义





第2章 从珍到济，再到兴
1.赞之弟珍的遣使及其对官爵的要求——与同盟国百济的竞争意识

438年，珍登场——请求得到安东大将军





为何想要得到“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





与百济的对抗意识，珍的请求“落空”





中国官爵的“用处”——对百济而言





珍与平西将军倭隋





2.443年，济的登场——王统移动了吗

北魏统一北方与刘宋的元嘉之治





高句丽与百济的对立





百济与倭国的关系走上绝路了吗





济的到来——他与赞、珍不明确的血缘关系





《日本书纪》描述的惨烈战争





王统的移动——倭隋与倭济





倭国王的地方统治





反高句丽浪潮





3.济的第二次遣使与兴的登场——不明确的王位继承

451年，济第二次遣使





济“升格”了吗





六国诸军事的要求与除正





“任那”——不同的认识





刘宋眼中的任那与加罗





倭国对新罗的攻击





462年，兴的登场





从济到兴的王位继承发生了什么





珍、济、兴的王权





第3章 倭王武的目标
1.武在478年的遣使——刘宋的低谷，与高句丽的对抗

高句丽再度南下





百济接近北魏





百济败北，盖卤王被处刑





武的登场——新的官爵要求





从对百济的排序意识到对高句丽的对抗意识





谁派遣了477年的使者





为什么间隔只有半年





2.武向刘宋皇帝上呈的上表文

上表文描述的5世纪下半叶的世界





从上表文看兴的死及针对高句丽的意图





高句丽征讨计划的真伪





篡改过去与自我立场正当化





上表文的文化水平





出色的文书





执笔者与制度维持





东亚的文化同质性





外交文书相似性的意义





3.倭国的实情——上表文显示的权力结构

爆发战争了吗——考古学上的疑问





“东征”和“西服”所表达的意义





习惯用语产生的“记忆篡改”





武的权力的实情





上表文的意图





第4章 倭五王到底是谁
1.五王与天皇——始于室町时代的比对经过

最初的比对——室町时代瑞溪周凤的尝试





比对研究的深入——松下见林





新井白石与本居宣长的成就与局限





近代研究的成果与停滞——西方人的观点





得到解放的古代史研究——“两个王家”论





倭王权与姓





以倭为姓





2.比对的可能性与限制——音韵、字形、谱系的相同性

赞、珍、济、兴、武，比对的现状





以音韵进行比对的局限





武的人名比对的问题





谱系论的死角——谱系是真实历史吗





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记忆的继承是什么





《帝纪》的诞生与“旁系”的处理





对《日本书纪》的怀疑





3.始祖王与5世纪的王权

三大王族集团





始祖王誉田别





地位继承顺序的逻辑





天皇家也要贯彻的逻辑





获加多支卤真的是武吗





必须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解放的比对论





终章 “倭五王”时代的终结
1.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断绝——为什么停止遣使

475年以后的东亚势力结构





最后一次遣使是在什么时候





新史料告诉我们什么





武为何停止遣使





2.倭王权的转变——继体大王的即位

加耶的自立与解体





高句丽对百济、新罗





继体大王的登场





王位世袭化与王统的确立





刘宋的崩溃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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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五王相关年表


images/00029.jpg





images/00028.jpg
g rmr—— 2y T ———1

AL SRR R -
@Hﬁﬁﬁﬂ*&ﬂ%ﬁ%ﬂﬁﬂ%ﬁﬁ%ﬁf

*%E FERTUEERRILE S EREE

REERESERKESRE< I RS R
ik S KN R X RS RS R B R g

HEE R UERITR P ER T H 2

CIR 104 AT 2R R L RS B R R






images/00031.jpg
ATCALE RIRAES IR ik
421 KB AR ks (ERfE)
425 JCHE A s (ERfE)
430 | JimELAE
438 JeHE IR A
443 | JiE R o (fEEfE)

451 Pl - AC: b3 ey
460 PNUIES 4
462 | KRWINAE % ) (R
477 AWEE (et
478 AW A & [Qlken))

VRl H B2 b Feos o i A W I C AR





images/00030.jpg





images/00033.jpg
L &R
143 pIES Ele:) X pUES
460 o
461 o o
462 o
463 N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o
472
473
474

475 | TTHF BT

1 QFTRENFIKIERE, ARIRIR T I, (AOCHEIAR
il

o
|

o

0oo00®

[SKCRT]






images/00032.jpg
B

BEILE

THFE

R E

LI

1 16 i ) 2
Bk, )L
L

JRME

(4]
HE

396

R = S 13
TIHF

396 ~
398

85 /) B B S
R IR IR E
i)

400

R
B

404

) 5 A [ AE
TR SR

)

[ZEEES

405

TIUFBISEE it
WS EEL

412

SRR E L

JHEE

413

K& EMM, &
[ERSIOITTE NS
bty

WXE

R

420

X R S,
L TTHE %

421

e W 1 X R
biigy

425

EUR 7 Th 3k
R

KIRFE

KAE

pUES






images/00035.jpg
E i 4 kb4 WHE
BERE | Wl | HREEE 1 343
ANEHE | R | MIREE
HEREE | frE FRX
JHFEE | kil @ 397 T

KEE | Hif FBE 413






images/00034.jpg
ES hE % IR ik
EHEE Ak 372
B E 7 379 BATHRA AR
P E N 384
JRITE AR 386
PI3EE — —
M E ARk 406






images/calibre_cover.jpg
Al e s mi





images/00026.jpg
Ei

At





images/00025.jpg





images/00027.jpg





images/00018.jpg
.

El

KA

1
=

f2 LR BNy N C

Il
0

AEAR AER AEPE AL
HUR B O B
QKGR KR /e
3NN
PR FE PR L
P NN

RS SEZE T fe b

Z T AT B i

LR AT N JRE
T

MR AR AR )T

LN

JigH A B HEL T PR R






images/00020.jpg





images/00019.jpg
HERIEH

S ——HEEH. SEIEH
(300~331) (331~371) (371~384)

?S 519)

[ue 3]
ST — ESSmH Hﬂﬁl — B — B — K& H — e

(346-375) (375-384) | (384~385) (392~405) (405-420) (420-427) (427~455)—sgim
T_H:&Ldv L0
— (501-523)

(385~392) m _
T R
e 75~477 479~501
....... UG i

(402~417) (477~479)
Egr - - RIS G —— TR — RO DI — RS

(356~402)  (417~458) (4s58~479)  (479~500)

Y BSEESEE





images/00022.jpg





images/00021.jpg
[ovH

(Al

Bl

BILE

THFE

R E

e

430

435

A ) X AR

ECLIENCE

Bl

438

B AL, 1
SRAHEIE 7S

439

db g — b5,
5 ) B 1 30 A ik
800 P

&

BE TN A
W

443

e XA

& 1 % A A
W

450

B A
A4, IR )

451

P XA

452

AR A

453

A A

454

BT

460

AR 1 AR

461

TR R
SCURTERE

i

HEATE

SEES

pUES






images/00024.jpg
AR mE | ASCAE| R TIHF &
W UERNE | 413 | KmER
BT AR | 424 KR KRR
o EE
XU | SR AR | 425 ik
FETAR | 455 | [KULHER
AL | LR | 472 (S TS INCIRET S,
) Ik A B
WIS | 490 e
R ” Svppe—
wR—4 | 495 (U3 N






images/00023.jpg
JLLUE (CRAY (AATL) (hgeg)
478 ®
3
419
480
484
485 .
487
488
489 (&3 Hew 1
498
499
Rz
502






images/00015.jpg





images/00014.jpg
L ONACEE | 2015 4

2018). | H#x
HZsr

£, 2019), [ FHE

TR s

9011 4£)






images/00017.jpg
KERERE (ST (DRFR) )

R s
R — B — i — RE— R E— 4 b
I_ o ﬁ¢v|,mmu.§a§r L.
= DAﬁ§|.mv§ I ﬁI
L s — iR — f&ﬂ,ﬁ ,.Tlﬁﬁ._m ;| 2.

ﬂﬁlﬁ
il
A mmmmmm e e e mmmmneees ERIE S

s

I
(¢S] (83R)

e Ewr_'.xm.wle_

L [
2 WI_H% %Lmn_”%
%] L
BTORE) HES () IEEKPH SRR
SEOR
XK
RENHE (RKA) — iR —

29 28 %27
LA






images/00016.jpg





images/00008.jpg





images/00011.jpg
B

EILE

THFE

R E

LN

AT T, T
HHR

371

AT T, T
MR R
B TE ARBE

372

LR NCE S
R RS T
L5 (L300)

)

EHEE

HEEE

377

BB ) 2
CH W o E
)

383

Wk 2 8%, i %
K

EREE

ANEME

385

TUHF R AU (17
5E)

i E

HEEE






images/00013.jpg
AR
F B AL A ﬂ!
Sdegan
LS RS
AFER g
e
PR ST

B X B

e

T |

.





images/00012.jpg
pB - v B e MR Y QY





images/00036.jpg
oo

F Y

B

BLE

TIHFE

[GES

LN

462

eAE Sy it X
Rl (& ] g
BT BE)

468

AT Y

469

E4 VS P 2l
RN

471

At Bk S kAL
(476 TR )

4712

TTHF AL B
itk SR

475

5 /) B I T
DU, 3 5 EHA

477

1 1 1) 0] 9
(EEERW) B
[T

JRE

478

R GR) i, 5
3

479

KR KT, 7 A
3o T (5B
E) MRl

Il
=
H

479 ~
482

1% I g 7 3 3
(EEERM)

490

JeE g TR, T
Hr IR

491

[ScETS Y

495

T S A,
E%

FIRE

K#HE

XHENE

X

e

502

pSiE]

RTE






images/00002.jpg





images/00001.jpg





images/00004.jpg





images/00003.jpg
AT

(R4

(AABL)

(A gHL)

412
421
425
427
432
437
438
443
451
453
454
456
457
462

Stk

I

g

1=t it
Jaeh
JLIEZ

FessFit






images/00006.jpg
kd R ER BRIEET
K TIETA % HRE TR
RE TR B % ZERE B
i TR % B
A ATl 7 WG
' AT 7 WG
AR AT IS Te SR 7
ARt TR THHTE
e TTIEE TR
T TR 7 fisv ke
R%E AT % A






images/00005.jpg





images/00007.jpg
o

T

ey

AR
M
S

AR K]
A7

[GITES

IR

T

(Cesat]

AT
W

BURK
A

THFE

&I

LEN)

A7

ERE

ik

T

1R
Y
BALIB
Ed B
N
BT

LHK]
A7

ERE

T

EHE






